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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十一位中国学者对谈录

作者 ：俞可平　李景鹏　邓小南　杨　河　李　强　张小劲　 　 

　　　周光辉　徐　勇　陈国权　肖　滨　唐士其 *a

整理 ：王　俊 **b 

编者按：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

平老师领衔主编的《政治通鉴》第一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出版。

2020 年 7 月 30 日，在《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

研讨会中，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的十一位学者围绕《政治通鉴》的编撰意义、基本内容、主要特

色与改进建议等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他们指出，《政治通鉴》涵盖了古今中

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

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既包括政治学经典文献研究，也包括政治学研究

的前沿成果；既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一般规律，也探讨了世界

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普遍规律。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政治学基础

性工具文献的不足，为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研究树立了一根支柱，开创了“政

a  俞可平，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北京大学教授；杨河，北京大学教

授；李强，北京大学教授；张小劲，清华大学教授；周光辉，吉林大学教授；徐勇，华中师范

大学教授；陈国权，浙江大学教授；肖滨，中山大学教授；唐士其，北京大学教授。

b  王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　



—  4  — —  5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治通鉴学派”，是中国政治学界的标志性成果，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现代中国政治学需要《政治通鉴》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人类文明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举世公认的绝世奇才。这位出生于公元

前 384 年的古希腊天才创立了多门基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许多重要

学说至今仍是这些学科史上的丰碑。在他涉及的所有学科中，政治学一直被

他断定为最重要的学科。他认为，人类作为最高级的“政治动物”，其终极

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生活。让所有公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则应是城邦国家的

最高目的。政治学之所以是“主导学科”，是因为在众多学科中，唯有政治

学着重关注“城邦最高的善”，即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如何才能最大限度

增进城邦的公共利益，让全体公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什么同一群人在同一地

域中，有时富裕，有时贫困？有时野蛮，有时文明？有时内战，有时和谐？

有时堕落，有时进取？有时贪婪，有时慷慨？（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亚里

士多德之问”。）亚里士多德毕生致力于思考这些问题，他的政治学就是对这

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他对上述“亚里士多德之问”的终极回答便是：政治

制度是决定城邦命运和公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他说：“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

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

最大希望。”因此，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政治与政治学。为了寻求最理想的政

治制度，他曾经带领成百上千的学生，对古希腊的 158 个城邦国家的政体逐

一进行考察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便是他对古希

腊城邦国家政治制度考察与分析的最终成果。

中国古代的先贤大儒也特别重视政治，把王权和王道看作社会稳定和国

家兴旺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悠久传统。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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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主要就是历代的政权兴衰史，这里的“鉴”则主要是针对国家统治者而

言的政治得失。从文献记载看，早在西周时期，王朝就设有史官，开始官修

历史。据《逸周书》所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记》并非后人熟知的司马

迁所著。西周在位时间最长（前 976 年—前 922 年）的周穆王，就命令左史

戎夫作《史记》，主要内容便是记载 28 个古代国家的亡国教训。司马迁的划

时代巨著《史记》，实际上主要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的兴亡史。《史记》的

“本纪”“世家”“列传”，以及“书”“表”的基本内容，无非就是历代帝王、

诸侯、大臣的政治传记，以及历朝重要政治制度的记录。司马迁欲通过编纂

《史记》，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这里的“变”，主要也

是历代的王朝政治之变。至于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名就开宗明义：

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为君王统治提供借鉴。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资治

通鉴》的宗旨，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者”。可见，“讲政治”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

传统中国有重政治的传统，却无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泛指关于人类社

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问之

一，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政治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问题、

概念、方法和公理，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取代的基础学科，对人类的

政治进步和知识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一，政治学有助于确立人类社会的

基本政治价值。人类的政治进步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方向。为人类

社会的政治进步设定目标，奠定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是政治学的首要功用。

其二，政治学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人类的政治发展是有规

律可循的，从现实政治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的政治现象，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

其三，政治学有助于确立政治评价标准，推进人类政治进步。政治进步、政

治评价必须有客观和科学的标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提供政

治评价的标准，使得政治进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衡量尺度。其四，政治学有

助于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本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

活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利益，政治学知识帮助人们认清

政治生活的实质。其五，政治学有助于总结人类政治的游戏规则，影响人类

的政治制度设计。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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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一般认为，1899 年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专门的“政治讲堂”，是作为一门独立

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的发端。政治学在中国至今已有 120 年的历史，在过去

的 120 年中，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中国政治学时断时续，在曲折中发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错误地将政治学

当作“伪科学”，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 年，

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直到 70 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

“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在我国不复存在，它

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 30 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 1979 年，在邓小平关

于政治学等学科要尽快恢复的直接指示下，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才得以在

中国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重政治而轻政治学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在中国的知识体系

中，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浩如烟海，而现代的政治学经典则寥若晨星。以工

具书为例，《史记》《资治通鉴》乃至整个“二十四史”，以及各种《大典》、

“全书”，均可算作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资料，而现代的工具性政治学基础文

献则十分稀少。改革开放后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 政治学》卷，从某种

意义上说可能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传统政治经典作

为工具性文献与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有三个重大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

传统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代王朝政权的制度和更替，现代政治学工具文

献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识；二是阅

读对象不同，传统文献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统治阶层，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

的帝王，现代文献的主要阅读对象则是广大民众；三是研究范围不同，传统

文献局限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而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则不限

于某个国家，而是放眼整个世界。毫无疑问，对于现实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教

育来说，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更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为了填补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的不足，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

中心早在 2017 年就决定开展“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工

作，这一研究工程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全力支持，被列入“双一流”专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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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不是编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工具

书，甚至也不是编纂政治学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研究

工程，本项研究将努力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世界各国

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

其中哪些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

第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转化；

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

显而易见，这样一项大型基础研究工程，仅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

中心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决定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动

员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按照

我们的设想，最终成果将是多卷本的《政治通鉴》，既包括政治学经典文献，

又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并且充分体现中国政治学者的独立观点。该

项研究不仅将总结和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一般规律，也将分析和

探讨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普遍规律。此外，“政治通鉴”研究

工程的实施过程，也将是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过程，是“政治通鉴

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通鉴》，就是“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系

列成果之一。每一卷《政治通鉴》均包括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一）古今中

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

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

论；（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五个部分其实也是“政治通鉴”

研究工程的五个子课题，其中“政治经典文献选编与研究”由北京大学俞可

平教授负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负责，“重要

政治人物研究”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负责，“主要政治理论研究”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杨雪冬研究员负责，“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由北京大学何增科

教授负责。

我们计划陆续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既不同于《资治通鉴》等传统政

治文献，它不是简单的政治实录，其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更不是为君

王提供统治的镜鉴；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它收录的重点是政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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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学的基本

概念。在“政治通鉴”研究和《政治通鉴》撰写过程中，我们努力要求作者

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每个部分都将包括经典文献和

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以及作者的主观分析和评论。第二，将纵向和横向的

比较研究相结合。对所论及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不仅要做纵向的历史

分析，还要做横向的比较研究。第三，将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

合，《政治通鉴》的内容既包括整理和汇编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

学经典文献和政治思潮，同时也包括各国政治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

究成果。

“政治通鉴”研究与《政治通鉴》撰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

多方的通力协作与支持。最终成果的陆续出版，首先要归功于北京大学和北

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坚强支持。北京大学当初决定建立中国政治学

研究中心这一新实体机构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包括

编撰出版《政治通鉴》。没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实体机构的

支撑，“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要感谢

全体作者的贡献。《政治通鉴》的作者，不只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

博士生，更多的是中心之外的相关领域专家。由于《政治通鉴》选录的条目

大都是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通常都会有专门的研究者及其代

表性成果。当编委会邀请这些专家学者为《政治通鉴》贡献其最新成果时，

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最后要特别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的大力支持，为了保证《政治通鉴》的顺利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领导还延请了当年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 • 政治学》卷的资深编辑参与审

稿。由于需要致谢的人数众多，恕我在这里不一一列出名单，哪怕是贡献重

大的领导和学者。

按照“政治通鉴”的研究与《政治通鉴》的编撰计划，我们在多卷本的

《政治通鉴》全部出齐后，还将按照五个主题的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分门别类

再出一个版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欢迎各位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

议，以便我们及时修订和完善各个条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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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鉴》为中国政治学树立了一根支柱

李景鹏

北京大学教授

首先祝贺可平主编的大作出版，这是中国政治学者为政治学大厦的建设

树立起的一根支柱，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它将会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虽然已经经历了 120 年，但是这

中间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影响了政治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我个人就常常

痛感对政治学的知识一知半解，对政治学的理解半生不熟。《政治通鉴》的出

版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学习和钻研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一代又一

代的政治学者的成长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和知识的营养。

这套文献通过政治学名著、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制度

五个部分创造了政治通鉴编写的新体例，使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象、历史

与现实、国际与国内、西方与东方等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更

好地体现出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

多卷本《政治通鉴》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集中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地努力才能实现。其间可能会

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干扰和困难，祝愿我们的团队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和困难，

实现我们的最后目标。我等待着 10 年以后研读《政治通鉴》的全集。

我已经退休 20 年了，在这期间，学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我感到十

分欣慰。现在，第二代学者已经功成名就，第三代学者正在成为学院的主力，

他们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学风正派、硕果累累，预示着学院向着更高的水

平发展。

政治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也仍然如此。希望我们有足

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排除各种干扰，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造福我们的国家、造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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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我们的人民。

《政治通鉴》提供的是现代政治学的
知识镜鉴和研究指南

邓小南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首先祝贺《政治通鉴》第一卷的出版，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个标

志，标志着政治学者集体性的探索，也标志着新型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10 多天前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当时我就想，多卷本的书名一定是经

过反复斟酌的。拿到书以前，我首先想到的是名称上只一字之差的《资治通

鉴》。《资治通鉴》当年尽管是皇帝赐名的，但是这种“资治”的意识，却是

产生于中国士人强烈的现实关怀之中的。正像俞可平教授说的，讲政治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但在传统中国有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政治派系，

却没有政治学。

拿到这部《政治通鉴》以后，一翻开，就明白它和《资治通鉴》大不相

同，它不是面向当政者的进谏，而是学术精髓的体现。捧到手里，感到这本

书厚重讲究，著述者有资深的教授，也有学界的新锐，同行同道，是一支富

有活力的学术队伍。翻阅以后，看到内容和体例，觉得很有感触。政治学名

著、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制度五个主题，以突出的问题意

识和通盘的设计，以中外古今的相通、论题关怀的相通，为实质性的学术理

解和当今的政治选择提供理据与借鉴，托举起“通鉴”这样的核心关怀。政

治通鉴的英文标题，以另种方式点明了书的主旨和意图。在我作为一个外行

的理解当中，Critical Dictionary of Politics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解释性的词典，

而是用精选关键词目的方式对这一领域里的重要理论、经典文献、研究者和

前沿问题进行讨论和辨析性的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通鉴》提供的是

现代政治学通贯性的知识镜鉴和研究指南，是兼具基础性和前沿性的工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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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书中的选题很多和历史相关，其中有史事的回顾，也有政治学的思考，

而且还有一些精心撰写的研究述评。

近些年经常看到“历史政治学”这样的提法，把政治学与历史学联系在

一起，加深了其纵深感和实践导向，同时也是学科交汇的产物。从根本上说，

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反思，不仅追寻历史的经验，也反思历史的教训，思考中

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的导引。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严重的前车覆辙，可能

纠偏于一时，却并未能积淀为全民族的深刻镜鉴，这正是因为缺乏集体性、

学理性的深入讨论与严肃反思。

在今天的世界上，疫情、科技、教育、文化几乎方方面面都贴上了政治

的标签，但真正能够遵循理性原则，观察政治体制与政治行为，辨析思考、

理性处置者却并不多见。与此相对，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粗陋浅薄、无视

理据则比比皆是。就学界而言，如何把握深层问题，回归理性，是当前面临

的严峻挑战。考虑到这种情势，编纂《政治通鉴》的深意或许正在这文本背

后：它关心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关心政治学的本源问题，关心政治学

研究的根本路径，也关心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政治通鉴》是北大

政治学的重要生长点，这不仅是一套多卷本的文献，更是一个重要的传布平

台和培育基地。祝愿政治学人的理念扎根结果，圆满成功。

《政治通鉴》突破了“以史为鉴”的传统视界

杨河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收到俞可平教授主编的《政治通鉴》第一卷以后，我认真通读了一遍，

感受很深。

第一，《政治通鉴》继承了中国文化“以史为鉴”的好传统，力求在中

国重政治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另辟出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

国当代政治学考证的一种学术的新天地。就此而言，《政治通鉴》的编辑和出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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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有助于填补中国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不足的缺陷。

第二，《政治通鉴》又突破了“以史为鉴”的中国眼界，以更广阔的世

界视域来透视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现象中的政治发展规律，进而更深刻地认识

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政治规律。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立足中国、借

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就此而言，《政治通

鉴》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第三，《政治通鉴》还拓展了对政治学的认识，《政治通鉴》强调有优良

的政治制度才有优良的治理，并且力求阐述政治学研究对于确立人类基本政

治价值，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确立政治评价标准，推动人类政治进

步等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政治通鉴》的编辑出版，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

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在《总序》中，俞可平教授提出，要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

心，动员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多卷本的

《政治通鉴》。我想，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和期待，十年磨一剑，这一工程一定

会有丰硕的成果。

政治既需要理性，也需要智慧

李强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

《政治通鉴》的问世是政治学界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我们都知道，政治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讲过，在所有

的科学中，政治学是最权威的一门科学。因为正是政治学规定了其他科学的

目标及应用范围。譬如，要不要用基因技术改变人的基因，一个国家可不可

以发展核武器，这些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在政治清明、秩序井然的社会，人们并非每日每时都会感觉到政治学的

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政治问题往往会被归结为单纯的管理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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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管理技术等问题。例如，西方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

后的主流政治哲学集中关注的分配问题，实质上不是政治哲学，而是管理哲

学。我国最近几十年来在政治学复兴的过程中，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方面的

学问成为显学，遮盖了政治学的光芒，其理论预设就是政治问题是不需要讨

论的，只要在既定的政治原则下研究高效的管理即可。

但是，当社会遇到重大危机或重大不确定性时，政治问题就会变得尖锐，

政治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什么是政治？如果我们借用著名现实主义法学家

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的核心是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不同群

体之间会存在诸多矛盾甚至冲突，有经济利益的、宗教的、伦理的，甚至美学

的。当某种冲突变得十分尖锐，从而导致朋友与敌人的区分时，政治问题便自

然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似乎是管理的问题也变成政治问题。

今天的国际与国内局势都使得政治的地位急剧上升。在国际上，整个世

界处于非常不确定的状态。冷战结束后，人们所期望的世界和平并未出现，

相反，世界日益走向一种无序状态。伴随着技术革命、全球化，以及现代国

家体制在诸多地区的衰落，认同政治日益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导因素。基于种

族、民族、宗教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冲突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激化，而且也

成为许多国家内部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是少数精英受益，而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就业和收入则受到严重冲击。反

全球化、反移民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策愈来愈对那些受到全球化冲

击的人群具有吸引力，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右翼民粹主义迅速崛起并不断壮

大。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激进化也构成最近几十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考虑到整个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穆斯林人口的快速

增长，这一趋势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经历

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困难以及西方国家的不公平对待，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崛起，

俄罗斯历史上的帝国理念又在新欧亚主义的口号下复兴，在欧亚核心地带重

新构建“帝国体制”成为令俄罗斯民族主义神往的目标。这些情况表明，我

们正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世界局势。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以来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正在经受巨大挑战，近代以来

以西方为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格局也开始松动。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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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必须提到，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摩擦的加

剧、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蔓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

得冷淡，中美两个大国面临长期冲突的危险。与中美冲突相联系，中国与发

达国家及周边一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关系冷淡甚至恶化的情况，都会使我国面

临的国际局势更为复杂和严峻。

在严峻的国际局势面前，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诸多需要探索的问题。我

国制定了实现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目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是致力于

实现两个重要转型，其一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其二是从苏联模式

向新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甚至政治模式的转型。中国的改革

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财富的迅速积累又

极大提升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理性地总

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汲取人类文明中有益的成果，构建能够保障长治久安的

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仍然是需要不断努力的目标。在探索国家治理结

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国内政

治的挑战，注意到全球范围内认同政治的蔓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包括全球

性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的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政治学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政治学需要以创

新精神探索理论、研究现实、汲取历史智慧、关注人类经验，提升政治学整

体的学术水平，为我国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学担负着向社会大众和领导干部传播政治学知识的任务。

柏拉图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政治的最高美德是审慎。审慎地处理政治意味着

面对政治问题要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激情。对政治问题，不仅学术界要理

性思考，而且社会大众和各级领导也要理性思考。政治的魔鬼是激情，激情

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非理性政治的基础。政治问题的处理需要理性、需

要智慧。而政治学的知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政治，处理理性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这套《政治通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套书的设计理

念非常好。它涉及政治学的方方面面，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理论、制度、人物、

事件中的重大问题。我相信，按照这个思路一卷一卷出版下去，便会形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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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的皇皇巨著。它不仅会为政治学界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十分宝贵的参考文献，

而且也会为社会大众理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供权威且简明的读本。

《政治通鉴》开创了一个“通鉴学派”

张小劲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首先要向可平教授以及各位编者表示祝贺，祝贺《政治通鉴》第一卷的

出版！这是一个系统化工程的第一步，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也许是因为年

岁渐长，今天的场合令人感慨，使人能够回想起许多的历史片断。第一个片

断是 40 多年前政治学科步履艰难的复建，在座的李景鹏老师是那一代师长的

代表，在座的各位则是后来的受益者。第二个片断则是 30 多年前，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波引进翻译外国学术辞书的浪潮，在

座的许多学者都参与过，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法律大词典》以及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等等；这一系列的翻译建构了一座桥梁，跨越

了中外学界学术上的差距和相互隔绝的历史格局。从历史片断联想到今天，

可以看到《政治通鉴》显然是一个新的开端。在这里，我愿意讨论《政治通

鉴》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刚才有几位学者提到，《政治通鉴》开创了一个“通鉴学

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广义的政治学派，强调的是人文、理性、科学的

精神，凝聚了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体现了中国政治学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学

术努力和学术发现，更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现实焦虑和终极关怀。就内容而言，

《政治通鉴》无疑渗透了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尽管这些经验和教训有时候

在行文中并不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但是很显然，从选目的偏好到写作的内容

仍凸显了中国的整体场景和中国的政治需求，也是对当下这样一个充满着不

确定性的时代中政治挑战的思考。整个框架包含了中国政治智慧、中国政治

经验的内容，因此，《政治通鉴》也是中国学者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一种对话。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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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也是刚才有学者提到的，《政治通鉴》不是词条式而是专

题论文式的，这种编排和写作方式更合乎政治学学术知识的体系化。词条的

编选和写作往往过于零散，其功能在于遇到困惑不解的时候进行查阅而不是

学习，而《政治通鉴》的特点是以学科体系展开并且可以便利读者进行学习，

尤其是随着篇幅的推进，其体系性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第一卷的文章和编辑

来看，《政治通鉴》既是学科化的，同时又突破了学科的边界；既是稳定的体

系，又是最新动态的。无论是指导者的组织还是后来的写作者，都应当在这

个方向上进一步努力，以完美实现已经确立的写作意图。

第三个特点，《政治通鉴》不是一部简单的出版物，而是一个学术交流

的平台、一个思想对话的论坛，更是一个学者合作的场所。当然，未来我们

更期待《通鉴》的编写能够像几位学者提到的那样，在疫情过去以后，我们

更多地以面对面的方式对某些论题展开专题学术研讨，那样就更有意义了。

在这里，我也应该代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对《政治通鉴》的事业表示支持和

合作的态度，也利用这个场合做一个说明，作为《通鉴》编者之一的杨雪冬

教授刚刚完成正式调入清华的手续，在这个意义上讲，清华政治学系对《政

治通鉴》的支持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表态性的。

最后，感谢《政治通鉴》把我们这样一些学者聚集在这样一个场合，使

得我能够回想起这些历史片断，也能够跟大家分享其间的一些想法。总而言

之，祝愿《政治通鉴》的事业越来越好。

《政治通鉴》不仅是一项编撰工程，
而且是一项研究工程

周光辉

吉林大学教授、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多卷本的《政治通鉴》拟呈现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就，使后人可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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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时空与政治学经典、政治文明传统进行对话。像这种费时、费力的庞大的

基础研究系统工程，只有北大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来组织完成。我相信《政

治通鉴》的推出对于政治学科的建设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第一，谈谈我对《政治通鉴》的初步理解。

对此我概括为三个一：一个主题，一条主线，一个世界。一个主题：

《政治通鉴》核心主题是呈现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就；一条主线：《政治通

鉴》将政治置于历史的演变中呈现古今之变；一个世界：《政治通鉴》将中国

置于世界中并在放眼世界的视野下呈现中国学人的家国情怀。

《政治通鉴》的最大特点，不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简单整理和汇编，

而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深入研究，是要通过深入研究揭示人类政治文明成就

背后的内在规律，系统简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所蕴含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不仅是一种编撰工程，而是一项重大的研究工程，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撰写《政治通鉴》的现实意义，从解释学的角度讲，是对人类传统政治

文明的经典文本和类文本进行当代阐释。只有通过当代的重新阐释，蕴含在

古典文明中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被当代人所理解、所接受，成为一种公共性解

释，从而赋予了古典文明以生命力，一切历史才可能转变成当代史。

第二，谈谈我对《政治通鉴》的期待。

除了对即将陆续推出的其他卷《政治通鉴》抱有期待外，就我个人的一

点期待是，作为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可否增加关于政治学方法的内容。

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制约

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能力提升的最大短板是研究方法的不足，政治学研究的

科学化是政治学发展的方向。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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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鉴》是政治学的基础工程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政治通鉴》的发布在当下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是对历史传

统的继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谈点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可以从两个

维度理解中国：一个是历史的中国，一个是世界的中国。

中国首先是历史的中国，也可以说是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国家。我经常

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不仅仅意味着过去，而且是对过去与现在、未来

的连接。这与中国文明进程有关系。黑格尔比较世界文明后说：“只有黄河、

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

个帝国。”本来，在黑格尔看来，印度的古文明也保存下来了，但印度是一

个缺乏历史感的国家。“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

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

‘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印度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

史。”与印度不同，“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

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将自己与历史紧密联

系起来，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就必须穿透历史。这在于中国是在一个空间地域上

通过王朝更迭形成的多次性帝国。后人总是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

验和教训，《史记》《资治通鉴》便是标识。不读懂《史记》就很难理解中国

政治。

中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缺乏政治学。这是因为，在近代之前中国

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文明国家，自我发展，只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反思，因

为反思需要参照。到近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进入“世界历史”

进程中。仅仅依靠历史中国的学识经验已经远远不够了。历史的中国是形成

的，是一种自然的演进，内生型的演化；而世界的中国是建成的。建成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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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不同的。建成的是人为建构的，人有价值、有目的，需要知识和理论，

这样就需要政治学。中国有政治但是没有政治学，历史的中国主要是要通过

叙事对事实进行描述和认识，对政治有很深的见解，但是没有通过学科概念

和知识体系把它理论化，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政治学”。所以，

中国的政治历史漫长，政治学却非常短暂，需要从基础工程着手。

《政治通鉴》是政治学的基础性工程，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通”，打

通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第二个是“精”，在政治学体系中选择有影响

力的论著和专题；第三个是“深”，它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研究性的挖掘，

是学术性的表达。这为《政治通鉴》产生广泛的影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处于打基础阶段，需要两个“吃透”。一是吃透理

论，特别是经典理论；二是吃透实际，把握和跟踪政治现象。中国政治学从

建立以来，始终是追随式研究，一方面追随西方理论，另一方面追随政策变

化，没有能静下心来进行钻研性研究，这样就使我们在学术上没有足够的底

气。政治学必须要研究政治规律，政治规律是对长时段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

的提炼，所以我们还得追踪政治现象的变化。《政治通鉴》作为一项基础性工

程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

《政治通鉴》是一个大的工程。我提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要考虑工程定位，是记录还是研究？如果是记录，国外有年鉴学

派，我们这个通鉴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

二是面对专家还是面对普通人群，还是面对现在的干部，要定位清楚。

三是学派，现在提出“通鉴学派”，是好事。一个学科的成熟，重要标

识便是学派的形成。学派表示学术的自主性和原创性。追随式研究是永远不

可能有学派的。但作为学派，有一些基本要求，要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别

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是别人不做的，或者是做不好、做不了的，这才

是我们学派应有的地位。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明晰和长期努力的。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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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鉴》的编撰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陈国权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政治通鉴》的出版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意义非常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一大批大工程建设项目，像高速公路、高铁、大

桥、机场，不少工程堪称世界奇迹。但是，我们在理论建设上远远没有取得

与工程建设相媲美的成就，造成了物质建设与思想发展不相称的失衡现象。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在俞可平教授的领导下，扛起发展中国政治

学基础理论的旗帜，打造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宏大工程，为时代贡献理论智

慧与精神价值。北京大学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北京大学政治学科是一流的

学科，理应引导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通鉴》编写这项宏大工程一定会

很好地发挥这一重要的引领作用。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还存在类似于

改革开放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低、小、散”现象，现在我们需要集成研究

议题、集聚研究队伍，完成理论建设的宏大工作，《政治通鉴》编写与研究

正是这样一项宏大的理论工程。

《政治通鉴》包括政治学名著、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

制度五个部分，这是非常好的框架，希望编者在这个框架下重视地方政治的

视野，加强对地方政治事件、地方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国是

一个特大型国家，一个省的治理规模往往比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治理规模都要

大。中国很多政治实践、政治思想是从地方开始的。中国的地方政治思想、

地方政治事件、地方政治人物会成为国家性的事件、思想和人物。希望《政

治通鉴》重视对地方政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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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鉴》既有知识价值，
也有认知价值和实践价值

肖滨

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这本书出版得正当其时，因为全球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中国更处于一个

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一本大型的政治工具书，《政治通鉴》主要有三大

价值：一是知识价值，提供政治学的基础知识。不仅广大的学生，甚至普通

民众都特别需要补政治学基础知识这门课。二是认知价值，提高政治理性水

平。面对内政与外交的紧密互动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理性的政

治分析、冷静的政治判断，需要清醒的政治理性。三是实践价值，提升政治

文明的品质。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得到知识和价值的

引导。我提一点小建议，有些栏目的编排还可以考虑得更仔细一些，或者说

要有明确的挑选原则。比如，政治事件部分把“秦始皇统一中国”和“17 世

纪英国革命”并列，政治人物部分把“隋文帝”和“华盛顿”对举，就显得

有点突兀，读者可能不太明白编者为什么要这样选编，而且也会让阅读的跳

跃性太大。

《政治通鉴》的特点是古今中外相结合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

刚才大家都讲了中国的政治学可以说还处在一个早期的发展阶段，我没

有那么深的体会，但是我也能够感觉到：实际上干部也罢，或者是一般的学

人也罢，除了专业研究政治学的人和稍微专业一点的人之外，对政治学的知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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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规则还处在相对无知的阶段，这无论对学术

的进步还是对中国政治的发展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

关于《政治通鉴》的定位，我感觉它应该比一般的通俗读物要高，但是

比专业的研究还稍微浅一点，对于政治学的初学者，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

往前走的基础。在国外的图书馆可以看到，对每个学科相关的基础知识还是

有大量的准备性的文献资料，可以让研究者能够很容易地在稍微集中的时间

内系统掌握这个学科的基本面貌。我们中国诸如此类的文献还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政治通鉴》的出版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中国政治

学知识深入地普及，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大家刚才提到了《通鉴》跟法国的大百科全书的比较。我以为，法国的

百科全书派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百科全书派的研究有的

是很精深的研究，比如说卢梭最重要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就是给百科全

书写的条目。我希望我们的《政治通鉴》条目的写作也能与此类似，不仅仅

要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也还可以在知识的创造方面也能起到引领的作用。

百科全书派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充分体现了人文、理性、科学的精神，这三

种精神对现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依然适用。政治学研究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我们的政治要以人为本，科学理性，而不能仅从愿望

出发，也不能仅从单纯的政治目的出发。希望《政治通鉴》能够体现跟百科

全书派一样的追求。

《政治通鉴》的特点是把古今中外结合在一起了。实际上，现在西方的

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中国方面，虽然说我们现在

强调自信，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之处。希望通过《政治通鉴》

的编纂，能够为解决中国或者西方国家的问题提供我们自己的贡献，或者是

提供我们自己的答案。也就是说，希望《政治通鉴》的编纂能够成为中国政

治学发展的推动力。不知道第一卷中包含的这几个条目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

经过学术研讨？我们以后如果为一些重要的条目组织一些学术研讨会，可能

对于进一步提升这些条目的质量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提几点建议。我看了一下第一卷里面的内容，大家的写作风格不太一

样。建议以后的条目当中增加两方面：一是相关条目的学术史。第一卷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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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目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增加学术史的内容，对于阅读《政治通

鉴》的人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二是增加学科前沿的内容，有的条目里面已

经有了这方面的内容，有的条目这方面少一些，如果能够注意一下就更好了。

三是现在这几个条目体例上有一些差别，如果能够统一的话就更好看一点。

最后希望《政治通鉴》越做越好，不管是 10 卷还是 20 卷，希望一直把

它编纂下去。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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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权力观念的四种类型 :
兼评俞可平先生的《权力和权威》

何包钢 * a

摘　要：中国对原始权力的恐惧导致了一个理想化的权威政府的观念。中

国人对原始权力的恐惧来自几千年历史中王朝崩溃时的天下大乱。中国历史中

始终贯穿着一个不受限制的理想化的权威，确定天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

形成一个超稳定的权力规则：只能有一个权威；最高权力不能竞争。由此中国

又发展了典仪的权力观，道德的权力观，势、术、法的权力观；分别从礼仪，

道德，势、术、法三个层面来控制人们的原始权力。三者旨在建立和强化一个

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维持政治秩序，避免因政治失序而退回到人与人之间争斗

的原始权力占上风的状态中。本文讨论并补充了白鲁恂对中国权力文化的研究

成果，提出了四种中国权力观念的类型。

关键词：原始权力；理想化的权威；典仪；道德；势、术、法；白鲁恂

Abstract: Chinese people’s fear of primitive power, resulting from the chaos 

of Tianxia when dynasties repeatedly collapsed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creates 

*      何包钢，1986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4 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现为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华中师范大学中

国农村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

务系主任。主要从事西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和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何包钢教授

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中文译者之一，出版了 7 部英文著作、85 篇国际社会科学引证期刊英文

文章。他的中文著作包括《民主理论：困境和出路》，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协商民主：理

论、方法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寻找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平衡：浙江村民选

举之经验研究》（与郎友兴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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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ception of an idealized authoritative government. This unrestricted idealized 

notion of authority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constructed the supreme power 

position of emperor as an ultimate power ruler who does not tolerate any political 

rivalry and power competition. To strengthen and defend the idealised authority, 

China has developed three corresponding perceptions of power: ritual power, moral 

power and governance power, so that the idealised authority can control primitive 

power effectively from etiquette, morality and governance ability. The three 

perceptions of power aims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a strong central authority 

maintaining political order, and preventing political disorder from returning to 

a state where primitive power prevails in struggle among people. This article 

critiques and supplements Lucian Pye’s research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proposes the four types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Key words: Primitive power, Idealized authority, Etiquette, Morality, Governance 

ability, Lucian W. Pye

一、导言

当代中国学者一般都认同对权力的理解必须基于现代权利的观点，因而

在理解权力的概念上，过多依赖于洛克那种以同意为基础的权力观，以规范

性的权力观来理解中国政治。可是我们只从规范意义上强调权力的合法性还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理解权力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因此，我们必须

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权力的观念的类型。

从近代到现代，我们中国学者都过多地强调了理性的作用。我们都认为

人们可以用理性来规范权力，我们可能低估了人类情感在权力运作当中的作

用，比如说仇恨、恐怖。实际上，中国的政治统治和权力的运作都是基于人

类的恐惧，而不是基于对人的尊严。以对人的尊严来发展一种政治，这是一

种理想的价值。基于上述看法，让我们回顾 20 世纪 80—90 年代盛行的一种

中国权力观念的四种类型 ：兼评俞可平先生的《权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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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即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慢慢会占据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官本位”思想的价值应该慢慢地消失、退让。可是这些年来，“官本位”思

想却依然存在，有待破除。 

由此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中国的权力观的演

化？历史上中国人的权力观点是怎么演化的？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哪些权力

观点是最基础的、恒久的、很少变化的？这种不变的权力观是如何与俞教授

所提倡的新的权力观相对立的？本文旨在回答上述问题，讨论并补充白鲁恂

（Lucian W. Pye）对中国权力文化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四种中国权力观念的类

型。中国对原始权力的恐惧导致了一个理想化的权威政府的观念；由此又发

展了典仪的权力观，道德的权力观，势、术、法的权力观；分别从礼仪，道

德，势、术、法三个层面来控制人们的原始权力。三者旨在建立和强化一个

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维持政治秩序，避免因政治失序而退回到人与人之间争

斗的原始权力占上风的状态中。

  

二、对原始权力的恐惧和一个理想化的权威政府   

在《亚洲权力和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中，白鲁恂考察了中国人的

权力、权威、合法性的观念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他一再强调政治权力对文化

差别特别敏感。因此，文化变量是决定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

时空中，人们用十分不同的方法思考权力，确切地说，正是这些差别构成了

决定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控制因素。例如，亚洲人习惯于把权力与地位、尊

敬、尊严相联系，而西方人习惯于把权力当作一种决策机制并与利益竞争相

联系。粗略地说，中国权力观的历史演变有三个基本阶段。“在古代，权力一

般与那个维持世界秩序的权威角色的信念有关。”一开始，对原始权力的恐惧

导致了一个理想化的权威观念；然后发展到典仪化的权力观；接着是道德化

的权力观。第二阶段是地位化的权力观念。“由于更多的世俗观点的发展，权

力一般被认为是与社会地位一样的东西。”第三阶段，“权力一直被看成是首

要的功利之物。确切地说，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来说，权力是有用的”。

白鲁恂上述观点忽略了势、术、法的权力观。我将详细讨论《韩非子》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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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理论，作为对白鲁恂的权力观的一个补充。

白鲁恂在考察亚洲权力观念的演化时，提出一个有关原始权力和理想化

的权威政府的假设。他认为，原始权力（primitive power）是一种非常令人恐

惧的、原始的、残忍的暴力。这种暴力横行无忌，并与掠夺和强盗相联系。

这种原始权力相当于纯粹的进攻性驱力（pure aggression），它与那个以冷静、

算计方式来运用且完全缺乏进攻性情感的力量构成鲜明对照。a 我们可以把

原始权力理解为在原初状态中人与人之间为争夺自然资源以求生存而发生的

暴力斗争，它是无序的、依赖于强暴的力量。虽然这是一种原始权力，但其

实这种原始权力在今天仍然存在。一旦政治失序，人们固有的原始驱动力会

使原始权力如洪水般地爆发。 

原始权力与理想化的权威政府的兴起、维持有密切的关系。政府的基本

功能就是处理这些构成人性基础的进攻性情感。当原始权力被控制时，一个强

大的权威政府就出现了。理想化的权威政府的开始正好就是原始权力统治的结

束；或者说，理想化的权威政府的结束正好是原始权力统治的开始。中国人对

原始权力的恐惧导致并形成了一个不受限制的理想化的权威。b 这种权威不能

被削弱，至高无上，否则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使原始权力逃出“潘多拉盒

子”来制造战争、动乱和灾难。对原始权力的恐惧可能构成集体心灵的核心，

并优先选择一种强大的合法权威，其他选择被看成是绝对的恐怖。即使这个

权威被认为是不尽如人意的、严酷的，但是这种权威政府也可以被接受。c   

中国文化不愿意确定遥远过去的原始权力，而把原始权力看成是永远潜

伏在今天和未来的一种危险。当一个现存的权威政府崩溃时，原始权力的主

要危险就必定存在了。中国人对原始权力的恐惧来自几千年历史中王朝崩溃

时的天下大乱。所以，在中国思辨政治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关于各种

形式的理想权威。孔子前，就有三皇五帝。中国人的想象力集中在对政治人

物的理想上。

a  白鲁恂（Pye, Lucian W. ）、玛丽·W. 派伊（Pye, Mary W. ）：《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

化考察》（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Authority），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 32—33、33、35、37 页。

b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c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权力观念的四种类型 ：兼评俞可平先生的《权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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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原始权力的恐惧并非只是幻想的，而是来自于历史中的真实教

训。每一个朝代结束之时都有大暴乱、大动荡，比如，五代十国期间，或元

末之时，或清末之时，都有各路人马争夺权力。由此中国形成了一个大一统

的观点，即权力必须是高度一元化的、集中的，权力是不能公开竞争的。 

《春秋公羊传》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不受限制的理想化的权威，一种

“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即张大君权一统天下。大一统的权力观确定天子至高

无上的权力地位，以及一条超稳定的权力规则：只能有一个权威；最高权力

不能竞争。大一统的权力结构观念可概括为金字塔式的，有四个特点：这个

结构是单元的；它是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它是非竞争的等级结构；金字塔

顶峰的最高首领权力，不受权力限制和制约。“王者无外”a，臣民无不在天子

的统辖范围之内；“王者以天下为家”b，国家是天子的私有物；天子无可争辩

地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最高占有权。“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c 这一切

都是确认天子为全国唯一最高权力中心。天子的权力中心地位体现在君臣等

级关系中。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公羊传》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大夫不

敌君”d，这个原则肯定了君臣之间的主属关系，限定了臣的等级身份和职位。

它要求臣必须遵照君主的命令行事，否则便是反叛。由此对臣的禁律有“大

夫之义，不得专执也”e“不得专废置君也”f“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g “不得诸

侯专封也”h 等等。其核心就是要抑制臣的权势，强化君的权威。

大一统的权力观还包括“君统”的合法性观念。君权政治不只要求维护

和强化君主权威，而且要求君权的延续有“法”可依，有所保障。这样就引

出了君统问题即君权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君统”就是指君权只依严格的血

缘脉系延绵，父死子继。维持“君统”，就要求反对卿大夫权力世袭，因此，

《公羊传》提出“世卿非礼”的主张，因为卿大夫是君权最直接的挑战者，他

a  《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b  《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c  《公羊传》，恒公元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d  《公羊传》，恒公二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e  《公羊传》，定公元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f  《公羊传》，文公十四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g  《公羊传》，宣公十一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h  《公羊传》，隐公三年，中华书局 2016 年黄铭、曾奕译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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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往往经过几代人扩张权势，一俟羽翼丰满，就要与国君争权。 

中国人对权力竞争和地方王国有深切的恐惧感。由对原始权力的恐惧而

确定的理想化权威政府的合法性、至上性的观念在中国仍然存在。一元化的

权力结构和理想化的权威是通过现代政党制度的形式出现的。

当代中国改革主题之一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不能削弱党的权

威，否则就会引起动乱。这里包含着对原始权力肆行的防范。中国人的文化

传统不是“摆脱爸爸，这样我们就能干自己的事情”，而是“我们需要一个

更强、更好的爸爸”。 对中国来说，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在社会和政

治生活中谋求一种新的权威形式。它既能满足那种增强历史上的自我信心的

需要，又能提供一个可用现代术语使社会有序化的基础。a   

中国的理想化权威的观念排斥了政治竞争：分歧的、多元的权力竞争不

利于更快的现代化。b 在中国的理想化权威的观念中，权力从上往下赋予的

纵线表现为一种权力大小不同的等级系列，其权力源头只有一个，即最高的

中央权威；而到中、下层就可分叉为无数不同的权力机构。因为它们来源于

一个权力中心，下属的、平行的、多元的权力就不存在自由竞争的局面，最

多只有上面指定的为提高行政效率的“竞赛”。问题是权力斗争自始至终存

在。然而在近代中国的权力观念中，权力斗争（角逐）不能公开化、制度化、

竞争化。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权力文化却可容忍暗中的阴谋诡计。这样在

权力运作上有两套不同的做法：在公开、正式的场合下，提倡政治统一，反

对分裂、反对权力竞争；在实际、暗中的场合下，又不得不允许政治山头和

政治角逐的存在。这种把权力斗争隐藏起来的观念基于下述理由：从儒家文

化的视角来看，争权夺利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从政治价值上说，中国人有

统一优先性的倾向，统一高于多元、分歧，宁肯要表面的统一，也不要公开

的分歧；如果人们知道权力斗争，就会使人们不知如何适从，有损权威的威

望，会激发权威危机。上述三点可归结为一点：这种隐藏化的权力运作方法

有助于维持一个理想化的权威。

a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b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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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西方历史中也有过理想化权威的观念。但是，自 14 世纪以

后，绝对主义的权威原则动摇了，权力观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换：政府一定

要受到约束、限制。这样，对权威的崇拜、对原始权力的恐惧就发展为对政

府的越来越多的限制。当代西方的权力观已经不担心原始权力的复兴会削弱

国家的权力；原始权力的统治地位已成为一种与过去相联系的遗迹。a 但是，

在中国，原始权力不仅存在于文明之初，而且还继续潜伏着，具有某种危险

性；在中国，人们常通过诉诸绝对的、理想的权威来防止原始权力的破坏力。

限定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西权力文化差异的根源之一可部分追溯

到对原始权力危险性的不同理解及不同处理方法上。

  

三、典仪化的权力观   

白鲁恂指出，亚洲政治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典仪（ritual）。几

乎所有亚洲文化都把权力看成是某种典仪形式。这就是说，亚洲文化较早地

发展了这样一种观点：正确进行典仪活动就会产生最高类型的权力。那些按

规定能够参与典仪活动的人是社会中最有权势的。典仪行为和统治之间存在

着这种符号关系；从中国到东南亚，从印度河到日本列岛的考古遗迹中都可

以发现这一点。b   

在祭司政治中，宗教性的祭礼活动具有决定作用。帝王的权力来自对天

的祭祀，在仪式背后是一种宇宙秩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确操作宗

教典仪影响了最高类型的权力。谁在祭祀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谁在世俗政

务中就拥有较大的权力。权力来自典仪。确切地说，权力合法性来自这一典

仪形式。君王有珍贵的皇统血脉，受祖神的保佑，祖神在唯一天神那里获得

合法性。祭天就是由天神授权于皇帝的一个合法性过程。在封禅祭天时，皇

庙中配享先祖，先祖是皇统血脉源头，因此是合法性之源。

在这种观念中，权力受到天的支配。天变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天比

a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b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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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更大，由此天也构成对皇权的限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天。昊天是最高

之天。在唐代，对“祭天是祭一个天还是五个天”曾有争议：一个天是皇族

宇宙观，五个天是贵族的宇宙观，背后涉及权力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礼仪

的制定并非皇帝说了算。士大夫掌控了礼仪的制定权。礼仪本身是长期文化

积淀发展而来的，皇帝一人不能随便修改。宋太祖曾衣冠不整、跣足而座会

见大臣，翰林学士窦仪不进，力谏皇帝，“以礼示天下”，宋太祖改容谢之，

从此以礼会见大臣。明朝嘉靖时期以杨廷和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以礼仪来

限制新君的权力；上百官员在左顺门抗争皇帝，指责其做法不符礼仪，利用

典仪来抗争是对君权的一种软性的约束。士大夫还掌控了对天的解释权。对

天意的解释既可制造一个新皇权，也可削弱或限制皇权。古代可用天灾地灾

来劝奉皇帝改变政策，甚至来限制某项权力。但当代，人们已经不信天谴说，

用汶川地震来谴责政府，缺乏理性，没有根据。

在中国，仪式与权力统治有密切联系，祭天、祭祖的仪式总是权力合法

化的工具；仪式是否正确地操作，关系到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性。因此，中国

尤其重视仪式设计。周公摄政六年，述文武之德，制周官仪礼。周公制礼这

一史实，背后潜含了当时权力精英对权力操作、运行的看法。以“觐礼”为

例。《觐礼》是《周礼》中的第十篇，属“宾礼”，系诸侯秋天见天子之礼。

《周礼》说：春日朝，夏日宗，秋日觐，冬日遇。可见，不同季节见天子有

不同称谓，“觐”是秋天时见天子的称谓，“觐礼”规定了天子的使者戴皮

弁，以天子璧玉慰劳诸侯。它还规定诸侯以二拜接待天子的使者，而使者以

不拜三揖还礼。“觐礼”还规定诸侯前朝时，与天子同姓的诸侯立于西面北

上，与天子异姓者则立于东面北上。此外，天子设有绣斧文，乘龙载大旗而

出。a 孔子在《中庸》中称赞，“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

时食”。  

由上可见，天子与诸侯的上下等级关系凝结在一种特殊的礼仪中。如果

这种礼仪被遵守了，权力的等级关系也就比较稳固了。礼仪构成了一种权力

的象征符号，一种维持权力统治、追求政治秩序的手段。礼仪是权力合理操

a  见胡培翚：《仪礼正义》第 9 部，第 20 卷，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48—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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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标准，遵守礼仪的权力操作是合法的，反之则是不合法的。需要强调的

是，周王制礼把权力合理操作与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的礼节和规范相联系，

由此来确保一种有序的、和谐的社会。这种把权力关系生活方式化的做法充

分体现了古代人的政治智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对封建仪式进行了猛烈的抨

击，提倡不以个人名字给城市命名，主张火葬；取消小姐、太太等称谓，一

律改称同志。但是，这些并没有彻底摧毁典仪的权力观。  

四、道德化的权力观  

（一）道德权力观的起源   

用道德诉求来解决权力腐化的政治设计或政治措施，至少可追溯到孔

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自周室东迁以来，礼崩乐坏，王政日衰，人伦失序，

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事，屡见不鲜。这种变动的实质是权力关

系的大调整，周天子的权力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礼乐征伐”不由天子出，

而“自诸侯出”；政不在天子，而是“政在大夫”了。与此相关的是，维持

原有权力关系的“周礼”受到了挑战，例如季氏违反“礼”的规定而“八佾

舞于庭”。“礼”是一种行为准则，生活规范，它以某种仪式来规定权力的等

级关系。权责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典仪化的权力观（power as ritual）。“礼”

被动摇了，权力操作失去了依据，权力混乱现象就层出不穷。于是，孔子见

而疾惧，笔削《春秋》，以为世教。一方面他试图恢复周礼，另一方面则以

提倡修史来制约那些篡权者（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用

道德来指导政治活动（例如“道之以德，齐之以刑”）。  

（二）道德权力观的基本内容

道德权力观认为政治权力具有某种道德意义或属性，权力操作、政治行

为是达到仁义世界的手段，仁义道德原则高于现实的权力，并指导政治管理，

约束、限制君、臣的权力操作。仁义道德原则也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即只

有君主的权力运用符合“道统”，才是合法的）。道德权力观有下述几个基本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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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力运作与道德修养的统一   

孔子提倡统治者的个人道德自觉，要诚意、正心、修身，先“内圣”后

“王天下”。他看到权力运作好坏与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

把合理化的权力运作过程看成是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孔子强调：“为政在

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a 如果做到德治，那么君王的权力就

得到巩固，犹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样，政治管理或权力操作

首先需要诚意、正心、修身。对君王而言，他的行为必须遵奉道统。“凡为天

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

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b 对群臣而言，“忠”这个道德标准

是一个绝对的戒律，“臣事君以忠”c。所以，“尽忠尽孝，廉洁奉公”是对官

吏的评估、考核、升迁的主要道德标准，也是政治标准。而对百姓而言，“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d。这就是

说，通过德治，使百姓在内心深处建立道德情感（耻辱感）来自觉服从统治。

概言之，权力运作与道德修养的统一是一种德治（virtuocracies），而不是才

治（meritocracies），其实质是通过强调道德修养来使权力操作合理化。  

2. 政治与家族的合一   

《大学》强调，“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e；又说，“治国在齐其家”f。

“家”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它的无数集合构成了“国”。从小到大，治理

好“家”才有资格治好“国”。治家的基本伦理原则是“孝”，“孝”确立了

家长制权威。“移孝作忠”，从“家”扩散到“国”，就是“忠”，它确立了

大家长——君主的绝对权威。因此，道德权力观着眼于政治与家庭的内在统

一，从人伦关系的家庭出发，扩散到社会组织中去，最后确认至高无上的君

权，即从家族本位衍化为皇权本位，人伦关系成为政治关系中的主要构架或

a  《中庸》，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James Legge）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7、
18—19 页。

b  《中庸》，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7、18—19 页。

c  《论语》，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19、7 页。

d  《论语》，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19、7 页。

e  《大学》，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1、12 页。

f  《大学》，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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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维系力。这样，这种人伦秩序中的政治，就成为一种家族政治。政治管

理、权力操作变成家族的人伦关系或道德关系，于是处理父子、夫妇、兄弟

的道德原则也就成为国家政治的指导原则；家族内人伦关系理顺了，道德化

了，国家也就太平而治。所以孔子强调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

友）是“天下之达道也”。  

3. 权力运作和知识、致知的统一  

在韩非那里，权势与知识、贤能无关，君主只要处势，就可以支配有

识、有贤之士；反过来，有识、有贤却不能支配权势者。孔子与法家的思路

截然相反，他强调通过格物致知来建构道德心（即诚意、正心、修身），以

合理地使用权力。所以《论语》说，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孔子开创了道学

政的传统，他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a 即格物

致知在于把握、学习“道”，在于建构个人的道德自觉心，只有这样，才能

“为政以德”。有“道”，才可参与政治（入仕），才可批评政治、指导政策

的制定、约束君王的私欲。孟子深得孔子道学政的意旨，阐发道统思想，批

评时政，就是这个传统的体现。需要指出，这里的“学”“知”与道德知识

有关，是学“道”知“善”。只有这种道德化了的知识与权力运作融为一体，

才能实现权力的合理操作。当然这里的“知”，与现代专门的政治管理知识

相差甚远，不可混淆。在道德化权力观指导下，权力只能恰当地被使用，并

符合有关既定角色的规范。当某人为了谋取自己利益而使用权力，他就可能

被认为是不合法，整个社会将反对他，由此危及了他的地位。因此，那些有

野心的公开的最大限度追求权力的操纵者，将不会得到尊敬并丧失权力。b

把上述三个特征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孔子设计了

一个乐融融的道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政治活动井然有序，国安民定，君

臣融洽，君民同亲；这个政治秩序的维系靠道德，道德构成一套权力约束机

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化；在这个政治秩序中，君王是权力关系的中心，

他犹如北斗；而臣民犹如群星，围绕北斗而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a  《大学》，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1、12 页。

b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版，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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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而众星共之”a）。不过，君主为政必须按“德”而办，不能随心所欲，

而且“众星共之”的向心力是由道德构成的。另外，诸侯、大夫必须依“礼”

循“道”，不能超出自己的权职范围，所以孔子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

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b 这里，孔子始终强调天子的中心地位。  

道德权力观（或德治）有两个基本前提：（1）哲学前提。孔子在处理人

与机构、人与权力运作的关系上，假设了人是最主要的，人的作用决定一切。

所以他说，“为政在人”c，“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

亡，则其政息”d。另外，“贤者用之（这指权势），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

则天下乱”e。而且，“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悦而诚服也”f。简言之，道德化的人格比权力更重要。这是德治的哲学前提。

（2）人性论前提。孟子的“四端说”把道德建立在同情基础之上。他举例说，

人人看见一小孩将掉入井内，都有恻隐之心去救；救小孩并不是为了巴结小

孩的父母，或以此获得声誉。由此孟子得出结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

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g 这样，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构成仁义礼智的人性基础。人

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本心。所以孟子强调：“凡有四端于

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h   

（三）道德约束机制的失效

如上所述，道德权力观的初旨是用道德来约束权力，可是道德约束力在

实际政治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权力控制了对道德的解释，并

a  《论语》，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7、145 页。

b  《论语》，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7、145 页。

c  《中庸》，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18 页。

d  《中庸》，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18 页。

e  《难势》，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09 页。

f  《孟子》，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70、75 页。

g  《孟子》，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70、75 页。

h  《孟子》，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70、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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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了道德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中，反贪官污吏是一个主要的内容，德治总

伴随这个主题而不断地被强调。可是“德治”导致政治腐败是通例，而导致

政治清明则是特例。这说明道德约束机制失效了。推究其因，大概有二。  

1. 从道德本身来说，道德是一种精神性的原则，它可以成为人们行

为的动机、准则。但是，当道德被用来约束强大的权力系统时，它则显得

单薄、无力，势不均敌；而且，“以道德为榜样的统治本质上是反政治的

（antispolitics），这就是说，它排斥了用来支持不同价值的与竞争性权力操作

有关的各种活动”a。更重要的是，儒学的道德过分强调人性善的方面，而忽

略了人性恶的层面；只强调国家利益、君主权威的至上性，而否认个人私心

（倡义不倡利）的合法性；并且人的自私、自我利益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

压抑，不能公开化。这样，政治活动中的阴谋、策略、不道德的活动就转入

“地下”发生作用。人们在实际行为中根据个人利益来待人处事，而在公开场

合下却用仁义礼智来装门面。这样的道德只是一个花瓶，是一个极其虚伪的

东西，显然这种道德很难起到钳制、约束权力的作用。  

2. 白鲁恂认为，在亚洲权力观演化过程中，当道德化权力观世俗化时，

权力就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一致了。权力就变成一种社会地位，使用权

力就意味着扮演高级地位的角色。在地位政治中，人们首先考虑尊重、敬畏。

中国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他们的地位。有地位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影响力。人

们的地位升迁了，就意味着拥有更大的支配权，也就获得更多人的尊敬、敬

畏；反之，丧失权力就意味着丧失地位、尊严。b 从权力系统来看，权力自

身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是支配一切价值的价值，它在现实政治机构中可

以控制意识形态，垄断对道德的解释权。用一个软弱的道德机制去约束这种

强大的物质力量，是不能奏效的。权力只有通过权力自身的约束才能奏效，

这也就是西方分权制衡防止行政权力腐化的秘诀。当中国皇权垄断了对道德

的解释，道德就沦为巩固权力的工具，这种维持皇权的工具怎么能够反过来

限制皇权本身呢？而且，权力自身还是一种腐化剂，它会使有道德心的人丧

a  《中庸》，见《华英对照四书》，理雅各译，台北文源书局 1965 年版，第 42 页。

b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版，第 47—48 页、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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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道德；当有权者面对着权力所带来的利益时，往往是谋利的欲望压倒了对

道德的考虑，何况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有时会认为道德本身就是嘴上说说

的。这样，一个不受权力自身限制的权力，尽管有道德的“制约”，但是仍

然服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规律，在缺乏权力制约机制下走向

腐化之路。  

（四）道德权力观的恶果

道德权力观的实质在于道德和政治的一体化、整体化，即政治伦理化、

伦理政治化；政治权力运作和道德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交融为一个整体。

这种双向交融的整体结构在中国皇权主义的牵引下走上了一条与孔子设想相

反的道路，表现在两个方面。  

1. 道德的政治化  

道德本来是指导权力运作的原则，但是在皇权主义的运用下，道德失

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失去了“道统”的原意，而成了维持皇权的工具。中国

的皇权专制垄断了对道德的解释权，它把道德变成压制、约束人民的内在生

命冲动、物质欲求的桎梏，要求臣民对皇权专制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的服从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否则即谓不忠）。这样，道德就成为一种强行的戒

律，变成了一种他律的道德，从而阻碍了中国伦理学自身的逻辑发展。此外，

专制者声称自己的行为是施仁政，符合伦理纲常，并且豢养一批伦理学家来

做论证，做赞歌式的注解，这样，伦理学就沦为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当伦

理学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它的一切命题、判断都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时，

这种伦理学就不能发展成为西方的基于个体的自律道德，也不能发展到罗尔

斯的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伦理学。  

2. 政治的伦理化  

由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要诉诸道德，而且用道德标准来选择官吏（例

如，汉代的“举孝廉”），政治自身也失去了个性，政治运作不按照“政治规

律”办事，而是按照“道德规律”办事，这样政治权力运作就不能走向多元

化、竞争化、客观化，政治不能公开成为权威性价值或利益的表达和分配。

中国权力观念的四种类型 ：兼评俞可平先生的《权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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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官场生活就建立在虚伪的基础上。”a 更为糟糕的是，政治的“大治”要

期待圣人，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政治讨论或决策都要披上伦理、

道德的外衣，或转化为一种伦理、道德的语言。于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当政策上出了差错时，人们常常怀疑制定或执行

政策者的道德品质，而不是埋怨他的才能；打败政敌的最佳方式就是攻击对

手的道德败坏，于是每次权力斗争总伴随着某人生活腐化的小道消息。  

（五）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道德权力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禁妓院、

关赌场，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毛泽东还不主张搞军衔制。这是共产党“德治”

成功的一面。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数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腐化堕落。毛

泽东大力反对权力腐化。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倡议向雷锋学习，要干部、

人民学习雷锋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文革”期间，他又提倡“斗私

批修”。毛泽东想用改造人的自私性来解决权力腐化问题，解决党风、民风

问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追求实利之风兴起。与此伴随的是权力腐化问

题的变化。如果说 70 年代末有权可“开后门”（这时权力只成为准商品化的

价值，可换到当时匮乏的热门商品）的话，那么 80 年代，权力就作为商品直

接进入了市场交换中，表现为“官商皮包公司”、“权力入股”（如深圳等地

的许多公司高薪聘请高干子弟当经理）等。 

面对这种权力腐化现象，对策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用道德机制来

防止、避免权力腐化，要求领导干部廉洁克己；另一方面是以制度化机制进

行反腐败斗争，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五、势、术、法的权力观   

韩非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君弱臣强，王权削弱，诸侯篡权，列国争霸。

a  白鲁恂、玛丽·W. 派伊：《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对权威的文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版，第 47—48 页、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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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儒学道德政治方略不能解决时弊，而且儒士自身就是一弊。他吸收、

改造、综合了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慎子的“势”，提出了势、术、

法三者统一的权力理论，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有哲理基础的、蔚然一观的中

央王权专制的理论体系，旨在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

和一个阴森森的“法治”社会。他的政治设计体现了从血缘政治（家族政治）

向刑治政治，从道德化的权力观向势、术、法的权力观的转变。  

（一）势——权势建构论   

韩非强调君主要“执柄守势”或“抱法处势”，即君主要建构一种逼使

臣民服从统治、安分守己的一元化的君主独断的权力机制。“势”既是一种权

力结构，又是一种权力功能（势能），“势”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功能二者统一

的权力机制。  

韩非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a，这就是说，“势”这个名称有

无数不同的意义。“势”是一种强制性的工具，“势者，性从之资也”b。韩非

对“势”有很多比喻，他把“势”比喻为载物之船，“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

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与无势也”c。他又把“势”比喻为君主驾

驭国家之“马”，故曰：“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d

“势”能控制、命令、支配人的行为。所以，韩非同意慎子的观点，“尧

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关键在于“贤智未足以服

从，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e 在这里，韩非强调，权势的支配、强制与知识、

道德无关，关键在于有没有权势。所以“经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

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f ,“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持而贤智之不足慕也”g。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孔子开创了使道德与权力合理运作统一的传统，那么

a  《难势》，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11 页。

b  《八经》，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803 页。

c  《功名》，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367 页。

d  《外储说右下》，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61 页。

e  《难势》，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06—707 页。

f  《功名》，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370 页。

g  《难势》，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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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则开创了使道德与权力操作相分离的传统。他强调抛弃政治领域中所有

的道德戒律——仁义礼智信，这内含了中国政治可以摆脱伦理强制而走上

“工具理性化”的发展道路。

韩非还指出权势的另一特点——伸延性。他生动地讲了这样一个历史

故事：靖郭君为齐相，和故人作了一次长谈，便提升了故人的地位，并使他

富起来；他送左右官僚小物件，他们就被人看重了。a 既然权势的延伸尚且

有如此之大的魅力，更何况权势本身的强制性。所以周天子“有主名而无

实，臣于法而行之（关键在于臣）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b。基于周天

子式微的历史教训，韩非强调处势、守势。这里他又把“抱势”看成一种权

力结构的“地势”，“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

也”c，只要君主保持至高至尊的地位，居高临下，就能保持君主的势能、威

望。所以韩非说，“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d，“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

君操权而上重”e。   

正是出于对“势”的这种认识，韩非提出他的权势建构理论，以形成一

种迫使臣、民屈服于君的权力机制。“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

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

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f 出于对这种冷酷的君臣关系的考虑，韩非

主张，君处必尊之势，以必服之臣。为此，他设想在一个一元化的中央王权

专制的权力结构中，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处于最高、最核心的权

力中枢，这样就会形成“君主执要，四方来效”的局面。g 

需要指出，韩非这里所说的是一种“人设之势”，即通过“法”“术”双

管齐下的方略来建构的一种体现人的主动性的权力机制，而不是“自然之

a  《内储说下·六微》，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424—425 页。

b  《备内》，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200 页。

c  《功名》，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376 页。

d  《人主》，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890 页。

e  《心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900 页。                                                                                                     
f  《奸劫弑臣》，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165 页。

g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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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谓“自然之势”，是指通过王位继承而天生获得的权力机制，所以韩

非说：“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

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此自然之势

也。”a   

韩非的“人设之势”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君主独揽大权的一元化的权

力结构。管仲强调，威不两措，政不二门。韩非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

他说：“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b 他的论证是：“一栖两雄，

其斗颜颜；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

从。”c 

  
（二）术——权力操作论

君主要守“势”，就必须“用术”。如果说权势是君主之马的话，“术”

就是御马之术，也就是君主运用权力的法。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

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d 他又说：“术

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e 韩非还有七术之说：“一曰众

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

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f 我们根据韩非用术思想对后世权力文化的主

要影响，概括出三点。  

1. 君独操赏罚之大权。韩非以为，权威来自君主独揽大权，赏和罚是君

主的“二柄”，不可授以臣下。“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

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

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今人主非使

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

a  《难势》，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11 页。

b  《内储说下·六微》，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418 页。

c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86 页

d  《定法》，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26 页。

e  《难三》，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90 页。

f  《内储说上·七术》，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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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其臣而去其君矣。”a 这就是“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2. 权力操作的非公开化、神秘化。韩非强调“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b，

君主运术深藏腹海之中，使政治活动不透明，使君主的形象神秘化，从而达

到“以偶众端”，或“众端参观”，如此便可“潜御群臣”了。此术，用韩非

的话来概括，就是“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c。儒家书中的权力观不同于帝

王治国中的权力观。后者权力操作术大多不可言说。

韩非主张，权柄不可授人，权柄独操于君，并且权力运作要深藏不露。

这种权力操作过程就是一种“用术”过程，权力被当作一种阴谋诡计、策略，

是台下秘密交换的某种筹码。权力使用的神秘性，就是权力使用的非公开性，

这特别表现在掩盖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存在的事实。历史上，宗教的神秘性

根源于宗教为少数人所操纵；在古代，国家权力的神秘性也根源于政治为少

数人所垄断。维持国家权力的神秘性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成为普通人无法接近

的“彼岸生活”，从而使那些靠垄断政治为生的少数政治“祭司” 能够长期

存在。

3. 君主权责分离，臣之权责相符。韩非主张，“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

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

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d。正是通过君主的

权责分离使君保持一贯正确的英名和权威。另一方面君主对下臣要“循名而

责”“一听责下”，使臣下各负专职，不得互相推诿。  

这种有权无责和权责分离的观念和现象的形成大概有两个原因。（1）对

家长制的绝对权威的崇拜：君主完美无缺。因此即使君主犯了错误，也要下

属来承担，以维护权威的绝对性、神圣性。（2）最高权力不受限制的观念，

这样君主可以运用权力把责任推给下属官员。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权

力责任的扩散显现为复杂的面貌。一般来说，权最大者责任却最小。往下就

分权推责，中层领导对上有责任，但对上无权，而对下则有权，又可不承担

a  《二柄》，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8 页。

b  《难三》，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90 页。

c  《喻老》，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276 页。

d  《主道》，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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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权力往下走时，权力越小的人责任越大。权责分离，是官僚政治的弊

病。在权力观念中，对下面要求严格的责任观点，要求个人的奉献和忠诚。

结果是，当官的舒服“办公”，手下的人拼命干活，成绩是当官的功劳，失

败是手下人的过错。有一首民谣对官僚主义做了生动的刻画：“一杯香茶一支

烟，一张报纸混半天。来了文件划个圈，实际问题不沾边。”

（三）法——权力制约论

韩非之“法”最遭人争议，且被后人所曲解。他所说的“法”主要用

于对付庶民的造反（如采用商鞅的连坐法）和对付贵族、臣下的叛乱和篡

权（如楚国“三世而收爵禄”之法）。这里着重从对君权制约的角度来讨论

“法”。需要指出，“法”是韩非关于合理使用政治权力的蓝图，是一种使权

力操作合理化的手段和标准，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某种机制。“法”更是韩非苦

心设计用来约束、限制君主肆用权力的方法。

首先，“法”是君主处理君臣权限、权责关系的一种客观化、制度化的

手段。上面讲到君主独揽刑赏大权，如果这样，岂不使君主累死于权力操作

之中吗 ? 正如韩非所说：“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曰不足，力不给。且上

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

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

之内。”a 韩非还说：“人主使之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

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b 这样使“君臣

守职，百官有常”，……明君就可以 “无为于上”，而君臣则竦乎下，明君可

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c 这是用“法”来制约、监督下臣的权力，使下

臣不能结党营私，组成权力关系网来篡权谋反。

但是，“法”更具有“矫人主阿辟之心”d 的苦心。韩非有感于君主滥用

刑赏之权，出于偏心，私用亲信，以致丧权毁身的惨痛教训，一针见血地指

a  《有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4 页。

b  《南面》，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202 页。

c  《主道》，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50—51 页。

d  《孤愤》，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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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a，他要君主抛弃“信”这种富于感情色彩的主观尺

度，而采取“法人”这种客观尺度。他指出君主“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

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b。他强调“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

法量功，不自度也”c。在这里，韩非强调君主运用赏罚大权时，必须依“法”

为事，必须排除君主的情感和偏见。就在这里，韩非试图用某种“法”来制

约君主的行政权力的运用，并使这种权力运用合理化，即他所说的“使法择

人，使法量功”，“法”要限制君主的个人意志。如果“人主释法用私，则上

下不别矣”。d 韩非强调“法”治，还出于对君主的道德、才能的考虑。他以

为，时经千世，才一遇尧、舜、桀、纣，世上君主大多为中材，“中者，上

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e。在这里，

韩非不期待善良君主，而是在假设君主为中材的情况下，用“法”治理国家，

追求他所企望的最佳政治秩序。所以韩非强调，“法者，王之本也”f。君主

以法为本，本治就“名尊”，就大治，“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

弱”g。   

“法”还有某种相对的客观性。韩非常把“法”比喻为量物之衡量、裁

木之绳、照容之镜。这些衡、绳、镜都是衡量、比较和评价的客观尺度。

“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h 统治者应该提衡而立，持平而

治。“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

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i 君主对下臣的赏罚必须根

据“法”，考虑名实、功事、事言的一致。所以韩非强调：“功当其事，事当

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

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

a  《备内》，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195 页。

b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81 页。

c  《有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1、67 页。

d  《有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1、67 页。

e  《难势》，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4 页。

f  《心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902 页。

g  《有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56 页。

h  《饰邪》，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218、219 页。

i  《饰邪》，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218、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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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a 

韩非还强调“法”的平等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

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

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b。 

与“术”的封闭性相反，韩非强调“法”的公平性即“法莫如显”，“法

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c，另外“法”还必须内化

到庶民心中，“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d。     

韩非强调“法”的客观性、标准性、平等性、公平性，不仅如现代人所

说的为君主专制服务，而且还企图限制君权。他深知君主滥用权力的危害，

自身的悲惨遭遇也促使他深思如何限制君权。于是，他诉之于“法”。但是

他并没有解决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合理性问题。他所说的“法”不过是由君

主任自己的意图而制定的法令、政策。从这点上说，韩非之“法”根本不能

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韩非陷入一个不可解决的

矛盾之中。在他的政治设计中，君操法于上，以君定“法”。然而这种钦定

之“法”如何有如此大的效力来限制君权呢？此外，以“势”“术”来巩固绝

对的君权，又以“法”来限止君权，这也是韩非权力理论中的一个内在矛盾。

“法”处在这种矛盾中如何能保证自身的客观性、平等性呢？恐怕韩非自己也

感到“法”的权威性不足以约束君权的滥用，于是他又诉诸建立在哲学本体

基础上的“道”。  

（四）权力论的哲学基础之一：恶的人性论

在韩非对恶的人性的深刻洞察中，表现了他的冷酷的理性。韩非说：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e 又云：“夫民之

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f 针对庶民的天性——好逸恶劳、喜乱远法，韩

a  《二柄》，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1 页。

b  《有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6—67 页。

c  《难三》，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90 页。

d  《定法》，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26 页。

e  《心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902、900、900—901 页。

f  《心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902、900、900—9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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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提出，“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严刑则民亲法”，“明法而治不

烦”。a     

对于下臣，韩非以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

得事也。”b 一旦君主授大权于臣，“贵之富之”，那么大臣就有“彼将代之”c

之野心，劫君弑主的祸事就会降临。“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d 为此韩非

主张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夫立名号，所以为尊

也；……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e 出于这种考虑，韩非强调君主独操权

柄，依“法”制臣，“故度量之立，王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

不弑君者，党与不具也”f，这就是说，如果君主设法守势，不让臣下结朋为

党，就可以避免遭弑君之祸，避免欺君诈伪之事。“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

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

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g    

对于君主，韩非不视与经人同一。他以为世上君主多为中材，感叹“今

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h，以致“法术”之说不能为君主所

赏识；他总结了许多君主丧失政权的教训，在于人主“好宫室台榭陂池，事

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或者“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好

恶无决而无所定立”，等等。i 就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韩非提出“矫上之

失……莫如法”j。     

由上可知，在人性恶的哲学基础上，韩非形成了权势建构论、权力操作

论和权力制约论。他的政治主张就是顺应这种恶的人性。“凡治天下，必因人

a  《心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902、900、900—901 页。

b  《备内》，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195 页。

c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86 页。

d  《主道》，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52 页。

e  《诡使》，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56 页。

f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85 页。

g  《有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58 页。

h  《孤愤》，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137 页。

i  参见《亡征》，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181—182 页。

j  《有度》，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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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a，“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b。  

   
（五）权力论的哲学基础之二：道的本体论

 韩非在吸取黄老哲学中“道”的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诉诸一种形而上的

本体性质的“道”来论证他的权力理论的正确性、可靠性。这样，他的政治

设计不仅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而且基于对“道”的认识。“道不同于万物，

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君

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c 

一元化的君主专制政治结构就建立在这种一元化的“道”的本体特点之上。 

当代学者李友广认为韩非通过 “援道入法”的做法弥补了法家思想在哲学构

建上的不足。d

韩非还把“法”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用一种形而上的原则来指导

形而下的政治实践，从而使“法”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以约束、限制君主滥

用赏罚大权。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

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e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

者名绝。”f 在这里，韩非强调，“道”是万物的起源，从而也是判断是非的标

准。君主要按照“道”这种具有普遍客观性的标准来治理国家，把“法”当

作治国的根本原则。  

韩非还强调，“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虚静无为，

道之情也”。g 出于对“道”的这种属性的认识，韩非把“用术”主张建立

在“道”的无形、虚静之上。这样，君主用术的神秘性、封闭性是“道”的

体现。所以韩非说，君主“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

为道舍。上不与共之，民乃宠之；上不与义之，使独为之。上固闭内扃，从

a  《八经》，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802 页。

b  《制分》，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907 页。

c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9—80 页。

d  李友广： 《法家如何看待道德——基于〈韩非子〉文本的考察》，见唐代兴主编：《哲学探索》

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47—260 页。

e  《主道》，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48—49 页。

f  《饰邪》，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219 页。

g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9、81、81—82、75 页。

中国权力观念的四种类型 ：兼评俞可平先生的《权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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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视庭，咫尺已具，皆之其处”a。韩非又说，“权不欲见，素无为也”b。    

总之，在韩非的权力理论和人性恶的关系中，有这样一个构想：以人性

恶为起点，而以制度化的权势结构，或者说一种迫使庶民守法、下臣尽职的

权力机制为终点；以君主的中材为出发点，而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政治秩

序为终点。简言之，从较坏或最坏的可能性出发，谋取较佳或最佳的政治秩

序，这就是韩非基于人性恶的政治设计。  

六、结论

面对原始权力的破坏和失序，中国始终持有一种理想化的权威政府，由

此不会把权力自身看成是最大的邪恶。此外，为了控制原始权力的破坏力，

中国一直把权力看成是某种典仪形式，把王道看成是一种道德化的权力观，

把霸道看成是一种势、术、法的权力观。中国权力文化的本质在于从礼仪，

道德，势术法来限制、管理、甚至压制原始权力。上面四种传统的权力观点

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深刻的影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很明显，以人民之同意为基础的权力观念还没有成为人们普遍所接受的

新的权力观点。在这个方面，俞可平先生从规范层面讨论了中国权力观的应

有转变，提出了民主化网络化条件下的权力观和权威观，非常有价值。确实，

中国需要从官员权力本位的观点转化为一种公民权利本位的观点，权力必须

建立在人民普遍同意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的权力才是合法的，具有权威

性。c 但是我认为，中国权力观的应有转变必须基于历史和经验，特别是如

何从上述四种传统的权力观点中实行创造性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希

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够为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前提性的知识条件。

a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9、81、81—82、75 页。

b  《扬权》，见《韩非子》，竹内照夫注，日本明治书院 1978 年版，第 79、81、81—82、75 页。

c  俞可平：《权力与权威：政治哲学若干重要问题》，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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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状态”中的“人”并不是
形而上学的抽象

——兼论罗尔斯思想实验的实践价值

李牧今 *a

摘　要：“原初状态”中所包含的个人观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颇受争

议。有批评者认为，原初状态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它所包含的个人观

过于抽象与空洞。事实上，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原初状态旨在对正义原则的

产生情景进行高度概括和形象模拟。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应该被表达为

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合理的”个体在公平对等条件下的建构，是

决策程序的产物，它并不基于抽象的个人观，而是由公民的规范观念所决定。

原初状态中各派的行动既由个体的一般欲望所驱动，也受其道德能力中的最

高阶利益和终极目的所主导，这种个人观既不缺乏动机要素，也不缺乏对日

常合理性欲求的承认。原初状态的约束虽然是理论假设的，但其中所体现与

反映的内容却是我们内心的确信，是沉淀于公共文化中的共识。此外，原初

状态启发与帮助着我们每个人认清自身的根本认同与全面需求，在其中所达

成的正义原则不仅具有应然性，同时也具有实然性。

关键词：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思想实验；罗尔斯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erson contained in “original position” is quite 

controversial in Rawls’ s theory of justice. Some critics believe that the original 

* 　李牧今，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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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is just a metaphysical hypothesis, and the conception of person in it is too 

abstract and empty. In fact, as a thought experiment, its original position aims to 

highly generalize and simulate the scene how justice principles emerge. According 

to Rawls, principles of justice should be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equal, “reasonable” 

and “rational” individuals under fair and reciprocal conditions. It is a product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is not based on abstract concept of person, but 

determined by citizens’ normative concepts. The actions of the various parties in 

original position are not only driven by individuals’ general desires, but also by the 

highest-level interests and ultimate goals of their moral abilities. This conception 

of person lacks neither motivational elements nor rational desires. Although 

the constraints of original position are theoretically hypothetical, the contents 

embodied and reflected in it are our inner convictions, which are also consensus 

rooted in public culture. In addition, original position inspires and helps each of 

us to recognize our own fundamental identity and overall needs.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reached in it are not only with desirability, but also with feasibility. 

Key words: Original position, Veil of ignorance, Thought experiment, Rawls

“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既是罗尔斯最受关注的思想实验之一，

也是他理论中受到最多误读与批评的内容。社群主义者，如迈克尔·桑德

尔（Michael Sandel）、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纳德·德沃金

（Ronald Dworkin）等认为，充满形而上学约束的原初状态不过是一个抽象

的思想实验，由它得出的正义原则和规范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具有约束力与可

行性。要回应类似质疑，我们必须回到原初状态以及正义原则背后更深层的

逻辑中去。众所周知，罗尔斯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平之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a 的社会，决定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由每个自由平等的个体

在相应的决策程序与情景中推导得出，而原初状态就是对决策过程的高度提

a  Justice as fairness 比较常见的有两种译法，一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一种为“公平之正义”，

本文采用“公平之正义”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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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和形象模拟。简单来说，正义原则在原初状态中是这样被推导出来的：各

派（parties）被置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后且处于彼此对等的

环境中，他们进行商讨并最终得出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社会基

本正义原则既不源于抽象的道德法则或者外在权威，也不源于上帝意志或者

宗教教条，而是源于“人”，源于原初状态中的各派。换言之，只有找到一

个恰当的、合适的人的观念，并且在公平的、对等的讨论、商谈环境中所得

出的原则才能称之为正义原则，其正当性才具有说服力。罗尔斯声称，“公平

之正义建立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性观念之上，是一种基于观念的（conception-

based）理论”a，这一核心思路事实上贯穿着罗尔斯的整个正义理论。原初状

态就是这样一个启发我们用恰当思考自身角色的代表装置；理解原初状态中

“人”，是走进罗尔斯思想内核的关键所在。

一、“无知之幕”与抽象的人

关于原初状态中的“人”，我们需要区分罗尔斯前期和后期的思想。在

《正义论》中，罗尔斯声称公平之正义应该表达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理性人的本

质。b 但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中，他已不再将公平之正义建立在一种具有

先天道德本质的个人观念之上了，对于人的道德本质的阐释变为了关于政治

身份的、关于公民的观念。由此，原初状态思想实验的目标也转变为建构人

的政治身份，或者说旨在模拟个体的公民身份。这些都体现了罗尔斯的正义

原则证成方法的基础性转变——从道德建构主义转变为了政治建构主义。

罗尔斯“公平之正义”的理念起始于对一个封闭社会的构想，它由终

生参与社会合作的自由平等公民所组成。公平之正义所指的主要对象是社

会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而社会基本结构则通过原初状态

中的各派（parties）所规定的社会合作公平条款而确立，当这些理念被充

分实践的时候就能够产生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可以看出，推

a  罗尔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版，第 453 页。

b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1 页。

“原初状态”中的“人”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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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社会合作公平条款的过程是罗尔斯正义理论得以落实的核心步骤，它确

立了社会基本结构，并且直接决定着良序社会能否实现。社会合作条款由

每个个体在相应的决策程序与情景中推导得出，而要使这些条款体现出公

平之正义的理念，粗略地说就至少要确保：（1）各派为合理公民（rational 

citizens）；（2）他们需要受到适当约束；（3）他们决策的慎思（deliberation）

过程是在对等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显然这是一个对决策个人与决策环境都要

求严苛的推导过程，而这正是罗尔斯引入原初状态思想实验的理由。罗尔斯

旨在用一个形象的契约场景将一系列复杂的理论综合起来，并对正义原则的

产生情景进行概括，“为一个可以得出合乎理性（reasonable）的正义原则

的讨论设计宪法”a，即最根本的讨论规则。罗尔斯希望原初状态能成为一

个大家都能理解与明白，并且指导自己参与正义原则讨论的思想实验和

行动指南。

具体来说，罗尔斯这样设想原初状态中的各派：一群纯粹合理的

（purely rational）、相互冷淡的（mutually disinterested）人聚集在一起，他

们将慎思（deliberate）一套原则来管理所处社会。他们是由自身利益（own 

advantage）驱动的合理个体，每个人都致力于推进该社会中某一群公民的特

定目标；此外，这些代表在原初状态中处于对称的位置：他们拥有相同的知

识、相同的影响力、相同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出于以上设想，罗尔斯对原初

状态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必要的设计与限制：（1）“无知之幕”用于保障原初状

态中各派的地位平等；（2）基于对等性（reciprocity）理念的协商框架则体现

出每个人自由平等的基本权利以及程序的公平性，使得相互承认的原则成为

可能。罗尔斯用“无知之幕”、对等性原则以及其他相应约束取代了一系列

复杂公式，并通过推导程序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结论：任何合理公民在相

应的约束条件下都会选择两个正义原则作为他们所处社会的基本准则。也就

是说，罗尔斯并没有给出任何独立于这个过程之外的正当性标准，他对于这

一决策程序的假设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没有依赖任何特定的善观

念或出自任何完备性学说的论断。罗尔斯在这里的想法是，“正义协议得以达

a  Rawls, John, “For the Record, ” Th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Spring, 1991, http://www.hcs.
harvard.edu/hrp/issues/1991/Raw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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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那个环境的公平性，将会传递到被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上”a。通过原初

状态的设计，正义原则被表达为一种公平条件下自由平等人的建构，道德原

则因此成为决策程序的产物。

“无知之幕”是原初状态的核心设计之一，是罗尔斯塑造自律平等个体

的重要环节。对于个体，“无知之幕”既可以“移除”特征，又可以“赋予”

知识。所谓“移除”的意思是，人们只拥有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性

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足够普遍，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赋予”则意味着，人

们可以被认为具有某些知识，例如关于政治事务或经济理论的基础知识。“无

知之幕”界定了人们在政治身份中所具有的特征以及他们所知道的信息种类，

它要求人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自身，即基于每个人的一般性特征做出选择。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知道每个人是有性别的，但却

不知道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也就是说他们只知道定性的通用特征，而不知

道自身的具体情况。很多批评者，例如桑德尔在他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

限》中指出，如此的“无知之幕”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屏障，为了确保决策过

程的公平性，它抹去了每一个个体身上的独有特征，而这就意味着，罗尔斯

认为每个人身上的独有特征对于个人身份无足轻重。进而，批评推进为，原

初状态论证本身依赖于抽象的个人主义观念b，原初状态中所体现的形而上个

人身份与人们对自我身份的一般认识不符。                                                                         

为了澄清误解，我们需要明白，首先，罗尔斯在论证中所使用的前提是

为了营造适当的慎思环境，其正当性并不基于抽象的个人观，而是由公民的

规范观念所决定。这种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原初状态中各代表

所选择的行动原则必须要能够充分表达他作为自由平等个体的本质，也就是

说他处于自治的状态，在自律地行动；（2）原初状态中各代表的决策不受他

律知识和动机的影响。由于这样的设置借鉴了康德的自律概念，批评者们就

指出，罗尔斯原初状态中的代表体现了不切实际的、与日常不符的个人观。

a  罗尔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版，第 350 页。

b  Sandel, Michael J. ,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4.

“原初状态”中的“人”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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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原初状态旨在模拟理性公民在某些约束和限制下的慎思过程，也

就是说，原初状态并不是让我们在现有的意义上去真的忘记和剥离我们每个

人的独有特征和身份，而只是用明确直观、形象生动的方式让我们“进入”

一种慎思的情景和状态，以做出相应的选择和安排。罗尔斯用了莎士比亚的

戏剧来打比方，“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假装处于原初状态时，我们的推理就不再

使我们承诺一种关于自我本性的特殊形上学说，而是去推理我们在一处戏剧

中的角色，比如莎翁悲剧中的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我们真的是一位介入一

场绝望的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国王或王后”a。可见，各种对个人身份的所谓约

束与限制也只是进行公平慎思的前提，罗尔斯并非旨在塑造一个“抽象的”

或“形而上”的主体。原初状态旨在强调，如果在如此的情景下能够得出公

平正义的原则，那么其他特征就不能进入考虑选择原则的慎思，并且这是正

当的。

哈贝马斯认为“无知之幕”有不合理的“信息强制”，诺奇克则指责罗

尔斯的理论是“非历史主义”的。b 但罗尔斯认为，理性多元（reasonable 

pluralism）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种学说能

够被所有公民接受，并在其基础上解决政治正义的基本问题。换言之，现代

公民不再可能将某一种统合性学说当作可行的政治协议的基础。“作为以现代

民主社会为基本研究对象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理论立场必须是公共理性

的。”c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是罗尔斯给予共享推理形式（shared form of 

reasoning）的名称，通过公共理性，基本政治问题有了被每个理性公民接受

的理由，进而政府权力的基础也就得到了公共证成（public justification）。公

共理性所考虑的不是一般性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及

其社会性行为，是公民们建立社会合作的组织化社会化行为，这里所需要的，

“恰恰是要摆脱纯粹个人的原始事实，建立一种为全体（在实际情形下常常只

能是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公民共享的（公共理性）出发点”d。从这个意义上

a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 页。

b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0—604 页。

c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6 页。

d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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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原初状态为我们找回的是一个在多元社会中具有公共理性的个体，它可

以作为现代人公共反思与自我澄清的工具与手段，帮助当代社会每个公民再

次认清了自己身上本已具备但却有些含混不清的理念，使每个个体能够以自

律的状态在对等协商中达成政治共识。

二、原初状态中“人”的特征和功能

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原初状态中各派的特征以及对他们的限制，以了

解罗尔斯如何设计达成正义原则的决策情境。

具体来说，罗尔斯对原初状态中的各派赋予了以下特征：处于“无知

之幕”之后以及具有合理性（rationality）。a 我们也可将其称之为原初状态

中的“公民前提”，公民前提包括两个类别：关于公民特征的前提和关于公

民偏好的前提。这些前提不对应于任何特定人的特征或偏好，而是与所有公

民的特征和偏好相匹配，因为前提必须与它们要支持的结论具有相同的普遍

性，个人不允许使用他们的实际知识或特征作为考虑因素，这会导致决策情

境不公平。

“特征前提”是从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中推出的，如前所述，这些

前提阻止了人们的个人兴趣或欲望进入争论，“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不了解他

们的种族、性别、阶级、天赋等关于自身的特殊信息，他们有的只是关于社

会的一般性知识。换言之，所有的前提都不涉及任何特定的个人或公民，而

是涉及所有公民的事实。“特征前提”可以被总结为以下四点：（1）所有公民

（受适当限制）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合理的生活计划；（2）所有公民都知道他们

是男性或女性；（3）所有公民（受适当限制）都知道他们有阶级位置；（4）

所有公民（受适当限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自己被公平对待的社会中。

公民前提的第二类是“偏好前提”，它主要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描述

公民对首要善品（primary goods）的期望；其次，公民有合理地制订自身生

活计划的能力。罗尔斯通过首要善品赋予了每个公民最基本的需求，首要善

a  Campbell, Catherine Galko, Persons, Identity and Political Theory: A Defense of Rawlsian Political 
Identity, London: Springer, 2014,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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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涉及每个合理公民在社会生活中都想要并且也必须要的东西，它不关乎每

个人特有的欲望。除此之外，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合理地安排与计划

自己的生活，他能够权衡自己的欲望，判断轻重缓急并采取最好的手段达到

目的，等等。a

从以上约束中可以看出，原初状态第一是体现了各派自由的特征，他

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生活计划与善观念，并且不受外力干涉，他们是

自己善观念的“自身根源”（self-originating sources）与“自证根源”（self-

authenticating sources）。第二是平等的特征，没有人被赋予更多的权利或

能力，并且“无知之幕”阻止了任何人在其自然或社会馈赠中占上风。除

此之外，罗尔斯在其中还融入了公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品质——合理的

（rational）和理性的（reasonable）能力。“合理的”是表达每个参与者合理益

处的观念（expresses a conception of each participant’s rational advantage），是

罗尔斯直截了当地分配给原初状态中各派的动机，它们直接表现为实现自身

善观念的欲望以及发展和运用道德能力的需求。“理性的”被定义为在公平合

作条款中行事的意愿以及在这些公平条款中隐含的对等性理念，它通过原初

状态中各派进行慎思时的“约束框架”来表示。罗尔斯表示，理性和道德可

以兼容，理性人和道德人合二为人，成为同一个体——“道德 - 理性人”或

“理性 - 道德人”，他们不仅追求物质利益，而且追求正义价值。b 通过以上

的结构设计，罗尔斯将他眼中政治个人观的主要四个特性：自由的、平等的、

“理性的”、“合理的”，都表现在了一个特定的决策程序和代表装置中。

一部分罗尔斯的反对者 , 如泰勒指出，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所挑选出来

的特征就是他认为的对于每个人而言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特征，而其他特征则

是可以被忽略的。泰勒认为，通过置所有的外部约束与影响于一旁而达成

自由的自我，是没有特性与缺乏确定目的的，真正的自由必须是“处境中

的”（situated）。c 事实上，设立原初状态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治理

a  Campbell, Catherine Galko, Persons, Identity and Political Theory: A Defense of Rawlsian Political 
Identity, London: Springer, 2014, pp. 88-91.

b  张国清：《正义原则的证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c  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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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公平协议，罗尔斯选择了一系列他认为与慎思社会安排原则有关的特

征，但我们不必将这套特征视为一个人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原初状态只

是一种探讨政治原则的方式，而建立原初状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任何个人

在使用假设决策程序时都能够做出所有理性公民的选择。换言之，原初状态

旨在模拟与慎思正义原则相关的内容，是用于确定政治原则的论证环节，原

初状态中代理人具有共享的公民特征，但并不代表它们是个人最本质的特征。

扬·纳维森（Jan Narveso）也相信原初状态并不需要某种个人身份理论。他

写道：“（接受罗尔斯观点）并不意味着为了公正的目的，我必须跳出我的皮

囊，或者必须是一个既不是你也不是我的幽灵般的抽象自我。我们需要的是

原则，原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一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相互吸引的原则，这

些原则构成了相互作用的合乎理性的基础。”a 可见纳维森也认为，原初状态

只是选择了与政治相关的理由，其他理由并不在罗尔斯的假设之内，因而指

责其包含一种形而上的或者抽象的个人观念的反驳意见是不得要领的。这些

反对看起来很有道理，似乎得到了我们直觉上的支持，因为我们很容易地就

会想到，处于原初状态的人与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人，进而对罗尔斯提出抨击，

但却忽略了，罗尔斯只是想通过原初状态的假设来找到制订社会基本原则的

恰当代理人。

罗尔斯希望原初状态作为一种思想实验能够使“各方的慎思与一个具

有善良意志的个人的慎思是一致的，后者用康德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来检测自己的行动准则”b。原初状态在个人进行选择时采取的必

要约束旨在模拟一个可以推出类似康德定言命令的情景，或者说，原初状

态是“在一个经验理论框架内对康德的自律观和定言命令所做的程序性解

释”c。原初状态的约束虽然是假设的，但其中所体现与反映的内容却是我们

内心的确信，是沉淀于公共文化中的共识。例如，现代社会中公民的确信之

一，是占有某一特殊社会地位的事实不能被人们当成提出或期待别人接受一

a  Narveson, Jan, “Critical Notice of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7, No. 1, 1987, p. 229.

b  博格：《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顾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4—195 页。

c  博格：《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顾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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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利于这种社会地位和正义观念的充分理由。同样地，认可一种特殊宗教

的、哲学的、道德的完备性学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善观念这一事实，也不能

被人们当成提出或期待别人接受一种有利于这些说教的正义观念的理由。因

此，要在原初状态中铸造这种确信，就不能允许各派了解他们所代表的那些

人的社会地位，或各派所代表的那些人的特殊完备性学说。a 也就是说，不

接受特殊地位和他人完备性善观念的强迫，是罗尔斯意义上民主社会之公民

的普遍确信，而原初状态的约束旨在体现与保障这些确信。

三、原初状态中“人”的实践价值

罗尔斯认为，在人们相互提出和施加自己合理主张的情形中，必须要达

到一种公平或均衡的状态，这就是正义产生的典型情景。原初状态是这一典

型情景的一种启发性代表装置。在他看来，要对公平之正义的社会进行一种

行之有效的生成性解释，就必须超越近代社会契约理论依赖于某一种特殊人

性设定的思维框架，以此获得无先验立场或无特殊偏颇的逻辑起点。原初状

态为我们理解这种生成性解释提供了一种轻巧且精准的方式。

第一，原初状态从技术性与操作性的角度简化与优化了解释路径，成了

每个人都能够理解与使用的有效工具。罗尔斯说，“原初状态……帮助我们

厘定我们的思想，一旦我们能够采取一种清晰而有条理的有关正义要求的观

点，我们便会把社会设想为自由平等公民之间世世代代坚持的合作图式”b。 

面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我们个人身份与认同的多样性（甚至是模糊性），

原初状态用明晰的清单与顺序，帮助我们有的放矢、思路清晰地思考社会治

理原则问题。除此之外，“原初状态还作为一种中介理念而发挥作用，通过这

一中介理念，才能使我们所有人认可的确信产生相互沟通……这使我们能够

在我们的各种判断中确立更高的一致性，而通过这种更深刻的自我理解，我

们就能达到相互间更广泛的一致”c。罗尔斯还认为，原初状态既保障了各派

a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 页。

b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24 页。

c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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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等自由和不受压迫的，也营造了一个各派能够产生有效沟通的场域，人

们不至于因为难以达成某些一致而使得谈判无法进行。

第二，原初状态对于理解和塑造公民的“合理自律”与“充分自律”至

关重要。“公民的合理自律是在原初状态下通过作为其代表的各派的慎思方

式来塑造的。与之相对，公民的充分自律则是通过原初状态的结构性方面来

塑造的。”a 罗尔斯认为，如若在现实社会中，公民能够按照正义原则来行动，

并且在正义感的指导下，认肯正义原则就是原初状态中各派所采用的原则，

那么公民就达到了充分自律。充分自律意味着公民在其政治生活中能够对正

义原则有公共认识且能明智运用。也就是说，从合理自律到充分自律经历了

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原初状态的思想实验确立了其中各派的选择，即正义

原则，这个时候原初状态中的各派做到了合理自律。进一步，由于原初状态

的约束具有正当性，其表达了我们公共文化中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深思熟虑的

确信，体现了每个人自由平等的地位，因此，当我们揭开“无知之幕”并走

出原初状态时，其中确立的正义原则依然具有正当性与权威性，依然需要被

自觉遵从。换言之，原初状态中的约束对应与转换成了现实社会中每个公民

的“理性的”能力、正义感的能力。良序社会中的公民会在公共生活中按照

正义原则，按照原初状态的约束来行动，以实现充分自律。在这个意义上，

所谓的充分自律之“充分”主要就是指，良序社会中的公民能够认识到规范

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是他们在原初状态中选择出来的，并愿意按照这个

正义原则来行动。b 可以说，充分自律归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他们以某

种方式看待他们自己，并且认可和践行会被一致同意的首要正义原则。c

只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更深刻地体会，为什么罗尔斯说，虽

然原初状态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但却体现了民主社会公共文化中最为根本

的确信。原初状态启发与帮助着我们每个人实现自身的根本认同与全面需

求，在其中所达成的正义原则不仅具有应然性，同时也具有实然性。原初状

a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1 页。

b 谭清华：《政治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人》，《学术探索》2015 年第 11 期。

c  罗尔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版，第 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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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通过对称的结构设计保障了其中每个人的平等地位，通过“无知之幕”确

保了每个人不受特殊善观念的影响，这些特征与民主社会中自由平等的人性

观是相符合的。与此同时，罗尔斯将首要善品作为动机直接植入了原初状态

中，首要善品作为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一般通用手段（all-purpose means），

保障了之于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权利、自由、财富和尊严等。由此可见，不

管是个人的正义感还是善观念都能够在原初状态中得到体现，其中的各派既

是“理性的”，也是“合理的”，各派的行动既由个体的一般欲望所驱动，也

受其道德能力中的最高阶利益和终极目的所主导。我们再次看到，罗尔斯在

原初状态中设立的人的观念，并非一种抽象的、不现实的观念，这种个人观

既不缺乏动机要素，也不缺乏对日常合理性欲求的承认。在他看来，对原初

状态的推理限制类似于我们在自然演绎系统中使用的推理限制。在自然演绎

系统中，我们在进行推导时需要进行必要限制，目的是为了保障，如果所有

前提为真，那么最终结果也为真。同理，当我们在演绎推理中讨论社会治理

原则时，我们不可能考虑所有形式的利益或事实。如果我们把自然演绎系统

的规则视为一个过滤器，那么原初状态也类似这样一个过滤器；通过该过滤

器，与慎思社会治理原则无关的信息与不合理的要素被过滤掉，罗尔斯所设

想的两个正义原则得以呈现。基于公平之正义的理念，罗尔斯更新了社会契

约学说，“它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设想为那些介入社会合作的人一致同意的

条款。但是，他们的一致同意和其他的一致同意一样，必须在合适的条件下

达成。特别是，这些条件必须使自由而平等的个人处于公平的境地，绝不允

许某些个人占他人的便宜。进而言之，必须排除武力威胁、强制、欺骗和欺

诈”a。因此，虽然表面上原初状态只是一个假设性的启发装置，但其约束条

件却是达成公平合作协议的必经之路，故具有实践价值与效力。

四、结语

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伦理学等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理论既要具

a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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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逻辑上的应然性，还要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欲性。或者说，政治

哲学与道德哲学、伦理学的区分在于个体外在与内在的区分，而罗尔斯的理

论正是这两者的统一。

正义原则要想得到全面证明，既要实现其在理论上的逻辑自恰，又要它

完美地实践于社会基本制度。面对当代自由民主的理性多元社会，如何在包

容与平衡诸多完备性学说的基础上，为社会建构一套公平正义的规范性政治

理论；如何让个体在多元身份中寻找到自己的公共身份，并以自律且理性的

态度做出决策等都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棘手问题。罗尔斯在复杂混沌的现实环

境中，以政治正义作为标尺，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下，为我们梳理出了建

构“公平之正义”社会的理论构架与核心要素。在此之后，为了让自己晦涩

的理论得以清晰呈现，也为了使抽象的理论成为每个人都能理解且指导自身

行动的工具，罗尔斯设计了原初状态的思想实验。通过原初状态这一启发性

代表装置，罗尔斯澄清了深藏于每个现代公民心中的根本自我认同与价值信

念。一方面，原初状态用对称的结构保障了其中各派的平等，用“无知之幕”

屏蔽了特殊决策的可能，用对等性理念与首要善品赋予了各派动机，进而在

公平的决策程序中将正义原则变为了自由平等公民间的建构。另一方面，原

初状态将植根于每个个体心中的自由、平等、自治、善观念等价值均涵盖其

中，通过限定各自主张的边界、通过对话理解以及谈判妥协等方式在政治基

本原则问题上达成“重叠共识”，因此，这些个体在走出原初状态后依然会

遵循此前推导出的各项原则。原初状态的决策过程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正当

性基石，为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整合与公民间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原

初状态并非一个抽象空洞的逻辑游戏，而是一个直面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困境、

具有正当性和实践价值的理念。

“原初状态”中的“人”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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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神学
——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思想基础

*

欧阳火亮 ** a

摘　要：施米特认为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核心枢纽是“保护与服从”，这一

点在《利维坦》一书中得到了确认。施米特看到了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政治 - 神

学和政治 - 法律两重面相，并从政治 - 神学的面相上分析了利维坦死亡的本质原

因：虽然构建利维坦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保护与服从，但是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

程中，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政治 - 神学面相由于全面转向了政治 - 法律面相，进而

失落。然而，施米特并没有很好地展开分析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 - 神学

面相，也没有深入讨论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 - 法律面相。为了阐述保护

与服从的国家学说，霍布斯不仅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其政治 - 神学面相，也从征

服（普通法）的角度阐述了其政治 - 法律面相，政治 - 神学和政治 - 法律共同构

成了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霍布斯；利维坦；保护与服从；法律与神学；自由

Abstract: Schmitt argued that the core concept of Hobbes’ state theory is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which is confirmed in the book Leviathan. Schmitt 

saw the dual aspects of politics-theology and politics-law of Hobbes’ state theory,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

理论研究”（项目号：17JJD 81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欧阳火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主修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主题为自由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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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alyzed the essential causes of Leviathan’s death from a politics-theology 

perspective: though the ultimate end of constructing Leviathan is the realization 

of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the political-theological aspect of the Hobbes’ state 

theory has been lost due to the overall shift from the politics-theology perspective 

to the politics-law on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Nevertheless, 

Schmitt did not elaborate on the politics-theology aspect of Hobbes’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theory as well, nor did he discuss the politics-law aspect of 

Hobbes’ theory of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In order to illustrate his state theory 

of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Hobbes not only expounded on his politics-theology 

aspect in a religious way, but also explained his ideological basis on how politics-

law aspect, politics-theology aspect and politics-law aspect altogether constitute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Hobbes’ theory of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quest （common law). 

Key words: Hobbes; Leviathan,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Law and theology, 

Liberty

一、引言

在德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施米特问

题”，即“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思想背景和这个理论的概念体系建构中，利

维坦意象意味着什么？”a 施米特（Carl Schmitt）认为利维坦作为一个神话，

不只具有神学含义，还具有法律含义，但是其本质在于阐述霍布斯试图表达

的“保护与服从”，利维坦象征的国家，“如果不是 tutela praesens［现实的保

卫者］，就什么都不是”（《霍书》，第 71 页）。施米特认为霍布斯的核心议

题是保护与服从，国家必须克制宗教神学或封建等级带来的内战，为个人提

a  卡尔·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 页。下文引用此书时直接在引用后用（《霍书》，页码）标明。

法律与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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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强有力的保护，“这样一种理性的国家权力的职责首先在于政治危险的完

全承担，同时对国家的臣民负有保护和安全的责任。如果保护停止了，国家

本身就不复存在，所有服从义务也就取消了”（《霍书》，第 113 页）。极少有

人这样直接从保护与服从的角度来切入霍布斯思想，施米特的政治神学著作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Der Leviathan in der Staateslehre des Thomas 

Hobbes）分析了神话意义上的利维坦，关注利维坦的神学面相，“基督教中

世纪对利维坦的解释到经院哲学时期一直都完全受神学支配”，“在欧洲各民

族的所有重大政治争论中，深层次神话含义的氛围无疑在起作用”（《霍书》，

第 45、49 页）。从神学的意义上，施米特认为霍布斯“反抗典型的犹太 - 基

督教对原始政治统一体的割裂……与罗马教皇教会孜孜以求的‘黑暗王国’

做斗争，也就是说重新恢复原始的统一体……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本有含

义”（《霍书》，第 50 页）。施米特为了紧紧抓住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

治 - 神学面相，甚至阐述了霍布斯国家概念的 400 年进程和霍布斯之前的中

世纪以来的神学斗争（《霍书》，第 79 页）。利维坦，是一个由霍布斯发动的

“具有时代史意义的反对所有形式的政治神学的伟大斗争”的伟大象征（《霍

书》，第 51 页）。

这并不是说施米特就没有注意到霍布斯政治思想中的政治 - 法律面相。

施米特第一次提到利维坦的法律面相，是阐述利维坦四大形象中的“人”，

“一个代表法人或者团体，这个代表法人或团体将订立契约的群众升华为凝

为一体的人格，也即国家”（《霍书》，第 59 页）。施米特第二次关注到利维

坦之中具有的法律面相，即利维坦“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建构，以解释

通过代表所产生的一个主权身位”，象征着国家的利维坦，“变成了一台由主

权——代表法人充当灵魂的机器”，在施米特眼中，这就是霍布斯“国家建

构的核心”（《霍书》，第 68 页）。施米特注意到利维坦充当上帝的角色意味

着“法律意义上而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上帝”（《霍书》，第 71 页）。霍布斯

意义上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解决宗教神学争端，是主权法律起了作用，“然

而，带来和平的不在于正义声称，而只在于运转良好的法律强制体系那不可

抵抗的决定，这个体系结束了那斗争”（《霍书》，第 83 页）。霍布斯认为人

所处的环境，只有“法律的国家状态和法律之外的自然状态的差别”（《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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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 86 页）。而且，在霍布斯之后的国家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强调其法

律面相。契约本身既是一个神学名词，也是一个法律名词，是霍布斯首次结

合契约的神学面相和法律面相并赋予了契约以政治色彩。在利维坦的死亡原

因中，“内外公私的分离不仅支配法律思想，而且也与所有有教养者的一般信

念相称”，也就是说，这既是法律的，也是神学的（《霍书》，第 97 页）。在

霍布斯之后的国家理论发展中，当利维坦的政治 - 神学面相褪去，利维坦变

成了一个中立化的机器，“这一切意味着正当性变成了合法性，神圣的、自

然的或前国家的正当性变成了一套实证的国家法规”，由此，施米特甚至认

为霍布斯自身就得出了“法治国家”的理念（《霍书》，第 105—107 页）。正

是因为这种政治 - 神学面相向政治 - 法律面相的转变，导致了利维坦的中立

化，霍布斯创建的国家失去了其“灵魂”。施米特看到了霍布斯国家理论的

政治 - 神学和政治 - 法律两重面相，并从政治政治 - 神学面相上分析了利维

坦死亡的本质原因：虽然构建利维坦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保护与服从，但是在

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政治 - 神学面相全面转向了政治 - 法律面相，

进而失落。施米特非常清晰正确地指出了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核心是保护与服

从，“‘保护和服从的关系’是霍布斯国家建设学说的枢纽”（《霍书》，第

113 页），看到了多元主义等间接权力对国家的摧毁，但并没有仔细地阐述霍

布斯的政治 - 神学和政治 - 法律思想。政治 - 神学和政治 - 法律思想是理解

霍布斯国家学说的基础，很有必要做深一步地挖掘。本文沿着施米特的霍布

斯研究道路出发，重点关切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思想基础，认为很有必

要深入探讨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国家学说中的政治 - 法律和政治 - 神学面相。

本文认可施米特的霍布斯研究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霍布斯的重点在于阐

述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霍布斯强调和重视个人自由，并未将国

家提升到神圣的层面：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存在

的前提条件是国家的保护，个人对国家的服从仅存在于此。

二、论宗教：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 - 神学面相

在《利维坦》“综述与结论”的结尾，霍布斯说，其写作的目的是“除

法律与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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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向人们阐明保护与服从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外别无其他用心，人类的天性以

及神律（包括明文规定的神律和自然法）要求我们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这一

关 系［than to set before mens eyes the mutuall relation between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 of which the condi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laws divine,（both 

Naturall and Positive）require an invoilable observation］”a。之所以如此总结自

己的写作目的，是因为霍布斯认为“在最近印行的各种英文书籍中，内战至

今还没有充分地使人们认识到，在什么时候臣民对征服者负有义务，也没有

使人们认识到征服是什么，或者征服怎样使人有义务服从征服者的法律”b。

实际上，霍布斯一再阐明，“服从的目的是保护，这种保护，一个人不论在

自己的武力或旁人的武力中找到时，他的本性就会使他服从并努力维持这

种武力”（《利维坦》，第 172 页）。在《法律要义：自然法与民约法》（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以下简称《法律要义》）中，霍布斯对

结盟的定义就是一种服从，“无非人人皆立约服从他人，且其所服从者乃同一

人（或数人，或某会），而后者令，则众人行；后者禁，则众人止”c。在国家

中，服从的对象必须是明确的，因为“不知其服从对象，便无所谓服从可言”

（《法律要义》，第 137 页）。不论是征服还是契约，不曾立约表示同意，“约

既未立，便无服从可言”（《法律要义》，第 138—139 页）。自由与服从也是

不冲突的，“其实所谓自由云云，丝毫无碍对主权之服从”（《法律要义》，第

146 页）。诸如此类直接的文本证据还有许多，因此，可以说保护与服从的政

治理论，构成了我们理解霍布斯思想的关键。霍布斯直接提出保护与服从的

关系，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其整个思想的目的是为了阐释这一关系，

二是其思想的言说语境是英国内战和宗教战争。在战争背景之下，谁能拥有

权威，为何要服从这个权威，是霍布斯直接关切的问题。施米特的霍布斯研

a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 580页。英文原文见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Revised Student Edition, Richard Tuck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91。

b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572 页。下文引用此书时直

接在引用后用（《利维坦》，页码）标明。

c  霍布斯：《法律要义：自然法与民约法》，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3 页。下

文引用此书时直接在引用后用（《法律要义》，页码）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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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很好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从保护与服从这一点入手，很好地质疑了自由

主义的国家学说。

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中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是政治 - 神学面相。霍

布斯政治神学的逻辑在于，将英格兰内战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分析的出发

点，阐述内战背后隐藏的宗教战争的背景，分析了战争中给个人造成恐惧的

真正来源，从而切入对最高权威的构建，并试图将宗教和信仰划归于政治的

统辖之下。也就是说，霍布斯政治神学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确立国家对宗教

的权威，以结束宗教这样一种施米特眼中的“间接权力”的争端带来的分裂

和动乱，从而实现国家保护之下的国内和平。

宗教与信仰相关联，英格兰内战本质上是由宗教争端引起，霍布斯力图

将宗教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以解决宗教引发的动乱，这就是霍布斯学说中

的政治 - 神学面相。法律和宗教在霍布斯思想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奥

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就把霍布斯思想中的法律与宗教关联起来。a 

《利维坦》最为重要的是阐释了霍布斯的宗教观，“《利维坦》最显著的特征

之一是霍布斯给宗教问题留出的空间”b。而在之后的《贝希摩斯》（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中，霍布斯更是直接将宗教的牧师、教皇至上论者、

宗派主义者视为内战的罪魁祸首。沃格林（Eric Voegelin）看到了霍布斯的政

治 - 神学面相，“受［神灵］激发的领袖就会出现，找到他们宗派的追随者，

在新的内战中将国家毁灭”c，17 世纪英格兰内战源于议会和国王对主权的争

夺，本质上是宗教内部矛盾未得到妥善解决的结果。由世俗王权提供的保护

与服从，使得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了国内和平”d。由此，从宗教的角度

切入政治 - 神学面相，可以很好地阐释霍布斯保护与服从的政治思想。

霍布斯的宗教论述直指宗教战争产生的根源——人们的恐惧和愚昧无知

a  奥克肖特：《利维坦导读》，应星译，见渠敬东编：《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6 页。

b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曹帅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245 页。

c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姚啸宇、贺晴川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1 页。

d  Tanner, J. R. ,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A. D. 1485- 1603: With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2.

法律与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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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所利用（《利维坦》，出版说明，第 7—8 页）。恐惧是理解霍布斯宗教论

断的切入点。准确来说，霍布斯认为要克服对“横死”的恐惧，就必须消除

这种恐惧的暴力来源。实际上，宗教改革尤其是 16 世纪中叶以后，对宗教尤

其是天主教的恐惧是极其普遍的。a 如果人能意识到战争状态中苦难和死亡

近在咫尺，也就能意识到保护与服从的重要性。如果恐惧来自宗教，宗教又

对和平与繁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应当服从进行统

治的主权者，而不是主权者为何会进行统治”b。也就是说，霍布斯通过描述

有宗教争端导致英格兰内战的恐惧，表达世人为什么需要服从主权者。冲突

根源是对不可知和无法预料之事物的恐惧，这种恐惧的根源，就是神，就是

上帝。霍布斯所关心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宗教带来的恐惧。c 英格兰的宗

教狂热带来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霍布斯直接认为宗教不宽容导致了内战。d

神学的各个宗派之间斗争不断，借用法令的严苛和议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不断

实行恐怖的宗教政策，以消灭肉身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新教徒本

身也是不宽容的，其狂热性并不亚于天主教，其内部各种宗派也互相倾轧。

霍布斯的宗教学说从《圣经》入手，关注和试图消除宗教暴力带来的恐惧，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宗教战争导致的政治暴力是极其普遍和残忍的，在内战

之中，个人对这种死亡的恐惧更加明显，宗教狂热风起云涌。e 战争本就是

狂热的，宗教信仰则加剧了这种狂热，导致欧洲的这种宗教战争非常残忍和

血腥。f 千禧年的信仰、内战和国王被处死，加剧了极端分子的激进色彩。g

a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三卷）：铸造国家——16—17 世纪的英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8 页。

b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20 页。

c  奥克肖特：《利维坦导读》，见渠敬东编：《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8 页。

d  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叶颖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7 页。

e  基思·托马斯：《16 和 17 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芮传明、梅剑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158 页。

f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姚啸宇、贺晴川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8—59 页。

g  基思·托马斯：《16 和 17 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芮传明、梅剑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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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自己感到了恐惧，也意识到了这种恐惧的来源，但是霍布斯的目的正

好是要“暂时的”摆脱这种恐惧。霍布斯回归人本身，“人的本性就是他个人

的本性。这关键的一步，开启了与基督教截然不同的现代生存哲学”a。在基

督教神学的时代，人可以通过信仰上帝来摆脱这种恐惧。在霍布斯之后，人

只能依靠自己，但也可以依靠自己摆脱这种恐惧。既然神不再能护佑人的安

全，和平就必须有新的源头——国家的保护。通过人建立起来的和平的国

家，要消灭的就是宗教狂热带来的对个人的伤害。人人具有身心两方面的平

等，不仅普通法学家和法官不再具有高人一等的理性的完美技艺，教会宣扬

的神的等级秩序也崩塌了。人必须直面恐惧，不论这种恐惧是基于人的自然

本性还是神。或许对人来说，来自神的恐惧还要更多一点。b

宗教、神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中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的关键性问题，

在不同思想大家的著作中几乎均有体现，其核心是有关权威的问题。宗教神

学是现代国家理论形成中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

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竭力对抗宗教迷信和权威”c。霍布斯看到了宗教神学存在

的诸多争端，从而致力于构建国家权威来结束由宗教战争带来的诸多纷争。d

要研究现代性和现代国家理论，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宗教神学的重要作用。神

学的狂热使得宗教宽容几乎不存在，人、神严重对立。对未知力量的恐惧，

不仅可以构成宗教的起源，也可以成为构建和平的手段。e 霍布斯就是要走

出宗教战争导致的普遍恐惧，构建一种新的权威来实现保护与服从。在《利

维坦》第二章中，霍布斯就指出了各种信仰影响了人们的服从（《利维坦》，

a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姚啸宇、贺晴川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9 页。

b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在考察宗教时讨论了一百多个主题，包括《圣经》、渎神、开除教籍、

地狱、撒旦和永恒等。霍布斯从《圣经》中找到证据来确立主权者既是教会首脑又是国家首脑

的地位，以护卫英格兰国教会，抵抗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各宗派的攻击，内容可参见《利维

坦》第十八、第二十二和第四十三章。

c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 页。

d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4 页。

e  李猛：《自然状态与社会的解体：霍布斯自然状态方法的实质意涵》，见许章润、翟志勇主编：

《人的联合：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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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页）。人相信一种说法时，如果这种说法不是来自自然理性，那么就

“只是来自说话的人的权威”，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权威的争夺（《利维坦》，第

49 页）。如果这个权威来自教士或者是教会，信仰分歧和宗教战争就在所难

免了。主权如果能够很好地承担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这种信仰问题的权

威，霍布斯就可以“把所有信仰问题都转化为服从问题，排除了宗教知识的

特权来源，并援引理性授权给主权者，使之成为最终的《圣经》诠释者”a。

霍布斯笔下的宗教或者说神学，更多的是令人恐惧的，教会一直在借助信

仰的力量来重申自己的权威。b 教会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严格控制着社会

诸多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存在着人的某种自由。17 世纪的政治理论

和人一样，被“放弃”了：教会和帝国成为过去，新的政治和神的结构又没

有建立起来。c 经院哲学和《圣经》的神圣权威都衰落了，人变得只能依靠

自己。d 概括来说，不论是人的特质还是神学的失落和秩序的重建，人都只

能倚靠自己了。新的思想起点必须是人，人也必须面对法律和神学的双重崩

塌——战争。

在对各种信仰形式的争夺中，教会强调的不是某种不同的信仰方式，而

是在强调自身的权威。一种信仰是不是迷信，其决定者是教会，这也就确

认了教会作为终极权威的存在。各个派别都借助上帝的名义，各派都将其

他派别看作是异端。e 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也可以直接追溯到宗教学说内

部，“任何人皆不得以基督令教会国居于主权国之上为由拒绝服从国家主权”

（《法律要义》，第 183 页）。但是基督教推行各种仪式和传统，其本质是和世

俗权威争夺教徒的服从，“这种由基督教会沿袭下来的传统，旨在各种环境

a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25 页。

b  基思·托马斯：《16 和 17 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芮传明、梅剑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51 页。

c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姚啸宇、贺晴川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1 页。

d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姚啸宇、贺晴川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2—53 页。

e  基思·托马斯：《16 和 17 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芮传明、梅剑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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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信徒提供保护”a。正是在分析宗教导致的战争中，霍布斯试图重塑宗教、

神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宗教导致了内战，宗教改革带来了信仰和权威的多

元化，进一步加剧了内战，加剧了对保护权的争夺。《贝希摩斯》直接指明，

英格兰内战产生的原因是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本质上是宗教和国家之间的

关系问题。霍布斯直接阐明教会的目的就在于争夺权力。b 教皇不仅拥有司

法裁判权，还可以解除臣民的效忠。在内战中，宗教斗争的阵地就是议会，

在伴随着《大抗议书》的请愿书中，站在国王对立面的教士议员们竭力攻击

议会中的反对派，如主教议员。c 宗教斗争的残酷性是切实存在的，普遍设

想的恐惧和危险也是普遍存在的，“除了任何谨慎而诚实的人可能有理由对议

会的居心心怀恐惧以外，不存在任何对其他危险的恐惧；而议会才是王国的

和平潜在的最大敌人”d。从而，议会与宗教关联了起来。和《贝希摩斯》针

对英格兰教会不同的是，《利维坦》的矛头直指的是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霍

布斯也花了大半本《利维坦》来论述宗教的学说，宗教构成理解霍布斯学说

的关键词之一（另外一个是法律）。如果说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在论证

宗教为何要服从世俗主权，其正确性不会低于一半，“在《利维坦》中，霍布

斯的宗教论述的主要目标是证明，真正的基督教要求服从世俗权威”e。宗教

可以加剧一群人的狂热程度，在一大群人中，宗教就成了“一个发生动乱的

国家中煽动性喧嚣的构成部分”（《利维坦》，第 55 页）。由宗教产生的政治

有两种，对尘世和对神的服从，法律也分为两种，民约法和神律，不管是哪

一种，都是为了“使依附于他们的人更服从”（《利维坦》，第 83 页）。可怕

的不是信仰或者宗教本身蕴含的恐惧，而是想维持宗教信仰的人使用武力维

护信仰（《利维坦》，第 89 页），此时的宗教，使人服从的就不是信仰，而是

强制了，战争也就由此而产生。宗教、神学和国家不一样的是，宗教、神学

a  基思·托马斯：《16 和 17 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芮传明、梅剑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35 页。

b  霍布斯：《贝希摩斯：英国内战缘由史》，李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 页。

c  霍布斯：《贝希摩斯：英国内战缘由史》，李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3 页。

d  霍布斯：《贝希摩斯：英国内战缘由史》，李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6 页。

e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曹帅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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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制人服从的权力，国家却可以通过强制来实现保护与服从。上帝给予

教会的，不是“强制性的权力”，基督的国劝人服从的只是一种“戒条和劝

喻”，信仰“不依靠强制或命令”（《利维坦》，第 397—399 页）。因此，一

切宗教只能劝告和训诫，而不能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迫使人们服从。当面临

服从上帝还是人的困难时，只需要明白“得救所必需的一切都包含在信基督

教和服从神律这两种美德之中”，明白了命令是来自上帝还是滥用上帝名义

的人，也就不会将上帝和人的命令互相冲突这种两难服从当作是叛乱和内战

的借口了（《利维坦》，第 474—475 页）。

综上，霍布斯的政治 - 神学思想和其对宗教的思考是密切相关的。宗教

源于人的恐惧，宗教的狂热又加剧了恐惧，国家必须独自掌握主权，运用其

强制力，才可能控制宗教，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为了实现保护与服

从，主权可以运用的手段是法律。

三、论征服：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 - 法律面相

从论征服和普通法的古老性 a 入手，可以切入霍布斯学说中的政治 - 法

律面相。如此，不仅可以串联起霍布斯不同时期的著作，还可以更好地看到

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本质。霍布斯的政治 - 法律思想和政治 - 神学思想同样重

要，他是“第一位同中世纪传统彻底决裂的近代政治 - 法律哲学家”（《法律

要义》，译者前言，第 5 页），“法律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他的政治思想之

核心，与他的整个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b。征服和17 世纪英格兰法律

具有直接关联，波考克（J. G. A. Pocock）关注英格兰古代宪法与封建法的

古老性，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征服在英格兰政治思想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

用。c 从征服的角度来看，17 世纪英格兰政治思想中国王的统治要么是建立

a  波考克语，参见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

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

b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9 页。

c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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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意的基础上，要么就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但霍布斯认为即使是征服，

统治也必须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只是，霍布斯对征服的看法，均不同于同

时代的思想家，因为其目的是构建保护与服从学说。

关于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的讨论，构成了 17 世

纪英格兰政治话语的核心之一，这一点在 17 世纪英格兰诸多派别的思想中均

有体现。a 实际上，不论是对立宪君主制还是普通法学说，征服理论都是致

命的。b 普通法学者甚至直接将普通法和议会关联起来，“国王与议会的关系

成为讨论的焦点，议会支持普通法和英国自由传统，王权则利用罗马法及前

一个时期欧洲大陆对主权的讨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c。霍布斯通过新的理论，

解释了征服作为一种权威，不是来自刀剑的暴力，而是来自同意的法律。对

征服的论述构成了理解霍布斯政治法学面相的关键切入点，霍布斯是从和普

通法学家的论辩中来阐述何为法律和法律的权威的，而对征服的看法构成了

普通法学家与各个政治派别论辩的关键点。霍布斯认为征服在历史上是切实

存在的，且征服影响了英格兰历史和法律的发展。普通法学家否认征服没有

意义，认为应该看到征服之所以能够获得正当的统治，是因为法律和法律权

威的真正来源其实是同意。

霍布斯非常重视征服的概念，他“总是愿意利用诺曼征服作为自己的论

据”，“霍布斯也利用了诺曼征服的概念”d，“缔约建立国家、被征服者同意服

从征服者，以及生殖，构成了一个人能够拥有对另一个人的人格支配权的三

种方式”e。征服本身并不能构成主权权力的基础，同意才是，没有同意的情

a  Robertson, D. B. ,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 of Leveller Democracy,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1, pp. 12-13; Woodhouse, A. S. P. , Puritanism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95-97.

b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9 页。

c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三卷）：铸造国家——16—17 世纪的英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89 页。

d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1、152 页。

e  陈涛：《主权者：从主人到代表者——霍布斯的主权理论的发展》，见许章润、翟志勇主编：

《人的联合：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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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导致的是奴役，是“一种专制形式”a。征服是一种强力，取得同意之后的

征服才和社会契约一样构成了统治的正当性基础。霍布斯之所以参与到对征

服的讨论中去，就其历史背景而言，一是因为在当时的学术争论中威廉征服

的是否存在关系到普通法的权威问题；二是因为当时议会强迫效忠宣誓，涉

及强力是否能够获得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问题。霍布斯旨在论证征服是如何

能够获得同意从而在主权和人们之间树立保护与服从的政治义务。在《法

律要义》中，霍布斯直接阐明，征服就是以强制的方式产生国家（《法律要

义》，第 112、119 页）。在《对话》中，霍布斯在论主权时直接提到了诺曼

征服，认为人们将诺曼征服看作是一种“英国人的耻辱”的推理是有问题

的。b 霍布斯直接将征服和法律联系了起来：被征服之后，法律肯定跟着变

化了（《对话》，第 23 页）。霍布斯在《对话》中关注的征服者的法律、服

从、土地和财产的保有、封号等要素，均是普通法学家所关注的。在《贝希

摩斯》中，霍布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征服，但却阐述了“主权交替的过程”，

这些过程体现着由于宗教纷争导致的内战中主权更替，也表明为何以武力更

替的主权能够获得服从。c 在《论公民》中，霍布斯阐述了由战争胜利得来的

征服，战败者对胜利者表示服从，“他所承诺的好处是听命和服从。通过这种

承诺，被征服者为胜利者尽可能绝对地提供服务和服从，除非是有违于神的

律法的事”d。在《利维坦》中，并没有直接以征服为标题的章节，但是《利

维坦》却是霍布斯论述征服最多的著作。《利维坦》中和征服直接相关的章

节是第二十章，其他关于征服的论述则散落在各个章节中。在《利维坦》的

“综述与结论”中，霍布斯对征服（conquest）的定义是“征服就是根据胜利

取得主权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由于人民臣服而取得的，他们通过这种臣服和

战胜者立约，为获得生命和自由而允诺服从”（《利维坦》，第 574 页）。霍布

斯对保护与服从学说的论述，其实是在表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说是被

a  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22 页。

b  霍布斯：《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家的对话》，毛晓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4 页。下文引用此书时直接在引用后用（《对话》，页码）标明。

c  霍布斯：《贝希摩斯：英国内战缘由史》，李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34—245 页。

d  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 页。



—  76  — —  77  —

　　法律与神学

征服了，以及征服的性质和征服者的权力究竟是什么”（《利维坦》，第 573

页）。之所以关注征服，是因为英格兰经历的内战有着和诺曼征服一样的性

质：核心问题是保护与服从。一个人自由的时候才能服从、个人服从的是征

服者的法律，这种服从必须是明确的表示，服从的目的是获得保护。

征服与普通法是直接存在关联的，诺曼征服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法律。如果诺曼征服存在，那么英国国家主权就必

须面对这个历史问题，而英国的普通法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普通法学家爱

德华·柯克（Sir Edward Coke）强调法律乃不变之习惯，马修·黑尔（Sir 

Matthew Hale）强调这种习惯的适应性，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强调英格兰普通

法传统和议会的古老性、连续性和不可追忆性。要强调法律和议会的这些特

性，必须坚持的共同点是“不承认威廉征服，至少是不承认这种征服破坏了

古老法统和议会的连续性”a。普通法，即习惯，承认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其

实就是承认习惯的权威。习惯的本质就是不可追忆的（古老的），“习惯是如

此古老又如此新颖，它们总是不可追忆的，又总是完美地及时更新的”b。普

通法学家试图借用普通法的古老性来对抗国王的绝对权力，强调古老的传统

和自由，以限制国王的权力。对普通法传统的强调，不仅仅是由法律对权利

的声张，还包括法律的古老性对自由的声张。c 前者类似于霍布斯的思路，

即以权利入手思考“保护与服从”；后者则是普通法学家的思路，强调普通

法的权威，以此对抗君主的绝对权力。普通法强调其古老性，也就强调了其

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因古老性而自然带有权威，同时也批驳了

君主在法律上的权威，更进一步强调了民族性：追溯日耳曼人的古老自由，

否认诺曼人的征服。之所以普通法因古老性而具有权威，是因为古老性构成

了法律的权威来源，这种权威可以限制绝对王权。借用普通法的权威来塑造

法官权威的至高无上性，经由柯克、黑尔等普通法学家的发展，极大地挑战

a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 2 页。

b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 页。

c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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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王乃至是主权的权威。17 世纪英格兰对法律话语的讨论，将几乎所有的

著名思想家都牵扯了进来，其中就包括霍布斯。a 这个法律讨论的核心问题

是：什么权威使得法律具有权威？普通法直接将征服和议会之间关联了起来，

构成了独特的政治 - 法律视角。但问题是，普通法学家并没有阐明：法律的

古老性为何能够要求个人服从？

霍布斯深究了这个问题，也只有霍布斯逻辑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

普通法诉诸和强调古老性这一点时，在作为法律的古老性权威和主权者的单

一权威之间，就不再有中间选择了。英格兰普通法中，“效忠界定了所有的臣

民与国王的关系”b。换句话说，普通法体现的内涵，和霍布斯关注的“保护

与服从”主题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霍布斯通过制定法来确认法律权威的

来源，柯克认为普通法就是理性，但是法官的理性是一种最高等级的理性 c，

由此一来，法官的理性处于理性的最高等级，从而拥有了权威。因此，法官

的权威是普通法赋予的，即使国王也无法达到这种普通法学家借助普通法达

到的完满性。法律的起源问题是次要的，是因为排在起源之上的是智慧，普

通法中“智慧比起起源来，具有更高的权威”d。普通法因其不可追溯而自带

权威，为了论证普通法的古老性，柯克必然试图减少或者直接否定征服的存

在。e 黑尔看到了英国的法律（含教会法）的认可来自议会，从而也把议会

和教会结合起来了，其结合的根源就是对法律的接受和认可赋予了法律权

a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4 页。

b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 页。

c  Berkowitz, David S. & Thorne, Samuel E. , Classics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 in the Modern Era, I 
Inst. ,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9, 97b。柯克对法律是最高等级的理性和法官的学识具

有超越常人的权威，国王也需要服从法律，可见于 Berkowitz, David S. & Thorne, Samuel E. , 
Classics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 in the Modern Era, I Inst. ,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9, 
62a; George Wilson （ed. ）, The R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etc. Dublin: J. More, 1793, 12 
Reports, p. 63 等中的论述。

d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

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2 页。

e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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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a 国王可以不同意域外法律的权威，但只要是议会接受之后就可以使得

教会的法律成为国内法。如果 11 世纪的诺曼征服是存在的，法律沿袭自征服

者的带入或者是创建，那么法律就是可追溯的，就失去了因其时间久远而自

带有的权威。对 17 世纪的英格兰人来说，土地都是“由国王根据效忠和服

从的条件而享有的”，法律就是这种效忠和服从的体现。如果征服存在，那

么自由就必然受到国王的限制。如果征服不存在，古老的自由就可以得到声

张。b 因此，征服构成了理解普通法权威的关键所在。

霍布斯与普通法之间争辩的渊源颇深，本质上是在关注普通法权威的

来源。实际上，法律的制定是一码事，法律的适用是另一码事。这在《利

维坦》中直接有所体现，而且是《对话》的主旨。c 在《利维坦》中，霍布

斯两次指名道姓批评柯克的言论是以法律为宗教的罪恶声张，直接斥普通

法学者为无知。d 在霍布斯看来，普通法学说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法律

内容，而且妄称法律的权威。霍布斯在《对话》中也将那些将自己关于法

律的意见视为权威的人看作是主权权威的篡夺者。征服和普通法的关联在

于，征服的存在决定着普通法的生死存亡。普通法是否具有权威，又直接

关联着国王或者议会的主权，从而有关征服的争论不得不出现在 17 世纪英

格兰任何有关国家理论的论述中。征服成了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

家必须回应的议题。正如征服和普通法之间的关系链一样，不承认诺曼征

服，或者是不承认征服破坏了议会的连续性和古老权威，普通法的权威也

就不能得以存续。这实质上是普通法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在都铎王朝时期，

议会似乎承担了人民的意见，议会法令似乎必须得到人民的服从。e 在英国

早期现代国家的构建中，议会和法律对绝对王权起着支撑性的作用。但是

a  马修·黑尔：《英格兰普通法史》，查尔斯·M. 格雷编，史大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9 页。

b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197 页。

c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 页。

d  见《利维坦》第十五、第二十六章。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76—77、111、210 页。

e  Elton, G. R. , 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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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时期，“当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不能遏制王权的无限膨胀时，‘王

在法下’和‘王在议会’就成为英国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和动力之

源”a。征服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来说是普通法和议会之间的关系：

征服直接关联着普通法，普通法则关联着议会主权的合法性。进入 17 世

纪之后，议会与法律传统成为英国政治的特色之一。b 此时，普通法不再

能独自维护自己作为某种主权者的地位，而是借助议会的主权来维护自己

的权威。c 实际上，议会和国王在 17 世纪 40 年代的争端本是可以和平解决

的，因为当时绝对王权的反对者几乎都不认为“自己不忠于国王”，这些反

对者只是希望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传统的宪法限制”。d 这里所谓的宪法，

其实就是普通法。

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明智地观察到，霍布斯写作《利维坦》时

期英国政治环境的不同寻常：“写作《利维坦》时，事件已经发生急剧、深刻

的变化。”e 在这种环境下，阐述征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对历史上存在的威

廉征服的回应，还包括对时局变幻中应当服从哪一个政治主权权威的构想。

换句话说，不论是议会主权、国王主权还是护国主的主权，人们必须找到一

种学说来适应这些由武力（征服）进行的主权更替。如何服从，为何服从，

是必须解决的时代难题。柯克只回答了“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从来没有关

注政治思想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谁来统治，柯克“甚至从来没有说过应由

法律来统治”f。然而，柯克的普通法学说后来直接被布莱克斯通引用做支持

议会主权，从而，通过柯克的普通法学说，征服—普通法—议会之间直接关

a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三卷）：铸造国家——16—17 世纪的英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2 页。

b  Schwyzer, Phillip,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

c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曹帅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 页。

d  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二卷）：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苗

文龙译，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1 页。

e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曹帅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45 页。

f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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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起来了。a《对话》可以说是“霍布斯政治哲学里的‘政治 - 法律’之翼”

（《对话》，译者导言，第 3 页）。考察《对话》，可以很好地理解霍布斯对议

会与普通法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对话》中，霍布斯分析了以柯克为代表的

普通法学说，认为普通法学家的思想“无疑是导致臣民不服从和国家动荡的

又一根源”，必须加以批判和改造（《对话》，译者导言，第 5 页）。也是在

《对话》中，霍布斯分析了“王在议会”传统：国王作为主权者“不能因为国

会制定的法律而丧失保护人民的力量”（《对话》，第 10—11 页）。霍布斯反

对普通法学家所言，“人人可以据此声称任何一部法律违背了理性，从而为他

的不服从制造借口”（《对话》，第 18 页）。法律，是主权权威制定的，哪怕

这个主权者是一个征服者，“制定法是由权威制定的……它因降服而顺从于

英格兰的征服者以及其他任何国家拥有主权的人”（《对话》，第 35 页）。普

通法的古老性并不意味着具有主权权威，由此，霍布斯推翻了柯克故意削弱

国王权威的企图（《对话》，第 66 页）。在征服—普通法—议会之间存在着

的关联，本质上是询问谁拥有保护与服从权利的论争。

从普通法角度来看，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或政治的，而是

与人有关的、自然的，即臣民对国王的服从和效忠是与生俱来的，国王对臣

民的保护与统治也是与生俱来的，且通过王位可以继承，因此这种不可追溯

的与生俱来的权威是不需要重新论证以明确其权威的来源。b 实际上，柯克

始终是从合乎自然的角度来阐述保护与服从的。柯克的这种论述诉诸古代却

阐释了一种中世纪的观点，即自然法早于臣服义务，更早于王国的法律，因

此普通法强调的是臣服义务而不是政制。c 黑尔也认为必须回应征服与普通

法之间关系的问题，“对黑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最大的法律史问题就是诺曼

征服”d。就法律而言，如果得益于某个征服者的存在，那么就一直得益于征

a  Berkowitz, David S. & Thorne, Samuel E. , Classics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 in the Modern Era, IV Inst. 
,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8, p. 36.

b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3、56 页。

c  Wilson, George （ed.）, The R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etc. Dublin: J. More, 1793, 7 Reports, p. 25.
d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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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的意志。普通法必须否认征服的存在，议会要借助普通法来证明自身的

正当性，也必须否认征服的存在。这样，征服就成了理解普通法和议会关联

的核心。a 虽然普通法和议会之间还存在着某些差别，但是其共同点是关键，

分歧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当确保了议会的主权，普通法的权威也能得到确

认。霍布斯否定征服，否定普通法的不可追忆性，也就否定了议会的主权。b 

由此，否认征服的存在，不仅否认了普通法和议会的不可追忆性，也否认了

议会主权，更是确立了国家主权。将主权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霍布斯实现

了政治思想上的彻底革新。

四、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思想基础：
政治 - 神学与政治 - 法律

综上，研究霍布斯的保护与服从学说可切入的视角有两个：政治 - 法律

和政治 - 神学。政治 - 法律面相涉及征服、普通法和主权的法律，政治 - 神

学面相则涉及宗教。通过征服和宗教，两个面相最终又统一于国家通过法律

和强力来统治的正当性之中，为保护与服从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因此，从

霍布斯的保护与服从思想入手，可以看到霍布斯关注的几大问题。

第一个是权威问题：古老的权威直接涉及法律的不可追忆与权力在世俗

与教会间的归属。利用古老的法律来论证权力正当性，这在 17 世纪英格兰大

行其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c 当普通法追溯一种久远的古老性的时候，

论证的是普通法自身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在霍布斯时代，能够赋予“立法”

的议会和“司法”的法官以独立的区别于主权的权威。与此同时，对古老性

的强调，也体现在教会和国王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话语中。d 法律和宗教之间

a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7 页。

b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9 页。

c  马修·黑尔：《英格兰普通法史》，查尔斯·M. 格雷编，史大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编者导言，第 15 页。

d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三卷）：铸造国家——16—17 世纪的英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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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是非常紧密的，普通法学家可以和宗教结合起来，利用法律的古老性

来论证自身权威。关注一下在 17 世纪英格兰教会和议会之间的关联，就不

难明白为何以普通法之古老性为权威的议会，和宗教的争端息息相关。a 古

老的自由和这些司法决定的文件，本质上是不可追溯的存在，这种存在可以

奠定普通法的权威。议会如果借有了这种权威，其本身就是具有权威的。就

这样，普通法和议会不谋而合，一起同国王争夺主权权威。内战发展的另一

个特点是，英国法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普通法的重要性在于：普通法

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b 霍布斯是从法律和神学的角度阐述其理论，“霍布斯

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自然状态和主权——恰恰就是旨在不仅摧毁那些主

张神职人员具有政治权威的说法，也摧毁那些主张精通普通法的人士具有政

治权威的说法”c。施米特的霍布斯研究进路，实际上就是从政治-法律入手，

得出了国家神学的结论。这也是本文为何将政治 - 法律和政治 - 神学两个视

角关联起来，并且将前者视为基础的缘由。从普通法的古老性转变到议会的

古老性，并不是同时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法律权威的实现，最

终借助的恰好就是议会的权威。因此，要否定普通法和议会相对于国王的权

威，就必须否定普通法（习惯、先例等）的古老性。在普通法和教会相结合

的思想论争中，议会是二者结合的组织体现，法律和神学则是二者互相支撑

的思想基础。要想参与并且驳倒这个论争，霍布斯必须同时面对两方面的压

力，以构建其政治 - 法律和政治 - 神学的思想大厦。

第二个问题是自由问题：法律的严苛与宗教的不宽容挤压了个人自由的

空间。宗教神学的背后关联着权威与信仰，代表着霍布斯保护与服从理论的

政治 - 神学面相。无论如何阐释 16、17 世纪欧洲思想家的国家理论，人与

神的本性和关系问题都“具有核心的重要性”d。实际上，在霍布斯学说中，

a  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二卷）：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苗

文龙译，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013 页。

b  Keeler, Mary Frear, Cole, Maija Janson & Bidwell, William B. （eds.）, Commons Debates 1628, Vol I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4.

c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6 页。

d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53 页。

法律与神学



—  84  — —  85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人才是论证的中心，正是因为人害怕死亡才遵从理性从而同意被国家统治。a

相比于其之前的思想家，霍布斯反对经院哲学塑造的神学理性和公义的世界，

也反对人文主义所提倡的人可以通过获得荣耀而被上帝解救，更反对宗教改

革及其反对者对“为神而死”的狂热。从政治 - 神学面相而言，霍布斯的目

标仅仅在于，“消除暴力，保障我们的安全，增进我们的幸福”b。恐惧是衔接

征服（普通法）和宗教神学的关键点。在征服取得的主权中，能够达成同意

的缘由是恐惧，不仅仅是臣服者对征服者的恐惧，还包括征服者本人对臣服

者的恐惧。在社会契约取得的同意中，则只有臣服者个人彼此之间的恐惧。

但是无论是哪种恐惧，本质上都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征服中最

为突出。但是人为什么会恐惧，则和宗教中恐惧的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教会无法借助自身权力来挑战主权权威，教会唯一能够借助的是普通法的权

威，并且将自身的教会法融入普通法之中。普通法的严苛，却没有为宗教自

由留出空间，反而助长了宗教不宽容。同样，普通法也试图提高法律的严苛

性和神秘性，通过制造恐惧来维持统治，“刑罚过于频繁而使其为人熟悉从而

不再恐惧”c。《对话》中就阐述了刑罚的残酷性和随意性。与其说是恐惧构成

了霍布斯学说的基础，不如说是摆脱恐惧构成了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

基础更为准确。霍布斯构建主权，其目的就是为了防范人们堕入战争状态

的恐惧之中。d 同样地，从法律的角度切入《利维坦》和《对话》，可以看

出霍布斯既强调了主权的严苛，又强调了主权的仁慈。e 主权的严苛，是为

了防范法律和神学的严苛，后两者不仅挑战了主权权威，而且造成了严重

的恐惧。教会和法律的结合，加强了恐惧的普遍性和极端性，最终导致的

是战争。要想解决这种普通法和宗教相结合带来的恐惧，关键点就在于通

a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55—56 页。

b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71 页。

c  Berkowitz, David S. & Thorne, Samuel E. , Classics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 in the Modern Era, III 
Ins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9, epilogue.

d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2 页。

e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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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主权确立明确的法律、权利和自由。霍布斯一直关注由征服带来的对统

一主权的需求，这种需求必然推动国家的统一，反对权威的分散化。a 要想

消除横死恐惧的根源，构建一个和平的环境，主权就必须同时统治教会和国

家。b 统治教会，是霍布斯政治 - 神学的面相；而统治国家，主权者能够倚

靠的其实是法律。这样，政治 - 法律和政治 - 神学的两条思想进路得以统一

起来，共同构成了霍布斯保护与服从的思想基础。这个统一的核心，是法律，

即服从主权的法律。由此，国家通过法律来限制个人自由，也为个人自由提

供存续的空间。

霍布斯论述征服，讨论的是普通法的权威问题，代表着保护与服从理论

的政治 - 法律面相，目的是强调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明确性，不仅限制了

主权的任意性，而且使得权威统一，人们的恐惧感来源集中化、单一化。法

律如果没有明示或被人了解，“法律对于他根本就不是法律”（《利维坦》，第

210—211 页）。主权者权力也是确定的，“主权者是其臣民所恐惧的一种看

得见的权力”c。在17 世纪的英格兰，相比于普通法学者试图回答的是“法律

是什么”，霍布斯则试图回答法律权威得以产生和维持的来源——“谁来统

治”——主权。征服给统治权力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征服本身并不能获得统

治正当性，只有建立在个人服从基础上的同意才构建了统治正当性。d 这种

同意的存在，不是因为征服带来的刀剑，而是刀剑使得同意成为可能。对于

王位空缺时期的“效忠之争”，霍布斯认为经同意而不是刀剑来解决政治危

机，因而得以重构保护与服从的史诗般理论：“总结了时代的知识潮流并被用

来解决时代的主要危机的理论。”e 法律构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和实现臣民自由

的手段，所以法律必须是明晰且可理解的：法律关乎未来的行止，必须提前

a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曹帅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 页。

b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21 页。

c  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

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7 页。

d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0 页。

e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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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文形式宣告（《法律要义》，第 203、207 页）。主权不可能违反自然法和

神法，但是自然法和神法不足以维持和平与安全，所以需要制定法。法律必

然是公正的，“法律的制定必须以能通过强制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和平服从为标

准，其手段是通过震慑那些将要通过非法行为违背契约的潜在罪犯而得到服

从”a。同意和强制需要并用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治。只有同意国家统治无法

维持，只有强制则是非法的统治，同意和强制并用才构成了国家统治的正当

性。如果想进一步研究霍布斯的保护与服从，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

保护与服从，如何保护，为何服从；在构建的保护与服从思想中，国家的权

力如此绝对化，个人自由如何得以与国家权威实现平衡。溯及现代国家起源，

不应忽略的是，法律和神学在有关现代国家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在政

治 - 法律方面，霍布斯强调法律的明晰性。在政治 - 神学方面，霍布斯强调

无强制即自由。在神学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国家得益于宗教信仰的变化。塑

造现代性和现代国家理论的过程中，宗教信仰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个关键的

要素。b《利维坦》就是综合政治- 法律和政治- 神学视角的经典著作，“《利

维坦》能够充当解决内战核心处的政治神学问题的基础”c。总而言之，在个

人领域，善恶的判断是必然存在的，于是美德成为个人道德的核心；在国家

领域，则完全不同，秩序才是国家主权的核心。

从论征服的角度切入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 - 法律面相，从宗教

的角度切入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 - 神学面相，可以很好地理解霍布

斯国家学说的本质：自由与必然相容，也与强制相容。本文就是力图做这样

一种尝试。无论是政治 - 法律面相还是政治 - 神学面相，霍布斯的保护与服

从，是在明确法律权威来源和控制激情以确立个人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塑造现

代国家的：同意加强制才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础，而法律只是治理的手段，

且其权威来源于主权，而不是宗教或普通法。正如霍布斯强调的，和平的获

a  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18 页。

b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 页。

c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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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激情和理性的共同结果，而不仅仅是其中一种。政治 - 法律面相，是法

律可以直接加诸人的自然身体；政治 - 神学面相，是法律加诸人的政治身体。

二者统一于主权，才可能实现保护与服从。国王可能是个好君主，也可能是

个暴君，但是相对于法律家和神学家而言，国王权威是单一的、法律是明晰

的，在此种思想路径下去理解霍布斯的保护与服从学说，才可能更好地理解

霍布斯的本意所在。

五、结论

就个人自由而言，国家只关心和针对个人的行为，不涉及其内心。严

格说来，人心无法控制。即使是宗教，也不能强制人的良心和内心，而只能

“劝诫和教诲而已”；但这并不是说个人就可以凭其个人良心而随意自行其是，

“国家所以自相分争，莫不源自个人皆从其私见、良心而自行其是之故，由是

争则不安”（《法律要义》，第 158—159 页）。很明显，霍布斯不同于提出关

注内心自由的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也不同于从斯宾诺莎的角度解

读霍布斯的施米特。霍布斯很清楚地知道，个人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知晓的，

更不用说控制人的内心了（《法律要义》，第 173 页）。因此，只能通过控制

个人的行为来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自由与必然相容，“在霍布斯那里，契约

论变成个人寻求一般性的自由的工具，这里的自由可以是政治的、个人的以

及宗教的。因此，任何与和平没有冲突的自由都是可容许的”a。强制和自由

构成了理解霍布斯这种涉及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利——保护与服从学说的两大

支柱，而征服（普通法）和宗教（神学）学说是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两

大思想基础。霍布斯所有的目的，“声称要说明的不过是有关政府和服从关系

的学说所必需的一切而已”（《利维坦》，第 548 页）。

因此，当施米特从法律的视角切入霍布斯思想研究时，深刻地抓住了霍

布斯国家理论的本质：霍布斯构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保护与服从。也就

是说，霍布斯关切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施米特认为，在霍布斯

a  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3 页。

法律与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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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矛盾，个人自由的内外之分可能导致利维坦死亡。从这一

角度出发，施米特批判了自由主义的中立国家理论，而这一批判与其独特的

问题意识是直接相关联的。然而，从霍布斯的视角出发，施米特得出的结论

却是神圣化的、要求绝对服从的国家，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霍布斯保护与

服从的议题极少得到学界的直接关注，施米特为我们切入这一议题提供了两

个绝佳的视角：政治 - 法律和政治 - 神学，以此开启了新的霍布斯研究路径。

但是，只要回归霍布斯本人的文本（如《利维坦》）和关注的问题（如自由、

权威）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霍布斯的保护与服从学说，实际上是从个人

自由出发来构建国家，国家存续的目的是为个人自由提供保护，而个人服从

的前提也是国家能够提供保护。保护才是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核心，而不只是

强调个人的服从。通过契约、法律、国家权力、代表和自由等一系列与个人

直接相关的要素，霍布斯跳出了宗教神学和普通法等古代政治学说的窠臼，

确立了其国家学说的现代性。

政治及公共管理制度研究 

Study on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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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

a

周  强　周英慧 ** b

摘　要：民众的政治态度或曰民意对于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民意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传统的社会经

济地位决定论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做过大量的论述，

其观点之一认为有产者会更倾向于社会的稳定和更少的财富再分配。然而，

传统理论对于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资产专用性可以理解

为一种资产在短期内从现有形态转变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现金的能力。本文

通过理论分析阐释了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民众对于社会稳定和民主决策的

态度，发现拥有专用性资产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维护组织稳定的倾向和降低人

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这是因为组织稳定和决策过程更具参与性分别

会保持和降低专用性资产的价值。本文将房产视为专用性资产的典型，利用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查》（BAS 2017）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

验证了理论假说。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政治态度；社会稳定；民主决策

Abstract: Public opinions or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people are critical to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产属性对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

究”（项目号：15BZZ 027）的研究成果。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组织的《北

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查》，调查项目负责人为沈明明、杨明、严洁。

**    周强，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及

全球治理等；周英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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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process and public policy-making, studies on such topics constitute a 

fertile area for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theorie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have traditionally emphasized asset ownership. They argue 

asset owners tend to favor social stability and less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However, 

traditional theorie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asset specificity,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ability of an asset to convert in short term from its current form to 

cash, which has the highest mobility. We elaborate on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bout how asset specificity can affect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predict that ownership of specific assets w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itizens’ preference for social stability, while significantly 

decrease citizens’ support for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Using 2017 Beijing 

Area Study （BAS） survey data, we are able to confirm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Key words: Asset specificity, Political attitudes, Social stability,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一、导言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a

2000 多年前的孟子敏锐地观察到普通人在“有”或“无”恒产的两种状

态之下，将有不同的态度及行为。在他理想的仁政之中，假若君王可以使得

普通人保有并享用“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的话，那么国家将几乎达到

儒家所向往的完美境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b

经过数千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变到今天，孟子的政治观依然可以对

现代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孟子的民本思想提示我们，为

了实现更优的国家治理，除了从作为治理者的国家机器的角度探寻提高行政

a  《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54 页。

b  《孟子集注卷五·梁惠王章句上》，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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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减少腐败和浪费、优化管理制度等举措之外，还可以从作为被治理者

的社会成员的角度进行反转思维。要达到以更合理的社会成本实现多数社会

成员服从和配合国家治理，我们有必要对于社会成员普遍性的政治态度有更

深的认识。政治态度由何而来？它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对于不同

议题的政治态度有何区别，原因是什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之中，孟子对于

“有”或“无”恒产的不同后果的观察给了我们启发。本文认为，社会成员的

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成员们拥有资产的多少，以及所拥有资产的

专用性程度高低共同塑造，资产所有权和资产专用性能够以各自独立的路径

深刻地影响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稳定性，以及财富再分配政策的态度。

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已经就资产所有权对社会成员政治态度的影

响做过透彻的论述，简言之，有产者会更倾向于社会的稳定和更少的财富再

分配。然而，传统理论对于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资产专

用性可以理解为一种资产在短期内从现有形态转变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现金

的能力。例如在短期内，企业家拥有的机器厂房和金融家拥有的银行债券，

各自的变现能力是不同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推断出的有产者的政

治态度实际上隐含了“高”资产专用性的假设，即资产无法在短期内变现时，

有产者会更倾向于社会的稳定和更少的财富再分配。然而当他们的资产专用

性逐渐减弱时，有产者对于社会稳定的偏好将不再那么强烈，并且对于财富

再分配的包容心可能会上升。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提出资产专用性影响政治态度的理论。在这一

部分中，我们首先将简要论述政治态度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说明政治态度可

能会显著地影响政策。然后引入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分析资产专用性和社会

经济地位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接下来的理论部分将分别论述资产专用性如

何通过机制影响民众对于社会稳定和民主决策的态度。将房产视为专用性资

产的典型，本文的理论可以引申出两个可检验假说：假说一，拥有房产能够

显著提高人们维护组织稳定的倾向；假说二，拥有房产会显著降低人们对

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第三部分利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

查》（BAS 2017）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验证了这两个假说。第四部分为总

结。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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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专用性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的
理论分析及假说

（一）政治态度与公共政策

民意或者说民众的政治态度对于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而民意与政治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以竞争性

选举为特征的政治体之中，政治人物需要获取政治制度规定的选民群体内

多数人的支持以获取权力。a 梅尔策（Allan H. Meltzer）和理查德（Scott F. 

Richard）利用中位选民理论研究政府的规模和再分配政策的程度。他们提

出，当合法选民的资格放宽时，中位选民将位移到较低收入、较低劳动生

产率的群体，从而导致再分配加大和政府的规模扩张。b 迈达（Anna Maria 

Mayda）和罗德里克（Dani Rodrik）对两组跨国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c，他们

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可以正面地影响各国民意中对于自由贸易政策的偏好，这

些因素包括个体层面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个体是否受雇于非贸易部门、个

体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个体较少地牵绊于邻里事务，和具有较少程度

的民族主义情绪。d 对美国政治研究形成的一般共识包括，共和制的美国政

体要求立法或行政机构的政治代理人由民众通过定期的投票选举产生。而即

使在选举后，政策变动仍然会相当程度上反映公众的政策偏好，因为政策制

定者会在选举压力之下对民意可能的变动形成预期，进而做出相应的政策迎

合。e 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国会和总统的党派倾向变化后，美国在社会

a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年版。

b  Meltzer, Allan H. & Richard, Scott F. ,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9, No. 5, 1981.

c  分别是有 23 个国家样本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和

有 47 个国家样本的第三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
d  Mayda, Anna Maria & Rodrik, Dani, “Why Are Some People （and Countries） More Protectionist than 

Other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9, No. 6, 2005.
e  Stimson, James A. , Mackuen, Michael B. & Erikson, Robert S. , “Dynamic Representation, ”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3, 1995, p.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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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防等方面的政府支出仍可以显著地被公众的政策偏好所解释。a 这种现

象甚至在非普选产生的司法机构中都有发生，如研究发现美国高等法院的判

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显著受到公众偏好的影响。b

在竞争性选举显得不那么重要的政治体之中，民意及民众对于特定政治

类议题的态度是否也会对于政策制定过程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呢？已有的研究

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比如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就探讨过民众可能用革命及叛乱作为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终极手

段。c 循着类似的研究路径，唐敏、呼和那日松和周强通过模型和实证检验

发现，假如威权型国家有太大规模的国有经济部分的话，此类国家在经济危

机的冲击之中更有可能发生政治联盟关系的重组，因为经济危机使执政联盟

中主导的政治精英有动机剥夺执政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商业精英的地位，

民意的反弹可能导致商业精英寻求与非执政联盟的普通民众结合为新的政治

联盟。d

（二）资产专用性、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与政治态度

当我们试图解释民意或政治态度的起源时，有一类文献认为人们的政治

态度主要由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所决定，也就是说，

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所导致的阶级与阶层的不同可能是人们对于重大政

治问题持不同态度的根源。

在这些传统的讨论社会经济地位的文献中，对资产的理解主要从所有权

（asset ownership）的角度出发，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主要由资产所有

权的不同衍生出来。如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劳工阶级，其政治态度与处于社

会经济顶层的资本家阶级有鲜明差别。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处于财富维度两极

a  Wlezien, C. & Soroka, S. N. , “Federalism and Public Responsiveness to Policy, ”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Vol. 41, No. 1, 2011.

b  Enns, Peter K. & Wohlfarth, Patrick C. , “The Swing Justi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5, No. 4, 2011；
范世炜、杨文辉：《国际贸易与美国公众政策偏好的转向》，《公共管理评论》2020 年第 1 期。

c  Acemoglu, Daron & Robinson, James A. ,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d  Tang, Min, Huhe, Narisong  & Zhou, Qiang, “Contingent Democratization: When Do Economic Crise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1, 2017.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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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的政治观点和可能的行为方式有重大的意义，但它也有自己的明显短

板。如对于处在财富维度中间部分的中产阶级人群（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这部分人群的比重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纯粹的社会

经济地位的解释就显得单薄乏力。

比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的不足就反映在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

推动民主化的学术讨论中。尽管不同的社会阶级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已经是

共识，但同一社会阶级内部同样可能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那些延续了摩尔

（Barrington Moore）a 与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b 观点的学者对中国

的中产阶级推进民主化进程持积极态度，如作为中产阶级重要成员的中国法

律人士通常有着强烈的追求政治自由与民主的倾向c；而持另一派观点的研究

者则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倾向于民主化d，且与国家政权有着紧密的政治经

济关系，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紧张会使其担心民主化导致现有政治经

济秩序瓦解，损害其既得利益。e

其他研究者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发现在中产阶级内

部不同群体对于公平、民主、政治支持等政治议题的态度具有较大的差异。f

如李春玲认为中产阶级内部既有保守主义价值倾向，也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

既有稳定器的作用，也存在民主化的倾向。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可以表现为安

于现状、较高的政府信任与国家认同感、对社会公正期望较低。自由主义的

政治态度多表现为希望变革、有更高的政治民主、追求社会公正与强调对弱

势群体的再分配。g

这些关注同一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的研究大多使用调查数据来刻画不

a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b  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c  Li, Cheng （ed.）, China’ 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d  Chen, Jie & Lu, Chunlong,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11.
e  Chen, Jie & J. Dickson, Bruce,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 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  娄春杰：《中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社会主义研究》2014 年第 1 期。

g  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 , 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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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群的不同政治态度差异，并按照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客观差别将中产阶级

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如将社会地位较高、具有更多技术禀赋或资本的人群划

分为“新中产阶级”，或者称为“上层中产阶级”，而其他拥有较少资本与技

术禀赋的人群被分为“老中产阶级”，或者“下层中产阶级”。a

然而，在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进行描述时，研究者们

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相比于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更具有社

会改造、社会变革意识，对于维持现有的组织稳定却并不热情。如张翼进指

出，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愿意承担社会改造风险b；李春玲也认为新中

产阶级更具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表现为更希望变革、民主化以及对弱势群

体进行再分配，而老中产阶级更具有保守主义倾向，更愿意维持现有组织稳

定，对社会公正期望较低并认同现有的社会分配秩序c。但是，另一部分研究

者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从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作为既得利益

者的上层中产阶级倾向于反对更进一步的再分配。d 盛智明也从社会流动的

角度提出，经历了向上流动或者预期向上流动的民众将拥有更高的政治信任，

对现有政治经济格局有更高的支持，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他们能够从现有的制

度和政策中获利，那么他们就倾向于维持现有的组织稳定。e

还有学者认为，按照客观经济标准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细分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其政治态度差异是片面的，因为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与

客观标准常常不能匹配，而主观的地位身份认知对其持有的政治态度有更直

接的影响。f

此外，现有文献对同一阶级内部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解释也受到了阶级

分析法的限制。由于现有研究采取的主要思路是通过经济水平与社会身份地

a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b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c  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 年第 2 期。

d  潘春阳、何立新：《个人利益，分配公平与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南方经济》2012 年第 11 期。

e  盛智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基于 CGSS 2006 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2013 年第 4 期。

f  怀默霆（Whyte,  Martin K.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 年

第 1 期；崔岩、黄永亮：《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社会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分析——兼议如何构建

主观阶层认同上的橄榄型社会》，《社会发展研究》2017 第 3 期；李升：《主客观阶层位置与社

会政治态度研究——兼论中国中产阶层的“稳定器”功能》，《社会发展研究》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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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中产阶级进行更细致地划分，对出现组织稳定倾向、民主化倾向的政治

态度差异的解释也局限于收入层次、社会流动性、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既

然中产阶级内部的组织稳定与政治态度（如对于民主化的态度）存在巨大且

难以说清的差异，那么也就很难将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政治态度做出严格

的分野。与此同时，也缺乏文献说明除了中产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内部是否

也存在较大的政治态度差异。

可以看到，大多数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的文献，其立论的

基础是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它们通常从资产所有权出发，然而却普遍忽视

了资产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即资产的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这导致它们

对于许多情形的理解和判断出现了不小的偏差。本文的贡献之处是从资产专

用性的角度对民众关于组织稳定与民主化态度的差异提出解释，并在这个过

程中把主观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认知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

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资产专用性及它的政治意义。资产专用性指某种资

产从一种使用形态转化为另一种使用形态的能力。通常的衡量标准是这种资

产从现有形态转化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现金的能力。资产专用性越高，短期

流动性越低。因此资产专用性与我们可能经常见到的另一个概念——要素流

动性 a——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高资产专用性等同于低要素流动性。

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于要素流动性以及一系列与此概念相关的问题已有大

量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经典文献 。b 比如在国际政治学的社会联盟理论

中，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就会出现以阶级分化为基础和以行业 /

部门分化为基础的研究路径。c 赫克歇尔 - 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

以及斯托尔珀 - 萨缪尔森模型（Stolper-Samuelson model）均假设国内的要素

a  要素流动性指的是要素所有者拥有的将其生产性资产转移到国内各个部门的能力，也可以被称

为跨部门或跨行业的要素流动性。最基本的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

b  K. Hill, John & Mendez, Jose A. , “Factor Mobility and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Produ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5, No. 1-2, 1983; Hiscox, Michael J.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nes, W. R., “A Three Factor Model in Theory, Trade, and History, ” in J. Bhagwati, R. W. Jones, 
R. A. Mundell & J. Vanek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London: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1971; Parai, Amar K. & Yu, Eden S. H. , “Factor Mobility and Customs Unions Theory, ”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5, No. 4, 1989.

c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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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足够高，故这个国家的社会联盟将以阶级为基础分化；与此相对，李

嘉图 - 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假设国内的要素流动性足够低，从而

导致社会联盟按照行业分化来展开。

众多的学者们研究发现国内要素流动性或资产专用性同经济发展 a、国

际贸易b、全球化c、国际收入再分配d、国内收入再分配e、国内政治制度的形

成f、国内政治势力的重组g、资本主义多样性h 等一系列问题有重大关系。自

然，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资产专用性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

（三）资产专用性与组织稳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新制度主

义经济学传统下发展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其基础之一就是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与维持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以及相应的交

a  Przeworski, Adam, “Political Right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Seminars, 2007.

b  Stolper, Wolfgang F. & Samuelson, Paul A. ,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 No. 1, 1941; Jones, Ronald W. ,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No. 6, 1965.

c  Frieden, Jeff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 
Working Paper, 2018,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jfrieden/files/the_politics_of_the_globalization_
backlash.pdf; Rodrik, Dani,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d  Milanovic, Branko,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in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 ” Global Policy, Vol. 
4, No. 2, 2013; Frieden, Jeffry A. & Lake, David A.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London: Routledge, 2002.

e  Rickard, Stephanie J. , “Broad versus Narrow: Explaining the Form of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5.

f  Iversen, Torben & Soskice, David, “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4, 2001.

g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Ikenberry, G. John & Hiscox, M. J.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h  例如，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特征之一源自主流劳动力的技能类型以及专用性在各国间的不同。自

由市场经济体（LME）强调通用技能，劳工因此而发展出可方便自己流转于多行业岗位的技

能；协调市场经济体（CME）强调行业专属技能，劳工因而发展出专属某行业的工作技能。

Hall, Peter A. & Soskice, David,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 in Peter Hall &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  100  — —  101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易成本有莫大的关系。a 资产专用性的大小直接导致了交易的发生过程中交

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大小。例如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会影响人们

的投资决定，而持续投资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最终将塑造人们的政治利益。假

如一种资产专属于某种用途，那么它的拥有者将会竭尽所能保证它继续用于

此种用途，同时以转换它的用途为目的的交易将很难完成。而如果某种资产

可以轻易地转换为其他用途，它的拥有者将不会激烈反对它的用途转换，这

使得交易可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将关于资产专用性的洞见应用到各种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尝试屡见不

鲜。比如，斯蒂芬·马吉（Stephen Magee）研究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

国国会众议院有关国际贸易政策的听证会。他发现，代表了行业利益的游

说团体充斥了贸易听证会，然而代表了跨行业利益的游说团体却屈指可

数。马吉由此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美国，资产

专属于特定用途的专用性远高于资产能跨用途转换的通用性。b 而这一美

国经济特征的后果就是，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更倾向于维护某些特定行业

的特殊利益，如航空业、信息业或农业，但对于跨行业的普遍利益却重视

不够，如对于低收入劳工的工资待遇和失业人群的救济补助。在政治领

域，当代西方有不少令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者费解的现象。如在不

少国家里，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劳工阶级却在政治上选择与代表资本家利

益的右翼政党结盟（比如在美国南方许多州里，收入并不高的劳工阶级是

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在另一些国家里，劳工阶级并非总是站在与自己

社会经济背景相近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的背后，而会去支持五花八门、背

景各异的政党（比如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常见的多党联合政府）。c 在政

治学者已经提出的众多解释之外，假如我们同时也意识到在西方各国劳工

群体的跨行业流动性（也即劳动力资产专用性的又一种叫法）有明显的不

a Williamson, Oliver,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b  Magee, Stephen, “Three Simple Tests of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 in Peter Oppenheimer 
（e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 Cork: Oriel Press, 1980.

c  Przeworski, Adam & Sprague, John, Paper Stones: An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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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a，而劳动力作为一种资产，它的资产专用性在各国间的不同与各国内部

的政党政治生态差异有高度的关联 b，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些所谓

的“令人费解”的现象。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著名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与资

产专用性息息相关。c 赫希曼对人们如何对待令自己不满意的组织有过精彩

的论述。他认为人们此时的反应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类，呼吁（voice）或退出

（exit）。其中，呼吁指的是人们通过各种非暴力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希

望通过这些表达推动组织向着自己期望的方向改变。而退出指的是人们用脚

投票，通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自然，已经退出的人们同

时也就丧失了直接影响组织的权利，也就是说，退出了的人们就不能再向原

组织“呼吁”了。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若一位对组织不满的成员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则

他将不太可能采取退出的方式，而更可能用呼吁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原因很简单，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使得他没法很容易地脱离组织一走了之，因

为这种退出的成本对他来说非常之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资产在此时

把他变成了组织的人质，他的选择余地不再如没有资产考量时那么宽松了。

但同样状态下若一位对组织不满的成员有很低的资产专用性，比如他可以很

容易地把资产变现并携带在身上，则他将很可能用退出而非呼吁的方式表达

不满；低资产专用性降低了退出成本。d

退出成本的高低决定了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忠诚度，高的退出成本迫使

a  Hiscox, Michael J.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b  Iversen, Torben & Soskice, David, “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4, 2001; Cusack, Thomas R. , Iversen, Torben & Soskice, Davi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Origins of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3, 2007.

c  艾伯特·O.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格致

出版社2015 年版；Hirschman, Albert O. ,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1978。

d  艾伯特·O.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格致

出版社2015 年版；Hirschman, Albert O. ,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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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留在组织内部，客观上就促成了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和保证了组织的稳定

性。从政治组织的角度而言，如果说大面积的成员流失会带来组织的不稳定，

那么使成员流失不会发生的特性自然是组织保持稳定性的保证。而从组织成

员的角度来说，假如退出成本很高且短期无法改变，那么在继续“呼吁”以

抗议组织任何侵犯自己利益的举措之余，成员同时会希望组织保持稳定性。

因为只有组织保持完整才可能使成员们的依附于组织而具有价值的资产保持

其价值，况且组织不稳定会带来一系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如关于资产未

来价值的大小、未来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未来组织的构建原则等），而不

确定性正是任何资产拥有者所厌恶的。

综上，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明晰的逻辑链条：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人们

较高的退出成本→人们对组织稳定性的更多支持。

很明显，如果能找到一种普通人关心的且足够重要的资产，而且这种资

产有较高的专用性的话，那么拥有这种资产与否将可能显著地影响普通人的

政治态度，包括对组织稳定的支持程度。

本文认为房产就是一种这样的资产。我们不难发现对大部分的普通人来

说，房产是贵重的资产，一处房产可能凝聚着自己甚至家人数十年的辛勤积

蓄，对于其价值的关注自然是应有之意。然而，房产的短期流动性又是很低

的。从它的贵重和低流动性来看，房产具有专用性资产的鲜明特征，那么我

们关于资产专用性的讨论就可以对涉及房产的相关问题有所启示。具体来说，

套用以上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拥有房产会导致人们从现有社会组织中退

出的成本升高，从而提升了人们对现有社会组织的支持度。

可检验假说一：拥有房产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维护组织稳定的倾向。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社会就是我们必须时时面对的一个组织。对这个组

织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的态度就成为我们对于本社会的政治态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文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将关注房产是否会对于其拥有者的政治态度

有显著的影响。类似的关切，国外文献已有所涉及。比如有美国学者发现，

国际贸易除了会如传统理论所述影响阶级或行业成员的经济利益之外，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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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响国际贸易涉及地区的房产价值，进而影响人们对于贸易政策的态度。

在出口行业蓬勃发展的地区，整体经济繁荣，房价上升，而使房主更支持国

际贸易。在进口替代很多的地区，整体经济萧条，房价下降，而使房主更反

对国际贸易。a 尽管政治态度与实际政策之间可能仍有较大的距离，但如前

文所述，政治态度很可能影响并且指引政策的制定，政治态度与政策间有很

强的相关性。b

（四）资产专用性与民主决策

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实践民主，以及实践什么样的民主，是世界各国都在

持续讨论的话题。然而当我们剥开表象，追根溯源，民主的经济意义可以用

以下这个简单却有概括力的模型来表述：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人民从

最穷到最富依次排列，那么政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以某种方式来决

定哪一部分的人群将会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c 一般而言我们的常识是左翼

的极权政府将把税赋重担压在富有的人群身上，而右翼的极权政府将把重担

压在贫穷的人群身上。如果我们假设人人都有政治选择权，那么民主就意味

a  Scheve, Kenneth F. & Slaughter, Matthew J. , “What Determines Individual Trade-Policy 
Preferenc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2001.

b  Mayda, Anna Maria & Rodrik, Dani, “Why Are Some People （and Countries） More Protectionist than 
Oth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9, No. 6, 2005. 尽管房产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然

而将房产与政治或政策的分析结合到一起的尝试，在国际学术界也还是个较新的研究角度（经

典论文例如 Scheve, Kenneth F. & Slaughter, Matthew J. , “What Determines Individual Trade-Policy 
Preferenc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2001）。就笔者所知，中国学术界较少

有类似本文这种分析角度的文章，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房产作为商品出现在现代中国人的生

活中时间并不长。1979 年中国第一处商品房住宅诞生，大约到 20 世纪 90 年代商品房市场才开

始逐渐兴起，房产的政治学意义可能渐渐才显现出来。二、作为本文核心概念的资产专用性应

用在政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在中文学术圈才刚刚开始（例如周强：《补偿何时能换来对全球

化的支持：嵌入式自由主义、劳动力流动性与开放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0 期；

周强：《劳动力流动性的内生化：一个党派政治的解释》，《世界政治研究》2019 年第 1 期），而

本文深入挖掘房产中蕴含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并进而分析其政治学上的意义，或许属于国内学界

的第一批研究尝试。

c  Alesina, Alberto, Roubini, Nouriel & Cohen, Gerald D. ,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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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位选民（median voter）将决定税收的政策。a 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政

治实践中可以看到，民主化是从少数富有的或有特权的人群垄断政治权力和

政策制定权逐步转变到由更大范围的人群参与决策程序。在此过程中，中位

选民的位置将不可避免地从较富有向较贫穷的方向移动。由于中位选民决定

的经济政策一定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则他们会在保持其他方面如税赋总量

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自己的税收，同时增加对更富有群体的税收。因此，对于

富有的人群而言，更大范围的民主决策意味着更多的且更穷的民众将进入决

策过程中，整体的社会政策将越来越向对于更穷的中位选民有利的方向移动。

更大程度的民主化通常意味着对于自己资产价值更多的再分配，所以除非他

们在其他方面得到足够的补偿，在基本面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富有人群

对于扩大民主决策的决策圈、引入更多的决策者、让中位选民更接近社会中

位，一般抱有敌视或反对的态度。大量的比较政治学文献与实证分析也支持

这一观点。b

中位选民理论可以对于资产专用性和民主决策间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启

示。民主化以及更为民主的决策过程会导致决策更有可能由中位选民做出；

进一步民主化之后的中位选民将是更穷的人，这导致其选择的政策将更倾向

于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对于房产拥有者而言，首先他们所拥有资产的专用性

更高，其次，拥有房产本身使他们跻身社会中更为富有的阶层，这两个因素

相叠加使得他们更厌恶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同时使得他们倾向于反对能够导

致此类政策实现的社会条件，如民主化。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预见房产拥有者的政治态度将趋于保守，他

们将倾向于维持房产的价值并厌恶资产再分配，以及对可能有助于形成资产

a  Alesina, Alberto, Roubini, Nouriel & Cohen, Gerald D.,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Meltzer, Allan H. & Richard, Scott F. ,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9, No. 5, 1981; Boix, Carles,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cemoglu, Daron & Robinson, 
James A.,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  Boix, Carles,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cemoglu, 
Daron & Robinson, James A.,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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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政策的政治民主化持保留态度。

可检验假说二：拥有房产会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

如同在许多国家一样，甚至在中国尤其如此的是，拥有房产几乎是证明

房产拥有者是属于富有人群一员的标志。这个判断在北京尤其正确。2017 年

北京的房屋均价是 57 768 元每平方米 a，假定每一处房产的平均面积是 70 平

方米，则此套房产总价值约为 404 万元，而 2017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59 660

元b，北京人均GDP 为128 994 元c，404 万元分别是2017 年中国人均GDP 的

约 68 倍、北京人均 GDP 的约 31 倍。显而易见，一套北京房产等同于一位普

通劳动者数十年劳动价值的总和d，因而将北京房产的拥有者视为富有阶层的

一员并不为过。那么我们关于拥有房产与对民主化决策支持度之间关系的预

测，也应当能够反映在拥有房产的北京市民身上。e

三、实证检验

（一）理论假说与数据描述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查》（BAS 

2017），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组织开展，调查总体是 2017 年

在北京市居住 6 个月以上、18 岁及以上中国公民。调查采用了“GPS/GIS 辅

a  《2017 年北京房价》，安居客（https://www.anjuke.com/fangjia/beijing2017/）。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9 年。

d  这里以 2017 年为例是因为距离本文实证数据调查年份的 2017 年最近。

e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大多数讨论资产专用性的政治学意义的文献来自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学

者的著述，读者很有可能留下资产专用性仅在西方（美国）政治制度下有效的印象，这些制度

背景包括合法化的政治游说或竞争性的选举。笔者认为这是受思维惯性影响形成的错觉。资产

专用性能够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既不囿于时代，也不囿于国家。资产专用性可以产生有意义的一

般性的结果，而本文接下来的实证检验是资产专用性政治学意义的体现的一个案例。类似的能

够观察到资产专用性的政治意义效果的案例还包括，19 世纪中期沙俄实行的农奴制改革提升了

劳动力的流动性，并深刻影响了俄国的政治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放松户口对于劳动

力流动的限制作用，有力促进了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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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区域抽样”方法，以单元格内人口数为规模度量，按照分层、多阶段的

PPS（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抽样方式进行选取，从而有效覆盖了

北京市内的流动人口。从总体上看，数据的有效样本约 2500 个。

在因变量的选择上，我们选取 BAS 2017 年问卷中的问题“家庭背景不

同的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机会也应该不一样。您是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

太同意还是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来衡量受访者对维持组织稳定的偏好，

并按照同意程度的递减排列，将受访者的回答分别赋值为 4 到 1。可以认为，

对这个观点的同意程度传达出受访者对维持现有组织稳定的偏好，认同程度

高，则意味着受访者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从而希望秩序和稳定继续维持。

将社会视为组织，房产所具有的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使得拥有房屋者面临着较

高的退出成本，因而希望社会组织能够维持稳定，以使得房产价值能够得以

保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假说一进行验证。

对于民主化决策偏好的衡量，本文选取问卷中的问题“穷人应该得到比

富人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境况。您是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还

是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并按照同意程度的递减排列，将受访者的回答

分别赋值为 4 到 1。对这个观点的认同程度高意味着受访者希望社会有平等

机会，使底层人民或穷人也有发展机会，认为底层穷人也应该有政治决策权。

而对于房产拥有者来说，穷人拥有更多的决策权意味着整体的社会政策将越

来越向对于更穷的中位选民有利的方向移动，房产价值面临着被再分配的风

险。因此，房产拥有者更有可能会对民主化决策持反对态度。a 这是本文第

二个待验证的假说。

a  本文的研究假设与选取的问卷问题可能被批评存在构念效度较低的问题，即问卷问题不能精准

刻画本文所要研究的因变量。但是出于对敏感性等因素的考量，调查问卷在询问组织稳定与民

主化决策相关的问题时不得不为了样本的有效性做出权衡取舍，牺牲了一定的构念效度。本文

认为“家庭背景不同的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机会也应该不一样”在逻辑上与受访者对维持现有

组织稳定的偏好具有一致的方向；“穷人应该得到比富人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境况”能够刻

画出对该观点认同程度高的受访者希望社会有平等机会，使底层人民或穷人也有发展机会，在

逻辑上与认为底层穷人也应该有政治决策权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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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因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分类 占比 频数 样本数

组织稳定

非常同意（4） 20.38% 476

2336
比较同意（3） 24.53% 573

不太同意（2） 39.94% 933

非常不同意（1） 15.15% 354

民主化决策

非常同意（4） 0.43% 10

2336
比较同意（3） 4.02% 94

不太同意（2） 50.34% 1176

非常不同意（1） 45.21% 1056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是否拥有房产，选用问题为“请问您家现在的住房是

单位分的公房、买的单位公房，按商品价格买的房，自家私房，租房管局或

私人的房，还是什么别的情况？”，将买的单位公房、按商品价格买的房、

自家私房归纳为“有房产 =1”，其余为“无房产 =0”。

本文同时考虑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现代化理论及民主化理论都提到社

会经济状况会对于人们的政治社会化有重要作用，并进而影响人们对于民主

等政治事务的态度。a 于是我们把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生

活水平、社会地位等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对于户口类型，我们将受访者

的户口分为“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与“无北京市非农业户口”两类。调查

还询问了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生活地位以及家庭生活状况在社会中属于什

么水平。受访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 1 到 10 的量表衡量，分别表示由底层

到上层。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将 6 到 10 编码为 1，表示较高的社会地

位，将 1 到 5 编码为 0，表示较低的社会地位。家庭生活水平得分 1 到 5 分

a  Lipset, Seymour M. ,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Glassman, Ronald M. ,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Chen, Jie & Lu, Chunlong,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11.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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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由“低水平”“中下等水平”“中等水平”“中上等水平”到“上等水平”

递增，在数据梳理过程中我们将 3 到 5 分编码为 1，表示家庭生活处于中高

水平，1 到 2 分编码为 0，表示较低水平。

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展示在表 2 中：

表2　自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分类 占比 频数 样本数

房产
有房产 60.70% 1418

2336
无房产 39.30% 918

性别
男 43.58% 1018

2336
女 56.42% 1318

社会地位
高 82.27% 1921

2336
低 17.73% 414

生活水平
低水平 42.42% 991

2336
中上等水平 57.58% 1345

户口类型
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 69.86% 1632

2336
无北京市非农业户口 30.14% 704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年龄 51.123 0.346 2336

受教育年限 10.865 0.076 2336

（二）实证模型与回归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将要验证两个假说：假说一，拥有房产能够显著提高人

们维持组织稳定的倾向；假说二：拥有房产会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

度。本文的自变量“是否拥有房产”是由定类变量转化而来的虚拟变量，两个

因变量“组织稳定偏好”与“民主化决策偏好”为定序变量，因此不能使用最

小二乘线性回归（OLS）。当自变量为定距或定比变量，因变量为定类或定序

变量时，我们可以使用有序逻辑斯蒂（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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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斯蒂回归能够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

情况下，自变量的变化会导致因变量的某一种属性的发生比的变化是多少。

这里的发生比指的是事件发生的概率（p）与不发生的概率（1-p）之比。根

据逻辑斯蒂函数 :

p =
1

1+e-（a+bx）

p

1 － p
＝ e（a+bx）

当我们对发生比的等式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将方程的右边转化为线性

表达式：

ln =a+b1 x1+b2 x2+...+bi xi1 － p

p

此时，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x 每增加一个单位时，ln 1 － p

p

增加

b 个单位。即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的对数增加 b 个单位。但是由于

我们无法解释ln 1 － p

p
中的实际意义，因此用发生比率（odds ratio）来解释自

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发生比率指的是当 x 增加 1 个单位时，新的发生比与

原来的发生比之比。在有序逻辑斯蒂回归中，因变量为定序尺度。发生比率

指的是当 x 增加一个单位时，因变量高于某水平与低于该水平的概率之比是

原来的 exp（b）倍。

假设研究变量有 1 到 j 个定序的值，x 是解释变量的向量，那么研究变量

的小于等于 j 和大于 j 的对数发生比为：

lj （xi）= log ＝ αj － x'β
Pr（yi ≤ j|xi）

Pr（yi ＞ j|xi）

其中，i 代表被访者的序号，αj 是估计的截点，β 是我们关心的房产变量

的回归系数。从前述讨论可知，我们的期望是，在假设 1 中，β 显著为正，

在假设 2 中 β 则显著为负。

为了检验房产对于组织稳定倾向与民主化决策倾向的影响，本文分别设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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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两个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3 是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的

基本模型，模型 2 和模型 4 是加入了核心自变量房产之后的最终模型。

下表是通过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所得结果：

表3　有序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组织稳定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组织稳定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民主化决策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民主化决策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性别
（1= 男性）

1.1185 1.1360 0.9092 0.9032

（0.0875） （0.0892） （0.0763） （0.0759）

年龄
0.9999 0.9974 1.0015 1.0027

（0.0029） （0.0030） （0.0032） （0.0032）

受教育年限
1.0003 0.9941 1.0466*** 1.0494***

（0.0127） （0.0128） （0.0149） （0.0149）

社会地位认知
0.2893*** 0.2931*** 1.1401 1.1346

（0.0374） （0.0382） （0.1281） （0.1274）

生活水平认知
0.6505*** 0.6369*** 0.8085** 0.8150**

（0.0516） （0.0507） （0.0681） （0.0688）

户口类型
（1= 北京市
非农业户口）

1.6231*** 1.3882*** 0.7029*** 0.7536***

（0.1602） （0.1448） （0.0708） （0.0808）

房产
（1= 拥有房产）

1.5443*** 0.8221**

（0.1389） （0.0777）

截点 1
0.0969*** 0.0929*** 0.0056*** 0.0056***

（0.0265） （0.0257） （0.0024） （0.0024）

截点 2
0.3228*** 0.3124*** 0.0592*** 0.0600***

（0.0875） （0.0856） （0.0180） （0.0182）

截点 3
2.5140*** 2.4561*** 1.5958 1.6218*

（0.6754） （0.6679） （0.4556） （0.4628）

N 2301 2301 2301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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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Pseudo R2 0.0317 0.0357 0.0087 0.0098

Log 
pseudolikelihood

-2946.1013 -2933.819 -1953.9493 -1951.765

注：*表示p<0.01的显著水平,**表示p<0.05的显著水平,***表示p<0.1的显著水平	

对比模型的伪确定系数（Pseudo R2）可以发现，模型 2 和模型 4 的解释

力优于模型 1 和模型 3，这表明加入房产变量后提高了模型的拟合水平。

在模型 2 中，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对组织稳定偏好没

有显著影响，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自我认知更高的民

众更不倾向于维持组织稳定，而拥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更倾向于维持

组织稳定。是否拥有房产对人们的组织稳定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在 95% 的

置信水平下，拥有房产的组织稳定偏好的发生比是没有房产的 1.5443 倍，这

里的发生比指的是对组织稳定的偏好程度是大于 3 还是小于 3、大于 2 还是

小于 2 的概率之比。此时的发生比率 1.5443>1，意味着有正向的影响，说明

了拥有房产的民众更加倾向于维持组织稳定。这与我们的假说一相符合。

在模型 4 中，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认知对民主化决策偏

好没有显著影响，而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受访者越具有

民主化决策偏好，认为自己生活处于高水平的民众比认为生活处于低水平的

民众更不具有推动民主化决策的偏好，拥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的民众比没有

的民众更不具有推动民主化决策的偏好。是否拥有房产对人们的民主化决策

偏好有显著的影响，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拥有房产的民众民主化决策偏好

占没有房产民众的 82.21%。此时的发生比率 0.8821<1，意味着负向的影响，

这反映了拥有房产会导致民众更不愿推动民主化决策。本文的假说二得到了

检验。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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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围绕着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本文对公民政治态度的来源，尤其是他们

对社会政治秩序保持基本稳定的偏好，和对于公共决策过程民主化的偏好进

行了理论性的探讨，并以房产作为专用性资产的典型对《北京市经济社会发

展 2017 年度调查》（BAS 2017）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们的分析发现，

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之下，拥有专用性资产（如房产）能够显著

地提高人们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偏好；同时，拥有专用性资产如房产会

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这些发现验证了我们通过一般性理论探

讨得出的假说。

而即使是在本文实证数据之外的经济体之中，我们认为本文的理论依然

有相当的普适性。一个我们熟悉且刚刚发生的比较案例就在香港和新加坡。

我们知道，自 2019 年 6 月起，香港因“修例风波”不断蔓延、激化而爆发了

示威乃至暴乱活动，其间对于社会秩序和公共物品的破坏令大多数中国人深

感痛惜和错愕。本文的理论或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作为此次示威和暴乱活

动主力的香港年轻人如此激烈地损坏公共物品和冲击香港的社会秩序。仅举

一些简单的数字：在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从 2004 年的 54% 下滑到 2017 年

的 49%，人均住房 16 平方米 a，而在 2004 年和 2017 年，香港的人均GDP 分

别是 24 928 美元和 46 225 美元，房屋均价在 2017 年是约 27.9 万港元 / 平方

米（约合 3.6 万美元 / 平方米）。考虑到年轻人的起薪通常会低于社会平均薪

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大概率不拥有自有的

房产。

反观新加坡。一个让新加坡人自豪的事实是新加坡 2007 年便已实现自有

住房率 90.7%，81% 的人口都居住在政府建设并廉价卖给市民的组屋中，人

a  夏磊地产观察：《高房价之困 ——香港住房制度反思（上）》，2018 年 11 月 7 日，搜狐新闻

（https://www.sohu.com/a/273739430_46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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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居住面积 30 平方米。a 已成为“房产所有者社会”的新加坡与香港相比，

其社会的稳定性显而易见。从本文的理论出发来理解，普遍拥有贵重且有专

用性的房产的新加坡民众，比起普遍不拥有自有房产的香港民众（尤其是香

港年轻人），会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及更排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的民主化。

资产专用性自然是不仅限于房产才具有，而且资产专用性的后果也不仅

限于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前文中已经提到资产专用性还可能对一个国家的贸

易政策、经济政策，甚至选举制度、政党形态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

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及其与资产专用性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待于通过学者

们更多的相关研究来推进。

a  夏磊地产观察：《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录：新加坡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2018 年 9 月

21 日， 新 浪 财 经（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 09-21/doc-ifxeuwwr6618541.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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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政”之途 ：夹缝时代中的学人与学科求索
——以近代留美政治学人张忠绂为个案之探讨

*a

张睦楚 ** bc

摘　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及创立，促进了中国政治价值、话语及

思维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转换，并促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及价值观念、政

治话语及治国思维从传统向现代的迅速转换。政治学人作为学科知识分子中的

代表者或最优者，同时也是学科发展中有社会影响或在某一方面对社会的关怀

表现极为特殊的知识分子，是学科实践活动中的创建者、活跃分子和极有影响

的代表人物。从实质上来看，学人与学科两者隶属不同的领域，因此不可避免

地产生了一系列复杂交错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近代学人个体大多在近代风云变

幻的牵制之下努力寻找一种学人与学科理想与现实之间互动的“最近发展区”。

因而，本研究以政治学人对学科求索的个案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

地认识近代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探寻近代政治学人如何不断塑造自

我的学科观点、凝聚自我的学科目标、强化自我的学科信仰等一系列问题。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求索虽然未能涵盖整体的学科问题，但却足以折射出近代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学）课题“异域想象与自我审视：

近代西方公众视野下留美中国学生形象研究（1879—1949）”（项目号：XOA 180295）、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第 66 批面上资助“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近代留美中国学生在美政治活动研究

（1909—1937）”（项目号：2019M 662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张睦楚，教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岭“千人计

划”青年学者、联大青年英才学者，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

   



—  118  — —  119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政治变迁”与“学人一生”的双向互动命运。

关键词：留美学生；政治学人；政治学科；学科互动；留学教育史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scholar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n the one 

hand, was conduciv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a kind of positioning, a kind of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of the position, role,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of self-study disciplin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r the best among the subject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scholars 

a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have soci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r show special concern for the society in a certain aspect. They are the founders, 

activists and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ubject. Due to the 

fact that scholars and disciplines belong to the same field in essence,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interlocked problems inevitably aris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most individuals of modern scholars are trying to find a “zone of recent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scholars and disciplines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modern vicissitudes. Also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shape self-discipline idea 

unceasingly, condensed the discipline target and to strengthen the self-discipline 

of self-belief, therefore change period in modern China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discipline, is enough to reflect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discipline life” two-way fate.

Key words: Educated-Students in America, Political Scholars, Political discipline, 

Discipline interaction, History of overseas education

一、引言

我国近代以来各学科的发展历程，一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相。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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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各学科学人或是负笈留洋，或是立足本土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无疑

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从近代历程变迁来看，正是由于学人与学科两者实质

上所隶属不同而又有所关联的领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复杂交错的问

题，这种复杂的张力投射在留美学生个体层面，则体现为近代学人个体大多

对“学科”与“个人”的双向关系有着紧张而又复杂的心灵体验，在近代风

云变幻的牵制之下努力寻找一种学人与学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互动的“最近

发展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人与学

科的互动，倘若没有学人对学科的推动、学科对学人的反向作用，就谈不上

学科的完整；但凡一类学科，必然离不开所属学科学人对其的建设、思考及

认同，某些层面有妥协甚至有理念的纠缠，否则学科即失却了存在的价值，

倘若失去了对学科的各种“观照”，学人自然也失去自身职业心灵依靠的

“港湾”。因此，以“学科 - 学人”互动为描述单位，兼顾人事、历史政治制

度等诸因素，或是动态把握学人与其学科的动态发展脉络，是为了解其学科

叙述史一大方便途径 a，当然，亦是本文成文的主要价值之所在。

二、“学科求索”的内涵与近代政治学科

（一）学人与学科求索的建构及理论基础

在做出“学科求索”的定义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学科”的内涵进行定

义。一般而言，“学科”是指认知进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通

常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及教学科目。按照华勒斯坦所言明的“学

科”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一是指科学的分支或知识的分类，

与“专业”的区别在于“学科”指向的主要是知识体系，而“专业”主要指

向社会职业的领域；其二是指“教学的科目”，即教与学的科目，发挥着传

递知识的教育功能；其三是指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开展教学和科研的组织单

位，是对教师或科研人员教学范围的相对界定。b 在考察了“学科”的内涵

a  王东杰：《学术“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典范融合：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1924—
1949）》，《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b  项建英：《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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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学科求索”的意义。从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来入手，

所谓学科求索，其原意是指个体对自己从事学科的理想、信仰及情感趋向的

一种较为一致和比较完满的意识体验，它代表着学科研究中主体人格成熟的

一种状态，指个体综合当前自我、个性特征、社会期待、以往经验、现实环

境及未来期望六个方面，将其统合为一个整体的人格结构，使个体对“我是

谁？”“我将走向何方？”等问题不再有彷徨迷惘的感觉。

严格来看，“学科求索”与“学人学科求索”作为一个由“学科”与

“求索”构成的并列词句，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内容及含义：其一，“学科”主

要指向学人与学科的双重个体；其二，“求索”则指向学人与学科的双向作

用，由于每一种学科总是以某一文化系统为参照背景，以确立自我形象，因

而学人的学科互动一方面与自身的学科实践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科整体发

展的境况相关。按照尤纳斯·索尔蒂斯（Jonas F. Soltis）对学科一般性分析

定义来看，但凡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能够充实他们的学术标准、收集和组织更

多的证据、提出更好的理论，那么这门学科就不会仅“止步于”一门学科，

而是会成为一门职业科目。a 以上可见，“学科求索”的概念众说纷纭，很

难确定一种全面且周到的解释。由此出发，从广义上来讲，所谓学人与学科

互动即学人对于自己所从事之职业及志业的独立性、完整性、学术性、连续

性的自我判断及自我意识甚至是自我觉醒，并进而对于自己作为该学科从业

人员的职业使命、职业立场的自识与自觉。从狭义上来说，本文所要回答的

“学科求索”等问题，具体指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科求索”指的是独立

自主的学人对学科研究的承继、学科的研究、从实践层面对学科进行的演练

及主观上对学科的归属；其二，在此基础上，学人如何进一步推动既有学科

发展的延展及在某个层面对学科有创造性或特殊的理论创生；其三，学人的

学科互动并非单向的“学人 - 学科”作用，更是指学科在多大程度上“滋养”

了学科学人的精神面貌，塑造了学人的精神心灵，勾画了学人一生的生命轨

迹。具体到政治学学人而言，所谓学科互动即是政治学家对于自我政治身份、

学术研究身份的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自我验证（self-identity）、自

我意象（self-image）、自我观念（self-concept）、自我展现（self-expression）

a  Soltis, Jonas F.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Bost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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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亦是对他人关于国际政治、政治研究、政治学科教学等评价的反思

性意识。

（二）近代政治学科及政治学人

对于学科的考察，需要从学人与学科的视角入手而进行必要的检视。回

顾近代特殊时代下学人的学科求索，可谓学科众多、学人众多，无法面面俱

到，因此本研究拟选择政治学人对学科的求索视角进行相关讨论。a 众所周

知，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及创立，促进了中国政治价值、话语及思维从

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转换，并促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及价值观念、政治话

语及治国思维从传统向现代迅速转换，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很大程

度上遵循着研习政治和为政之要的传统学术逻辑。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抗战全面爆发时期，民国教育非但未毁于战火，反而稳步

发展并趋于定型，彼时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造

就了近代大学的鼎盛时期，尤其是 1929 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

法》《大学规程》等相关政策，对全国大学进行了统辖及改组，并改原先的

“科”“门”为院、系，在这 10 年当中，中国的高校数量、学生人数、经费

投入、教育质量与学科完备程度均相对达到了民国时期的较高水平。1932 年

后，全国已有近 30 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创时

期所形成的学科范式、制度路径、知识结构及课程体系广泛影响了中国近代

a  现今学术界对近代政治学尤其是近代留美政治学人的关注是从整体上梳理入手的，并结合断

代及专题角度来研究的。相关代表性专著成果有 1998 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编：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史（1898—1998 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李贵连：《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版。代表性学术论文方面有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
年第 2 期；孙宏云：《浦薛凤“政治五因素”论的形成与展开——兼论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

上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张允起：《“宪政的伦理基础——
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及其西方宪政思想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4 年第 3 期；孙青：

《“西政”与“中学”：西方政治学“影像”在中国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杨海蛟、亓光：《中国政治学 30 年》，《山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 7 期；刘超《清华学人与中国

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江苏社会科学》2013 年第 4
期；钱元强：《留美与近代中国政治学》，见俞可平主编：《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5 辑，商务印

书馆 2019 年版；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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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20 世纪上半叶全国高校的政治学科。a 对政治学科而言，此后南京国

民政府对高等学校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又接续已有规定，规定学科目的不仅

在于培养文官人才，对如何促使学生具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和独立思考、深入

研究的能力亦应特别注重。b 其中，以北大为代表的各高校近代中国政治学

科的创立，更是启动了现代政治学科的创立及发展的航程。

在此种社会背景以及学科建制的转换之下，政治学人与所属学科的互动

问题亟须关切。所谓政治学人即为学科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者或最优者，同时

在学科发展有社会影响或在某一方面对社会的关怀表现极为特殊的知识分子，

是在学科实践活动中的创建者、活跃分子及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由知识分子

转型而来同时保留着较多的知识分子特征的学科主力。政治学作为一门外来

学科，中国的政治学家最先接受欧美政治学训练，或是在国内政治学系所中

接受专业训练，以张忠绂、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浦薛凤、陈之迈、张

佛泉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政治学家，大多出身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c 这部分

学人大多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欧美获得政治学学位，兼具欧美新兴学术

思想及旧学功底，归国后成为各主流大学政治学系教员，且为国民政府时期

“学政”交流、讨论国是的主要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政治，在教学

上倾向于“学研结合”，在国家外交主旨上倾向于尊重国际外交规则及政策

同时寻求积极外交途径，在思想情感方面倾向于理智式同情国家现状并深切

理解国家困境产生因素，因而可以说这一群体一方面具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深

厚民族感情，另一方面也报有法理性地、实际地探求新国家建造的新理念。

在这群留美政治学人中，尤以张忠绂为代表。虽然对于学术界而言，

他是被时代“遗忘的”，但仍然是“值得讨论的”。留美政治学人张忠绂

（1901—1977），字子缨，他是典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生都在探寻实现

政治外交救国的机会；同时，作为一位政治教育家，他兼顾了西方政治外交

理念与中国国家意识，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采取超然态度，试图从各方面

提出国家当前发展的各大要务，真正地从国家治理革新及优化方面解决国家

a  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3 期。

b  吴其玉：《徐淑希先生和燕大政治学系》，见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 5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2 页。

c   王向民：《学科与学术：中国20 世纪30 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2008 年第3 期，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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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a 然而对于他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大多仅从政治学人从政于政治界入

手，或是从大学史、学科史角度入手，旨在探寻其在政治学科方面的成就；

抑或是从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入手，阐述政治学留学生博士论

文海外评价；从期刊论争入手，探究“外蒙撤治”等诸问题。b 为数不多的

研究也只关注到彼时张忠绂对国际外交关系、英日同盟与德意日同盟、美国

与远东政策、国联问题、外蒙问题、留学教育等诸问题的学术研究讨论，对

其一生中与政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与理念则缺乏深入的学理性研究。然而从

通俗意义上来说，以他为代表的政治学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

察角度，有助于串起一个“不一样”的政治学人的学科求索史。因而，研究

以政治学人对本学科求索的个案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近

代学人与学科的互动、近代政治学人对本学科的求索历程以及近代政治学科

a  张忠绂：《政治力量与行政效率》，见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70 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

论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b  （1）从政治学人从政于政治界等诸问题入手的代表性研究有任骏：《英国海雷勋爵在太平洋学

会会议上演讲及张忠绂拟对策方案》，《民国档案》1991 年第 4 期；罗珍：《历史学视野下的中

国知识界外交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欧阳军喜：《论五四运动与

清华》，《安徽史学》2012 年第 6 期；王桧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史学

月刊》2005 年第 9 期；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

《安徽史学》2017 年第 1 期；鲁卫东：《“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学术界》2012 年第 8
期；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

究》2013 年第 5 期；尹智博、左双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的虚弱大国——以国民政府的困

境与失误为视角》，《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岳谦厚：《民国“学人外

交”现象之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孙宏云：《行政效率研

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史学月刊》2010 年第 5 期。（2）从大学史、学科史角度入

手，旨在探寻其在政治学科方面的成就的代表性成果有韩立云：《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王春林：《“知识与权力配合”：九一八事变

前的东北大学和地方势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桂运奇：《北京

大学政治学系与现代政治学科的建立及初步发展（1898—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2018 年；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 1930 年代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孙宏云：《中国现

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王向

民：《学科与学术：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桂运

奇：《政治学的中国适应：国民政府初期行政学在北京大学的兴起》，《贵州社会科学》2019 年

第 8 期。（3）从博士学位论文方面入手的研究有元青、张连义：《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政治问

题研究的海外评价——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4）以期刊论争入手，探究“外蒙撤治”问题的研究有冯建勇：《1919 年外蒙撤治事：功

过孰论？——〈独立评论〉关于“外蒙撤治”的一场论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2 年第 5 期。此外，关于张忠绂人物生平介绍亦可详见：刘超：《“熟悉的陌生人”》，

《书屋》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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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探寻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学人如何不断塑造

自我的学科观点、凝聚自我的学科目标、强化自我的学科信仰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求索虽然未能涵盖整体的学科问题，但却足以折射出近代“政治变迁”

与“学人一生”的双向互动命运。

三、觅“政”之途：夹缝时代下的政治人生及其求索实践

（一）学于域外：留美生涯与学科的初步实践

政治学人张忠绂出生在一个日渐没落的旧式书香人家，先祖于明末清

初由陕西南迁，定居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粮道街仪凤巷内。据他在回忆录中

记述，“曾祖父曾因战功升至云贵总督，叔祖于十四岁入学，联捷后于二十

岁即点翰林，后升为御史、侍郎。八国联军入侵时，全家逃出京城，仅以

身免，父辈从此即无意于仕途，只任督抚幕僚与湖北省存古学堂堂长。民

国以后，回武昌任鄂省通志局局长，不再与仕途发生关系，而依然沿袭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张忠绂四岁即始就学，1913 年春入武昌

高家巷文华中学，1915 年夏入公立北京清华学校。在学期间，多次参加英

语言说辩论会，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才能，同时他也参加了清华政治学研究

会。清华政治学研究会是由清华高等科同学 10 余人组织的政治学专门研究

会，该会成立于 1920 年，以“纠合同志，公共讨论及研究切有关于政治

之问题：一为扩充公民智识提倡公民责任；一为将来肄业专科中预备起见”

为宗旨，以讨论会、请名人演讲政治学理论及各国政情、模拟法庭演习 a、

进行政治学辩论等方式展开活动。清华政治学专门研究会的成员除张忠绂

外，亦有吴国桢、浦薛凤、胡敦元、翟恒、李迪俊、王化成、梁朝威等，

可以说在学生时代他对于政治学的研究是在各类学生活动中逐步获得感性

a  据《清华周刊》第九次增刊（1923 年 6 月）刊载的《学生方面：一年来课外作业记》的记载：

“清华学生法庭：本学年学生法庭职员，迟至去年（1922 年）十一月初始行选出。审判部为施

滉、张忠绂、冀朝鼎三君，法庭检查部为李迪俊、胡毅、何鸿烈三君。（1922 年）十一月七日

两部职员正式在大礼堂宣誓就职。”



—  124  — —  125  —

　　觅“政”之途 ：夹缝时代中的学人与学科求索

认知的。a 此后，张忠绂于 1922 年应商务印书馆暑期学生编辑招考，寄送

汉译英及英译汉的文字各一篇，最终又成功选为该馆编辑，加入了商务印

书馆“智识丛书”的编译工作。

1923 年夏，张忠绂于公立清华学校毕业后，由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

（S. S. President Jackson）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密苏里州立大学、密歇根大

学政治系学习，获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专修国际法及政治学。在

波士顿哈佛大学就学期间，张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此前，第一次世

界大战宣告结束后，在战胜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的遗留问题以及奠定战后

和平而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以部分留美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团将一份争

取中国国家主权的和约方案向大会提出，却遭到了驳回，这种不顾中国国

家尊严的蔑视与欺辱，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也将中华民族的全部

尊严无情撕碎。中国虽为战胜国，但是在山东问题上却依然没有收回相应

的合理权益，这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神经”。随着 1919 年中国在巴黎

和会上谈判的失败，一种激烈的民族意识迅速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群体，尤

其是青年留学生，留美学生虽然身处大洋彼岸，但强烈的民族情绪丝毫不

减。与全体国民相同，留美中国学生无不忧思国家未来，寻求救亡图存道

路，这种民族意识构成了他们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籍。为了探讨巴

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的相关问题，留学生加大了组织抗日救国相关活动

的频次，整个留美学界也弥漫着一种慷慨激昂的救国情绪。面对棘手的山

东问题，就爱国的方式以及留学生该如何爱国的种种问题，留美学生在美

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属于这一群体的声音，在各类活动中积极出谋献策、力

陈观点，他们或是通过演说宣讲、刊发评论，或是通过组建相关事务委员

会、与其他团体的合作等方式，表达着对这一事态的密切关注。张忠绂在

代表作《中华民国外交史》中则详细阐述了“一战”后的中国国家与“威

尔逊主义”，他认为中国对华盛顿会议之期望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望各

国不再乘中国内乱之机会损害中国独立国家之权利；其二，撤销各项有害

于中国主权之行动；其三，应将先置中国向西方游说行动的若干现存条约

a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62—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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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修正。a 他指出美国总统威尔逊为大学教授出身，实为一大理想政治家，

旨在以为世界建设永久和平为办法，以“民族自决”解决国际之纠纷，以

国联保障各国之安全。恰逢此时中国派陆徵祥（时任外长，于 1918 年 12 月

1 日启程赴美）、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

公使）、王正廷（时在美国代表南方军政府之利益）为中国出席代表，其中

以陆徵祥任首席代表。b 巴黎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于国际问题的陈

义较高，正式宣称希望列强能够放弃其特殊地位，日本政府也放弃日本在华

之特殊利益，有助于解决山东问题。c

为了寻求留学生在国家危难时刻所应采取的救国方式，1926 年举行的

中部留美学生夏季年会，遂以“国家主义与中国”为议题，供全体留学生

讨论。该年年会在哈佛大学举行，特由留学生联合会书记张忠绂做该次会

议记录。根据会议主题共分为四个小组讨论，第一组于 1926 年 9 月 5 日举

行，题为“中华民国之国家主义”，主讲人为留美学生代表罗隆基。罗氏认

a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 1945 年版，第 426 页。

b  张忠绂：《欧洲外交史》，世界书局 1934 年版，第 195 页。

c  “一战”期间协约国彼此虽然订有种种密约，但美国并未与他国签订任何密约，因此在巴黎和

会席间并未受任何协约所束缚，彼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一大理想政治家，力主战后国际关系应

为人类谋真正幸福、为世界谋求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应以各国之私利为前提。威尔逊具体主张

见于“十四条款”：（1）外交公开，合约公开；（2）海上航行绝对自由；（3）除去一切经济之

障碍，建立平等的商务状况；（4）各国交换保障彼此之安全，缩减军备使之足以保障各国国内

之安全为止；（5）对于处分一切殖民地不应存自私之念，应顾及各殖民地居民之权益；（6）俄

国境内之外国军队应撤退，凡有关俄国之问题应以不干涉俄国内政依据俄国人民之意愿；（7）
比利时境内之外国军队一概须撤退，比利时应恢复其领土，其主权不应受任何限制；（8）法国

被地方侵占之领土应物归故主；（9）重划分意大利之边境，以民族为分配之原则；（10）奥、

匈两国之人民应有自由发展之机会；（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境内之外国军队应撤退；（12）
土耳其帝国之土耳其部分应获得完整之主权；（13）建立一独立的波兰国家，其领土应包括一

切波兰民族居住之区域；（14）组织以国际联合会，使世界各国相互保障彼此之政治的独立与

领土完整。张忠绂：《欧洲外交史》，世界书局 1934 年版。根据张忠绂于《巴黎会议期中中国

之外交》中所述，当巴黎和会开会之初，中国因列国均已承认以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为休

战之基础，且有意借和会召开的机会一举解除中国于过去所受的一些外交束缚与不平等条约，

使中国成为一完全自由平等之国家。和会既开之后，英、法、意、日等国实际上无意遵守其诺

言，并不愿以“十四条”为和议之基础，因而中国有关山东问题及民四条约之交涉均告完全失

败。中国所要求之取消外人在华享有的一切特殊权利亦未能达到目的，仅获得列强允诺此问题

可俟国联行政院成立之后提交该院讨论。可以说中国在和会中所提出的具体主张虽大多未能达

到，但中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已因和会之经过而引起全球人士之注意，预伏华盛顿会议关于

中国问题之处置之张本，且德、奥等战败国在中国之特殊利益均已取消，是以巴黎和会对于中

国之处置虽未能使中国满意，但中国已因巴黎会议而获得相当之结果当无异议。张忠绂：《巴

黎会议期中中国之外交》，《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6 卷第 3 期，19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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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国当谓国家主义为抵抗帝国主义唯一而有力之利器，非采取国

家主义，不足以图存”。随后第二组、第三组讨论分别于 9 月 7 日及 8 日举

行，由清华留美学生代表时昭瀛及何浩若分别主讲。前者认为国家应立即

收回中国国权与政治上的损失，例如收回驻屯军队及警察权、北京公使馆

区域限制、领事裁判权、西藏蒙古之条约、租界及租借地，以挽回祖国在

“山东问题”上的尊严；后者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及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是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动力，因此要极力废除。a 三日之后，第四组讨论会由

学生代表翟恒主讲“国家主义之实施”议题，议题提出要使中国顺利完成

国家主义化，必须对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同时国家还必须实行国

家主义化的教育。b 留学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在美积极举行的各界会议，均寄

希望于“能发生若干力量，去救济这残破不堪的国事，达到最高之理想的

境地”c。纵观这些留学生域外早期政治活动的开展，据张忠绂回忆“可谓有

声有色、令人印象深刻”，体现出了留学生期望通过彼此的相互联合，广而

推之为一致的团结，采“政治”对救国问题发挥作用。

1927 年秋，张忠绂获硕士学位，当年即转到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研究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研究

院之一，汇聚了众多知名的学者教授，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政治系。彼

时政治系有两位出类拔萃的学者，一位是校长古德诺（Prof. Frank Jackson 

Goodnow）d，另一位则是政治系主任韦罗壁教授（Prof. W. W. Willoughby），

张忠绂跟随后者开展学术研究。韦罗壁作为当时美国学界著名的中国问题研

究专家，曾长期担任北洋政府顾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长期担任中国驻

美国、驻国联使领馆外交顾问，在美国乃至于世界外交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

他既是美国知名的政治哲学家，亦是远东问题研究的权威学者，对于中国有

a  张忠绂：《中部留美学生年会报告》，《留美学生季报》第 11 卷第 1 期，1926 年，第 159—162 页。

b  张忠绂：《中部留美学生年会报告》，《留美学生季报》第 11 卷第 1 期，1926 年，第 160 页。

c  卢孰竞：《对于北美洲中国学生会之感想及希望》，《留美中国学生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30
年，第 28 页。

d  弗兰克·杰克逊·古德诺（1859—1939），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在美国阿姆斯特学院获得

文学学士学位（1879）及文学硕士学位（1887），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882）。
1914 年至 1929 年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

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并于 1930 年成为该学会第一任主席。1913 年曾到北京任中国政府的宪

法顾问，1915 年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比较行政法》。其中，《比较行政法》为其成名作，

该书被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使得古德诺称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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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真挚的感情，对中国问题以及就学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学生，

也总是怀有极其关切的态度。韦罗壁先生著有《外国在华的权利与利益》《中

日冲突与国联》《中华宪法平议论》《中国与华盛顿会议》《中日纠纷与国联》

等中国问题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国在华的权利与利益》一书中，他对

中国的同情态度尤为明显，著作一方面“以客观与科学的态度进行阐述”；另

一方面还对日本的立场尽量予以考虑，以免受人评论有所偏袒之故。但即便如

此，韦罗壁的研究结论仍然是有利于中国的，不仅因为中国在中日冲突间占有

“理”的成分，还因作者有着客观中立的正义感。a

大致而言，韦罗壁的治学取向有两大特点：其一，力求站在历史中立

的立场，强调论述客观公正不掺入著述者主观意图；其二，征引赡详，重

视实用的中外文外交史料、条约、外交家日记信札等材料。b《中日纠纷与

国联》一书即是韦罗壁的代表作，也被美国学界视为中日关系研究的权威

著作，全书“出之以科学的眼光、客观的态度，不以其个人受聘中国之关

系（担任中国政府之顾问）而稍有所偏袒也”，所谓“一时代之学术，必

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语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可以说该书“以极公平之心抒正

直之论”，被顾维钧评价为“精审翔实，持论公允，脍炙人口”c。韦氏另一

著作《日本立场的研讨》一书中，则以客观与科学的态度对战时日本立场

进行深入研讨，该书根据日本官方的宣言，阐明了日本在远东的真实目的，

并进一步研讨日本追求此类目的的理由，以及日本在中国的大亚细亚政策，

并附上严密的公约附录，如《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美致中国照会、美

致日照会等。d

张忠绂刚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注册半年后，经导师韦罗壁批准后，

选定了“英日同盟”一题。随后他搬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附近写作论文，并

每月回校一次，向导师报告研究的进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中国学

a  张忠绂：《书评〈日本立场的研讨〉》，《新经济》第 4 卷第 7 期，1940 年。

b  《图书介绍：中华民国外交史》，《图书季刊》第 5 卷第 2—3 期，1944 年。

c  顾维钧：《序》，韦罗壁：《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3 页。

d  张忠绂：《书评〈日本立场的研讨〉》，《新经济》第 4 卷第 7 期，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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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博士论文，常为了“取巧”而选择有关中国的题目 a，尤以教育学和文

法学院学生为典型，张忠绂对留学生此种治学“取巧”取向不屑一顾，他即

以《英日同盟》（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为名成博士论文，成书后由泰

勒·丹内特（Prof. Tyler Dennett）、罗氏（Mr. F. E. Ross）、麦可米克（Mr. T. D. 

McCormick）给予指导意见。书稿终在 1931 年得以《英日同盟》（The Anglo-

Japanese Alliance，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31 年版）

之名出版，出版后反响较大，深受学界好评。威廉·兰格（William L. Langer）

就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称赞张忠绂的论文“是对英日联盟最为科学的

研究，特别关注到其与美国的关系”b。该书出版后，导师泰勒·丹内特基于张

忠绂对中国现实问题精准的把握，评价道：“一个中国学者确实很难像张忠绂

一样公正客观地研究这一联盟，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对这一课题的新的理

解，而且有非常广泛的资料搜集过程，从现代的著述到官方文献都包括其中。

这对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生了解原始材料最简单不过，便于节省大量时间。”

他认为没有人能像张忠绂一样深刻清晰地揭露了英国在中日战争前后在中国结

a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共计 54 篇，其中近 20 篇论

文以英文原文形式在海内外特别是美国公开发表或出版，其中不少作品还多次再版。在这些

作品中，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博士论文有严恩椿：《门户开放政策》（Diplomatic History Relations 
to Shantung Since Germany’s Advent into the Far Eastern Politics to the Close of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斯特拉福德出版社 1923 年版；谢保樵的《中国政府（1644—1911）》（The 
Government of China,1644-1911）编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与政治研究丛书”，由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25 年出版，1966 年再版；吴国桢：《中国古代政治理论》（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阿灵顿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魏艮声：《中俄外交关系》（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徐淑希：《中国及

其 政 体》（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A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Korea,Manchuria,and Mongolia），牛津大学出版社1929 年版；马文焕：《国会辩论中的美国对华

政策》（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Debates of Congress），上海印书局 1934
年版；伍朝光：《在华传教运动的国际观》（The International Aspect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30 年版；李之泰：《孙中山的政治

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un Yat-Sen），纽约大学出版社 1931 年版；张凤祯：《1898 年以

来的中德外交关系》（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ince 1898），商务印

书馆 1936 年版；关鲁敬：《中国与国联关系》（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9-
1936），香港亚洲石印局 1939 年版；崔书琴：《广州 - 莫斯科协定对孙中山政治哲学和革命方略

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ary Tactics）；等等。

b  Langer, William L. , “Some Recent Book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Foreign Affairs, Vol. 10, No. 1, 
1931,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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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依靠日本之间转换的重要性。a《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也高度

评价了张忠绂的论文是“关于 20 世纪头 20 年英日联盟的研究，资料翔实、学

术水平高，涵盖了这一联盟的全部历史和重要方面，追溯其源泉，不仅有史实

价值更有其现实价值”b。

论及留学时期张忠绂的治学特点，可以说是延续其导师的特点，从理论

及范式层面均接受了其师的外交观念。由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与

哈佛大学制度不同，哈佛大学制度近乎英国，重视个别课程及学分，而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制度近乎欧洲大陆或者说德国，重视学位候选人对学科

知识的全盘了解，这自然决定了张忠绂做研究“注重全盘考虑”的特点。从

其博士论文《英日同盟》结构及篇章来看，作者从英日同盟的缘起入手，进

而论述战争的演进与英人态度的转变、中英两国政府对于中英同盟的态度、

战前日本及英俄两国的关系、战前法德两国与日本的关系、英日第一次同盟、

英政府暂取利益均沾政策、日俄战争后英人在远东的态度、同盟条约的签订、

同盟条约协定的力量与解释、英日第二次同盟、同盟条约规定的意义、美国

在华采取积极政策、日俄第二次协定、欧洲国际外交的革命、英日第三次同

盟、欧洲大战与英日同盟、山东问题与日本的密约政策、英日同盟中朝鲜与

中国的处境问题、中国反对续订英日同盟、华盛顿会议中的中国、美国的中

国门户开放宣言、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上海的演说、日美

两国间的冲突、华盛顿会议的四国协定条约的成立以及美国与英日同盟等较

为全面的问题，这无不体现了他“综合考量”的治学观。由此可见，张忠绂

力求从国际形势下英日同盟的具体形势与转化入手，具体分析中国彼时的外

交形势。同时，作者对“一战”后英日同盟的“复活”可能亦做出预测，指

出英政府为增进本国商务计，或有与日达成经济谅解之可能，但与日复订政

治或军事上同盟，可断言“则为必无之事”c。此后，张忠绂在《未来的国际

形势》一文中更指出“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最忌无端。为国家策划外交的人，

a  Tyler Dennett, “Book Review: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By Chung-fu Chang，”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2, 1932, p. 458.

b  L. G. , “Briefs, ”Pacific Affairs, Vol. 5, No. 1, 1932, p. 95，转引自元青、张连义：《民国时期留美

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海外评价——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6 年第 4 期。

c  张忠绂：《国际现势与英日续盟》，《时事月报》第 11 卷第 4 期，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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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忌无端。研究国际政治的人，只应当就各种可能的趋势，依据历史、地理、

经济与军事推测并预策应付的方策”a。从上述著作中可见，张忠绂的学术取

向深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学术制度“全盘考虑”的影响。

1928 年张忠绂获博士学位，并获得华府布鲁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e）基金，担任该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任期 10 个月。作为一名深谙国际

外交理论的留学生，张忠绂在学科的探索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立且中立的外

交态度与国际形势判断，他从理论层面反思中国外交障碍及中国外交可能寻求

的途径。他深切体恤到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与祖国江河日下的危机感，但亦清醒

地认识到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关系下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只能

是隔靴搔痒。国与国间只有利害关系，恩怨不是影响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任何

国家在决定外交政策时决不能只顾恩怨，而不计利害。b 如果采用战时西方比

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理论路径来划分的话，张忠绂的国际外交理论介于

“理性主义”与“外交主义”之间，在认识论维度上一方面主张国家通过理性

地认识国际政治世界，通过规律的发现可以改善社会的道德及国家物质条件，

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与外交能力；另一方面主张国家通过综合衡量理性地找到

国际冲突的根源，通过国际制度的设计或国际组织（诸如国联）等中间力量的

作用，国际社会则可顺利实现如同国内社会的有序状态。c

a  张忠绂：《未来的国际形势》，《新政治》第 6 卷第 2 期，1941 年。

b  张忠绂：《英法苏三国协定之我见》，《今日评论》第 2 卷第 5 期，1939 年。

c  根据“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模式”，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分

为结构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主义、建构主义模式。以下分做详细解释

以便理解。（1）结构主义模式：本体论方面主张国家社会结构为主的宏观结构；认识论方面主

张机械的反映论；认识者只能适应现实世界，但无法改变现实世界，现实困扰人类的政治问题

也极其难以彻底根除；方法论上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全球的或较大过程

的比较、多案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关联性比较。（2）现实主义模式：在本体论方面主张国际

体系 / 国际无政府结构影响的宏观结构；在认识论方面主张机械式的反映论，这种模式提倡冲

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方法论方面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

法上偏好全球的或较大过程的比较、多案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关联性比较。（3）理性主义模

式：本体论方面主张以公民、社团或政党的理性选择为单元的方法论；认识论方面主张能动的

反映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地认识政治世界，通过对规律的发现，可以改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

条件，从而使社会进步成为可能；方法论方面主张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博弈

论。（4）自由主义模式：在本体论方面主张以国家行为及国家的理性选择；在认识论方面主张

能动的反映论，人类可以理性地找到国际冲突的根源，通过国际制度的设计，国际社会也可以

实现如同国内社会的有序状态；方法论方面倾向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博弈

论。（5）文化主义模式：在本体论方面主张公民间或公民社会组织间单位文化的作用；认识论



—  132  — —  133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总体来看，留学哈佛大学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张忠绂重要的学术

积累阶段，他试图将域外政治思想引入自身思想体系中。在这一阶段他的学

科求索的取向，比较明确地以“采纳西方理论”及“现实应用”为主要特征，

试图从理论书本和域外留学生活动、拜师就读中弄清楚中国的外交问题、领

土问题、国民问题等牵扯民族神经的一系列问题。从学人身份而言，他在这

一时期的学科求索显然处于从“留学生”到“学人”的转变过程中，是一种

感性的、初步萌生的学人与学科的交互；从关注取向而言，他对于学科的关

注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精神体验，一方面来源于留学时期的理性研修，两者

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名“政治学”学生初步的学科体验；从学科影响因素而言，

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深受其师韦罗壁外交中立、征引翔实的影响，又强调

从中国实际的国际外交形势出发进行理论调和；就自我意识方面而言，他的

学科研究初步能够独立自主地以留学生身份对既有研究进行承继，并初步尝

试从实践层面对学科进行演练；从学科的情感及归属方面，这一时期他关于

国际政治、政治研究、政治学科教学等评价能够不断进行反思性意识，且于

“域外”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初步感性认知。

（二）执鞭中土：于“耕读”中锤铸涵融学科

1929 年 9 月，张忠绂归国。据他所称，彼时东北大学在沈阳新成立不

久，经费充足，规模宏大，加之自身研究远东关系，而远东问题尤以中国问

题为主，中国问题又以东北问题为重，于是接受了东北大学政治系教授教职。

遗憾的是，此后他对东北大学官僚气息十分失望，半年后改就天津南开大学

政治学教授，后因故辞职。1931 年，蒋梦麟以教育部部长身份出任北京大学

校长，旧地重游对学校力行整顿，广揽延聘了如陶希圣、许德珩、白鹏飞、

陈受康、张佛泉等 a 大批知名学者分别担任教授或系主任。出于各方考虑并

　　（接上页）方面主张建构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方面主张整体与个体之间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

偏好特殊案例分析及诠释学方法。（6）建构主义模式：本体论方面主张民族国家间的文化单元

作用；认识论方面主张建构主义认识论，作为施动者的国家与作为背景情境的国际无政府结构

存在互构关系，这种模式主张要把握国际政治的实质关键在于对国际政治建构过程的理解；在

方法论方面主张整体与个体之间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特殊案例分析和诠释学方法。高

奇琦：《比较政治学：学科、议题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3 页。

a  钱元强：《留美与近代中国政治学》，见俞可平主编：《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5 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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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感召，张忠绂于是转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

20 世纪 30 年代初，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史学系合开课程并进行师资共

享，使得法政系的教学不只局限于法理层面，培养法政学生一方面在于灌输

学生以政治科学之基础智识，训练其思想之缜密、理解之确切，并授以研究

学问之经验与方法，使学生能做高深学术之探讨；另一方面在于养成学生应

付社会环境之学制与技能，使之毕业后或服务于社会或参加考试，皆能举措

裕如，理论与事实并重。北京大学政治系系科门类较为齐全，自 1931 年起，

系所开始添设了行政学原理一课，1932 年添设了中国行政制度研究课程，

1934 年又添设了政治学研究室。就该系课程设置来看，共分为四个大模块：

国际关系史（含中国外交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西洋近百年史、欧洲殖民事

业发展史、中日外交史、日本史、中西交通史、西洋 19 世纪史课程），国际

法（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中外条约关系课程），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含

远东政治、外交课程），国际组织（含国际关系课程），其中由张忠绂面向

大学三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外交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远东政治。a

此后，北大政治系逐步增设行政学方面的课程，这类课程与张忠绂的主持有

相当关系，张忠绂也开始担任行政学原理、中国行政制度研究课程的教授工

作。b 至 1935 年前后，张忠绂开设课程多为政体、宪法、议会、政党、行政

学原理、中国外交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远东政治、中国行政制度研究（与

陶希圣合开）以及公共行政学等课程。c 人才培养方面，张忠绂主要招收“近

世政治史”的研究生，曾担任主科科目的导师，招收有张风歧、梁骧、徐万

军等研究生（1936 年因故停招一年），指导科目为国际关系、政治制度、中

国政治制度史研究。d 此外，他还于 1930 年起在清华大学兼课，教授欧洲外

交史、行政管理课程。e

a  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1 期。

b  孙宏云：《抗战前行政学输入与行政研究的兴起》，《学术研究》2006 年第 12 期。

c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

料》（中册 第二卷 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d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艺、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47、1369 页、1371 页。

e  金安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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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绂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开设固定课程之外，还积极开设公开

讲演讲座，面向全校学生宣讲当前政治局势，据现有资料特将其曾受邀进行

的讲演整理如下（见表 1）：

表1　张忠绂归国后部分讲演情况（1931—1936）

讲演时间 讲演题目 邀请方 演讲地点

1931 年 10 月 7 日 “对日问题”
北京大学东北

同学抗日会
北大讲礼堂

1932 年 4 月 29 日 “国际政治与中国” 北京大学学生会
北大第二院

大礼堂

1932 年 7 月 4 日 “太平洋上之风云”
北平青年

读书互助会
不详

1933 年 4 月 14 日 “太平洋问题”
河北省立

第十七中学

河北省立
第十七中学

礼堂

1935 年 10 月 30 日
“从二十一条到华盛顿会议”；

“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
河南大学法学院

河南大学
法学院礼堂

1935 年 12 月 24 日 “近百年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学生会
北大第二院

大礼堂

1936 年 4 月 5 日 “1936 年的世界国际大势” 北京大学学生会
北大第二院

大礼堂

1936 年 4 月 21 日 “由二十一条至华盛顿会议”
北京大学
师生大会

北京大学
大礼堂

1936 年 6 月 19 日 “外交问题”
北京大学

女同学会

北大第二院

大礼堂

1936 年 12 月 10 日

至 12 日

与李光忠一同出席美国
第一届教育播音会会议

在美国第一届教育播音会

会议中根据我国教育部提

供的资料，报告中国教育

播音事业进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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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可以战矣！》，《北大学生周刊》第 2 卷第 1 期，1931 年；

《公开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31 年 10 月 7 日第 1 版；《政治系布告：本学系国际

政治公开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32 年 4 月 29 日第 1 版；《北平青年读书会主办

读书运动周邀请名人公开演讲》，《大公报》（天津版）1932 年 7 月 4 日第 4 版；《冀

十七中学请张忠绂讲演“太平洋问题”》，《华北日报》1933 年 4 月 14 日第 7 版；《张

忠绂先生演讲“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及“从二十一条到华盛顿会议”》，《河南大学

校刊》第 89 期，1935 年 11 月 4 日第 1 版；《编者后记》，《自由评论》第 6 期，1935

年 12 月 27 日；《国际大事》，《益世报》（北京版）1936 年 4 月 3 日第 8 版；《今日师

生大会请张忠绂演讲》，《燕京新闻》1936 年 4 月 21 日第 1 版；《北大女同学会请张

忠绂后日讲外交问题》，《益世报》（北京版）1936 年 6 月 17 日第 8 版；张忠绂、李

光忠：《参加美国第一届教育播音会议报告》，《播音教育月刊》第 1 卷第 6 期，1937

年；等等。

张忠绂在北大任教期间所做的演讲，无一不对国际局势问题有精到的

分析，演讲涉及“对日问题”“国际政治与中国所应采取的措施”“太平洋

远东政策”“从二十一条到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的外交形势”等主题，重点

关注了在纷繁错综局势中对中国有影响的重要问题，如“中日两国政治局势

比较”“中东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变化”“华盛顿会议对于远东国际政治之影

响”“英日同盟在远东国际政治上之地位”“中日国际关系论”“中国外交政

策”等问题，阐释政府外交角逐、外交背景以及各国对华态度。值得注意的

是，无论是以上何种主题，这一阶段他关注的始终是国家的主权问题。1930

年，张忠绂在《主权之研究：什么是主权》一文中特对国家主权做出明晰，

他认为“主权是政邦中最高的意志、最高的权力，人民因而有政治的活动，

而后有政治的组织，有政邦，有政府。人民在政治活动方面的最高的意识、

最高的权力，就是主权。政府是执行主权的机关，法律是表现主权的工具，

主权是人民在政治活动方面的最高意志、最高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是高于

人类在其他各种活动方面的最高意志、最高权力……在一个政邦的领土内，

政邦的意志决不容许他种团体的意志，篡夺他无上的权威；他也决不容许他

种意志平分他的无上的权威。对于国家而言，主权是最高的，他（主权）是

唯一的”a，以此深刻阐述了他的国家主权观。

a  张忠绂：《主权之研究：什么是主权》，《大公报》（天津版）1930 年 2 月 4 日第 13 版。



—  136  — —  137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1932 年后，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张忠绂被选为政治系基金

讲座教授，并担任北大政治系系主任（1933 年至1936 年）a 及《外交月报》总

编辑。据他称，由于校长蒋梦麟为人办事很有风度也很有担当，因此在北京

大学的一段生活，是其精神最为愉快、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他认为这

段时期“不仅生活自由愉快，应酬不多，而且因领导得人，同事而不同院系

者虽交往不多，但无形中大家仍然有一种团体精神，那是极其可贵的”。抗

战期间张曾转入政界，称在其服务的机关中，“再没有看见过此种开明的风

气。因团体精神的首要条件是领导人必须公正廉明，贪则不能无所蔽，有所

蔽则决不能公，决不能明。尤其是，行政学最注重团体精神，以不公正的人

领导任何机关团体，那个团体绝不可能有团体精神”，可见北大的教读生活

给予了他适宜的治学土壤。

作为专研政治外交的学人，这一时期张忠绂与学科的互动则以“笔杆”

为吁求工具，力作频现，著作有《中国国际关系》《欧洲外交史》《美国战前

的远东外交》《德意日三国同盟》《演变中的远东国际政治》等（见表 2）。其

中尤以《中华民国外交史》为代表作，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政治学人与学科

的互动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以中国外交史为题之代表性著作，除蒋

廷黻所著以外，当属他的此本著作最为优秀。该书依张忠绂任北京大学政治

系主任期间在校讲授讲义所编，其中一部分已刊载于《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

学季刊》中。基于此，该书上册广泛搜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中各类外交档案，

详细论述了辛亥革命至华盛顿会议前后的民国外交情状。著作共分九章，起

自 1911 年辛亥革命，终于 1921 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全书凡 601 页，所叙述

民国初年之外交，抄录文件及附注占有较多篇幅，多为原始材料，考证极为

详细。b 除此之外，该书的另一特点在于“著述态度可称公允，论断亦多切

要”，如言及巴黎和会曰“中国在和会中所提出的具体主张虽大多未能达到，

但中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已因和会之经过而引起全球人士之注意，预伏华

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之处置之张本。中国在和会中，虽未能如愿取消协约

及参战各国在华之特殊利益，但德、奥等战败国在中国之特殊利益均已取消，

因参战之原因，中国且获得参与巴黎和会并得加入国际联盟为创始成员，是

a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艺、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b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 1945 年版，第 139—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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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黎和会对于中国之处置虽未能使中国满意，但中国已因巴黎会议而获得

相当之结果当无异议”，可见其著述态度公允，论断中立。a 就研究价值取向

方面而论，其仍然受留学期间导师韦罗壁的学术风格深刻的影响，著述过程

强调客观公正，重视历史原料，行文大多旁征博引并附有大量引文及注释，

体现出了这一时期他对学科研究理路的坚守。b 

表2　张忠绂归国后教职期间代表作 （1933—1944）

出版时间 出版著作 出版社 著作主要内容

1933 年 《中国国际关系》c 
上海 ：

世界书局

该书对世界政治与中国、中俄、中

英、中美、中日及其太平洋外交政

策做出深入探讨。根据在平津各校

及学术团体演讲整理而成

1934 年
《欧洲外交史

（1814—1933）》
上海 ：

世界书局

该书共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叙述

自 1814 年至 1914 年欧洲外交形

势，论及维也纳会议、英法协商、

德意志之统一、近东问题与柏林

会议、英法协定与英俄协定；第

二部叙述自 1914 年至 1933 年欧

洲外交在“一战”前后情形，论

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

苏俄之建国与土耳其复兴、国

际联盟等。该书籍作为授课课

本及参考书，其后附有中西译

名对照表便于授课；该著作力求

提升读者对国民外交的认识，促

进了解国家外交意义是什么？外

交政策是否永远不变？外交家的责任

a  陈恭禄：《评张忠绂著〈中华民国外交史〉》，《学艺》第 15 卷第 8 期，1936 年。

b  桂运奇：《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现代政治学科的建立与初步发展（1898—1937）》，华中师范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168 页。

c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相关著作，此前尚有顾维钧著“Status Aliens in China”、刁敏谦著“Legal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鲍明钤著“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等，均为留学生在美所作论文。另有圣约翰大学教授 McNair 将 H. B. Morse
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三册增删为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梁

鋆立：《书报介绍与批评：〈中国国际关系〉》，《外交评论》第 3 卷第 10 期，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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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出版著作 出版社 著作主要内容

何在？外交与军事的关系如何？

中国在外交上成败得失所在？ a 

《英美在远东的平行行动》《四年来的美国远东外交》

《德意日三国同盟》《演变中的远东国际政治》

1943 年 《国际政治论文集》
重庆 ：

正中书局

汇集了自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5 年来，作者发表的 20 篇关于

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尤其以中

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国际政治问题

及其演进为重心，其中包括美国

由中立与孤立转变为正式参战的

过程、英美两国间合作的进展、

德意日三国同盟与三国现时处境

等种种问题

1944 年
《美国战前的

远东外交》
重庆 ：

正中书局

对美国参与太平洋大战对日作战

前的远东外交政策做详细解读，

其笔调触及美国自九一八事变至

七七事变的远东外交策略，并论

及美国最终决定对日参战的具体

因素

　　 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张忠绂：《中国国际关系》，世界书局 1933 年版；张忠绂：

《欧洲外交史》，世界书局 1934 年版；张忠绂：《英美在远东的平行行动》，国民图书

出版社 1940 年版；张忠绂：《德意日三国同盟》，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0 年版；张忠

绂：《四年来的美国远东外交》，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1 年版；张忠绂：《演变中的远

东国际》，文通书局 1942 年版；张忠绂：《国际政治论文集》，正中书局 1943 年版；

张忠绂：《美国战前的远东外交》，正中书局 1944 年版；等等。

a  张镜人：《欧洲问题要籍提要》，《图书展望》1936 年第 6 期，第 34 页。关于《欧洲外交史》国

内出版著作亦有两种：其一为周甦生著《近代欧洲外交史》（商务印书馆），修订三版，叙述至

1925 年；其二为吴颂皋著《欧洲外交史大纲》（民智书局），仅出版上卷，叙述外交详细事件至

1919 年。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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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张忠绂将大部

分精力投入教学科研及著书立说当中，著述与教读齐进，根据北大教学讲习

的种种思考推动著述的产生，试图将中国传统知识资源“政治学化”并进而

建立相应的本土政治谱系，据他所称“这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个时期”a。

可见他已从学科思想之维逐步走向了学科学术之维，当然，这一阶段也可谓

是学人学术研究从青涩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是政治学人学科求索阶段较为

综合升华的时期，有关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及编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

“喷涌”现象。这一时期之所以成为张忠绂的“高产时期”，成为政治学人在

理论层面对学科有着进一步成熟思考的时期，自有其特定的国际社会背景及

个人学术经历因素。首先，由于“九一八”国难猝然爆发，国人开始思考中

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及影响力，并开始试图从外交途径找出国家之所以羸

弱的原因，外交值此之际成为牵动国人的一根“神经”，自然给予了政治学

人充分讨论的土壤；与此同时，这也与张忠绂对该学科的认识以及彼时资料

提供的条件有着联系。由于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外交与中国国家前途有重大

关系，但一直以来中国尚无外交史专著，可谓“自《尼布楚条约》至今，凡

二百四十七载，即自《江宁条约》至今，亦已九十四年。此数百或数十年间

之中国对外关系，国内无详著述信史，即国外专家之著作，其差强人意者，

亦不数外交史”b。于是他决定著述一本专门的民国外交信史。此外，这一现

象的产生，还与当时外交系统大量刊布的史料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欧美外交档案已大多公布，为学人提供了著述的客观条件。c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性，学术研究必然离不开特定的国家主体，

而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又决定了学人研究议题的大致分布，

同时也决定了政治学人学术的研究领域及关注热点。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

宪政、国会、地方自治这些领域的确定主要是由国家的政治危机所决定的，

很大程度上仍然脱离不开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d 张忠绂则对这类意识采取

超然态度，他认为中国应该将提高国家行政效率作为彼时第一要务。

a  张忠绂：《迷惘集》，第 99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社

1978 年版。

b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 1945 年版，第 1 页。

c  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55 页。

d  刘杰：《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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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份转换：以“学”促“政”的互动

觅“政”的人生，除了从学科著述上着手，还与政治学人以“学”促

“政”的努力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的学科求索，主要以政治学人“起而行”为

特征，其求索则关注到了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问题，不再采用“枯坐书斋，

教读演谈”的坐而论道的方式，而是主动投身于国内外各类外交实践活动当

中，力图通过一种“设计政治”而达成自身作为政治人理想的路径探寻，实

践着自己成为“政治人”的最崇高的理想。虽然早期他一再强调“我未曾加

入政界，更不愿营谋，决不肯因做官而求人”a，但1936 年夏后，张忠绂出任

了太平洋学会年会中国代表，翌年夏返国。此后又与钱端升、胡适作为代表，

赴美进行国民外交工作。b 本次出访希望“一面使美国政府能了解我们的国

情和我们政府被迫而抗战的苦衷；一面在加强美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并唤

起美国民众对‘二战’国际外交政策有所警惕，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可以有所

举动”，同时他计划在华府国会图书馆居住半年搜集相关材料，力图摘录较

多国内未见材料，准备休假返国后即开始写作《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二卷，

并对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一卷有所补充。c 对此项工作，作者称：

“我是学远东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我原有一个计划，想用十年的时间，编成

一套五册的中国外交史，以三本记清末，以两本记民国。彼时清华蒋廷黻正

‘大事宣传’他正在作清末外交史，因此我决定从民国作起，以便节省人力物

力，使读者得以早观全豹。”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著述材料虽已搜集齐

全，但由于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卷草稿无奈遗失殆尽。他在后来回忆中痛心

道：“自己的作品无异于自己的儿女，我既无力保护它，虽痛心疾首但也只好

徒唤奈何。战后辗转迁徙，既无时间又无金钱，无法再继续完成，也只好留

待后人完成。”d

a  张忠绂：《迷惘集》，第 127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

社，1978 年版。

b  出席太平洋学会代表亦有胡适、施博群、许仕廉、沈崑山、秘书刘驭万等，一行人于 1936 年 7
月 14 日乘坐“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启程赴美，同时，胡适此行将参加哈佛大学 300 周年纪念大

会。《胡适赴美，许仕廉等偕行》，《大公报》（上海版）1936 年 7 月 15 日第 3 版。

c  《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一卷叙述至华盛顿会议，并于 1936 年夏出版，第二卷拟作到九一八事变。

d  张忠绂：《迷惘集》，第 110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

社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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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张忠绂经常为《独立评论》撰稿，并逐步完成了自身由“学”至

“政”的身份转换。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张忠绂对于国家外交、国际关系、

各国联盟、外蒙问题、留学教育等问题有着精到的阐述。a 张忠绂尽管自称

其身上“有一点不应有的中国名士习气”，但对这项工作仍然“甚有兴趣”。

1937 年，大多数学人“都以到昆明做学问为荣，以到陪都重庆攀高官为耻

（因此与此相对的是：1945 年抗战胜利后，这些教授也大多没有选择去国民

政府首都南京，而是依然决定回北平）”b，但张忠绂却反其道而行之，并没

有跟随大多学人远赴西南联大，而是积极“参政”。对此，张忠绂的解释是：

一方面当时已略知众多学人所去的西南联大情形，图书设备绝对不够，研究

必根本无法完成，但依据所学可能对国家有点贡献；另一方面虽不热衷于利

a  张忠绂在这段时间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外交关系、英日同盟与德意日同盟、美国与远东政

策、国联问题、外蒙问题、留学教育等方面。具体代表作如下：（1）国际外交关系：《近百年

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外交周刊》第 25 期，1934 年；《中国与国际》，《独立评论》第 133
期，1934 年；《弱国是否无外交》，《独立评论》第 139 期，1935 年；《未来的国际形势》，《新

政治》第 6 卷第 2 期，1941 年；《秘密外交与公开外交》，《独立评论》第 185 期，1936 年；《中

国外交失败的症结》，《独立评论》第 148 期，1935 年；《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周刊》第 41
期，1935 年；《一九三六年国际大势》，《每周一篇》第 1 卷第 19 期，1936 年；《大战前后的国

际关系》，《新中华》第 1 卷第 4 期，1943 年；《民国二十一条之交涉》，《日本评论》第 8 卷第

4 期，1936 年；《世界政治与中国之命运》，《南开大学周刊》第 86 期，1930 年；《太平洋风云

紧急》，《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8 期，1932 年；《民三年山东问题之交涉》，《国立北京大学社会

科学季刊》第 5 卷第 3 期，1935 年；《中国战后问题》，《大公报》（桂林版）1942 年 7 月 19 日

第 2 版；《中国外交政策》，《大公报》（天津版）1932 年 1 月 21 日第 8 版。（2）英日同盟与德

意日同盟：《国际现势与英日续盟》，《外交周刊》第 34 期，1934 年；《英日谈判的前途》，《独

立评论》第 242 期，1937 年；《新约成立的意义》第 5 卷第 25 期，1943 年；《英日同盟复活之

推测》，《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9 期，1934 年；《英日同盟复活问题：国际现势与英日续盟》，

《时事月报》第 11 卷第 4 期，1934 年；《为三国同盟事敬告英美》，《大公报》（重庆版）1940
年 10 月 6 日第 2 版。（3）美国与远东政策：《美国的远东政策》，《大美周报》第 45 期，1940
年；《欧局与远东》，《经世》第 18 期，1938 年；《英美在远东合作的问题》，《中央周刊》第 3
卷第 10 期，1940 年；《“炉旁播讲”与外交新政》，《中央周刊》第 3 卷第 27 期，1941 年；《美

总统的“外交新政”》，《时事半月刊》，第 4 卷第 9 期，1941 年；《最近英美外交之动向》，《大

公报》（香港版）1938 年 9 月 19 日第 2 版；《大战的转折点》，《福建日报》1942 年 4 月 18 日第

1 版。（4）关于国联问题：《国联的没落》，《独立评论》第 201 期，1936 年；《由“九一八”说

到中国与国联》，《经世》第 23 期，1938 年；（5）外蒙问题：《外蒙问题的回顾》，《独立评论》

第 198 期，1936 年；《写在“再论外蒙撤治”的后面》，《独立评论》第 209 期，1936 年；《答徐

道邻先生关于“外蒙问题的疑问”》，《独立评论》第 204 期，1936 年；《外蒙取消自治之交涉及

取消自治前后经过之情形》，《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13 期，1936 年；《民国初期之俄蒙古交涉：

“中华民国外交史”之一页》，《外交评论》第 4 卷第 3 期，1935 年。（6）关于留学教育：《敬告

今日之学生》，《癸亥级刊》第 6 期，1919 年；《论文明果何物乎》，《癸亥级刊》第 6 期，1919
年；《留美清华学生中部年会报告》，《清华周刊》第 24 卷第 17 期，1926 年。

b  王波：《大师院落的背影》，《中国青年报》2011 年 7 月 20 日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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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但对于国事与国计民生，亦不能视若无睹。与其在边远的昆明，对抗战

的进展挂念焦急而无所知，不如留在政府中，不至于对时局过于隔膜。a 于

是，1940 年 12 月，他出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 年复任外交部参

事，1943 年 8 月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1944 年又被派充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

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员，并任小组会议代表。1945 年初，复任出席旧金山联

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提案专门委员。1946 年 10 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代表团顾问兼办事处主任。1947 年 2 月任国民政府文言处秘书。1947 年 11

月，与孟治、瞿菊农、陈之迈共 4 人作为代表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的第二届大会。b 此后长期定居于美国。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书斋生涯之外，张忠绂又以笔为武

器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这促使他在更广大范围下进行学科实践活动，履行

了战时大背景下作为一名政治学人应尽的学人义务。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并

非单纯的学术著述，而多是由政治形势引发的政治思想讨论与政治运动实践，

亦十分重视外交对国家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论断。他指出中国自 19

世纪以来走上一个“歧途”，即“中国过去的失败，只知有中国而不知有国

际，不重视国际关系”，其结果就是中国“丧失了远东主人的地位”，在这种

情况下，中国走入了“弱国无外交”的困境，尤其是中国在与日本当局交往

对峙时，往往失去一定的主动性。他认为：“强国固然需要外交，但弱国尤

其需要外交。一个弱国被强国压迫、受强国的宰割，而欲靠他国的力量——

这在科学昌明的今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愈是弱国，外交愈是重要。强

国——尤其是地势优越的强国，他的外交稍有疏忽，尚不至对他的前途发

生重大的影响，而弱国的外交稍有不慎，即可招致亡国灭种的惨祸。”c 为此，

他特地在《论中国外交失败的症结》一文中举例论证。文中提到日本向中国

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又与中国商谈经济合作。当时的

执政者忘却曾经遭受的耻辱而草草同意合作，但最终合作的结果是使中国又

丧失了众多权力。在此现实下，“弱国尤其需要外交”，因而主张中国一定要

a  张忠绂：《迷惘集》，第 123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

社 1978 年版。

b  《国民政府令》，《教育部公报》第 19 卷第 12 期，1947 年，第 3 页。

c  张忠绂：《弱国是否无外交》，《独立评论》第 139 期，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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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国际关系，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关系。外交与内政相辅而行，内政不

修、实力不充的国家在外交上势必遇到种种困难。a 因而，中国的外交，必

须靠自力更生，一方面在于增强国内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外交的

力量，造就有利的国际环境。b 对于此，他的意见是一个国家如果只顾充实

自己的国力而完全忽视国际关系，或过于重视国际关系、过于依赖他国而不

充实自己的内政治理，都是顾此失彼的。中国未来的出路应是一面准备充实

实力，一面运用国际关系的。c 与他同时期的张奚若亦指出现代国家必须有

一坚定的立国理念，所谓“最高明的政治制度乃是民主政治，其使用于‘以

理服人’的原则而非‘以力服人’”d。

值得指出的是，张忠绂在《不安的世界》中提出了建造“强力政府”的

具体步骤。“欧战以前大家抱的是‘以战止战’的主张，以为经过一次世界大

战之后人道正义即可伸张，所谓真理也可战胜强权。不幸欧洲大战给予我们

的教训不但使我们明白不能以战止战，反而埋下了下次大战危机的祸端……

现时国际政局，因为大家不能彼此谅解，处处都显示着不安的景象，永远和

平是谈不到的，目前所谓和平不过是武装均势下暂时的和平。就事实方面

说，世界虽大，几无一片安静土。”e 他同时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有外交而无政

策，无政策则无定见，无定见则无一贯之办法，每逢事变临头，则临时筹划

应付方法。因此，中国必须有一强有力牢固的政府，并能保全中国之主权与

独立性质及领土完整，此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才能维持。若能维持中国的

门户开放政策，远东国际秩序才能得以梳理，太平洋上的和平基础才能得以

奠定。换句话说，也只有中国问题得以合理解决，整个太平洋的问题才能得

a  刘超：《“熟悉的陌生人”》，《书屋》2010 年第 2 期。

b  张忠绂：《中国的国际环境》，《大公报》（香港版）1939 年 2 月 5 日第 1 版。

c  张忠绂：《中国与国际》，《独立评论》第 133 期，1934 年。

d  张奚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第 240 期，1937 年。

e  张忠绂：《不安的世界》，《北平周报》第 62 期，1934 年。1934 年 3 月 29 日，张忠绂以同名讲

座在北大二院礼堂举行首次演讲，到会 300 余人，大意谓：“战争决不能制止战争，自欧战之

后，国际间因有以战争制止战争之思想，故有国联之组织，目前国际情况又与欧战前相同，处

处显示不安，于此普世不安的状态中，尚有两个中心，其不安的情势尤为显著，一为中欧；一

为远东……然而，自华盛顿会议后，有九国公约、四国协定，其精神系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

而中国开放门户，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破坏一切，并退出国联。若维持公约，则只有施以

武力。但俄国正努力完成其二次五年计划，美国亦正进行复兴运动，虽有种种酝酿，亦不过成

为军事维持下之和平状态。”《北大一九三六研究会张忠绂讲不安的世界，解释欧洲纠纷症结所

在》，《大公报》（天津版）1934 年 3 月 30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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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a

从学科研究方面来看，张忠绂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科研主张既放眼全球，

又立足国家；视野既宏观，又微观；其研究方法既符合当时综合系统，又贴

近现实的研究趋势。从美国远东外交具体政策来分析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方

式，他指出了美国自中日战争发生以后对远东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与政策，表

面上时而消极时而积极，时而喜谈“隔离”时而又谈“封锁”，时而谈“制

裁”时而又谈“报复”，似乎无一定的立场，但实际上美政府对远东问题与

态度，则是遵循以下三个准则：其一，谨遵约章，严守信义，并反对单方以

武力破坏约章之举动；其二，避免卷入战争旋涡；其三，运用美国的权利与

他国合作，以抑制侵略者，而谋求恢复远东的和平秩序，惟此种和平秩序必

须建筑于公允而合理的基础之上。b 张忠绂认为，就华盛顿会议而言，美国

原为华盛顿会议的召集国，在太平洋上一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远东

政策，一向是主张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而美国是国际中最主张

正义、最富有理想的国家。自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历次表示维持其一贯

立场。然而，在中日交战之后的 17 个月中，美国并未采取任何足以压迫侵

略者就范的强硬措施行动，反而时有透露出畏怯犹豫的心理。c 中日两国原

为同文同种，本应有合作的必要，但两国不安局面的产生一方面由于日本推

行的大陆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的软弱不安，而二者又互为因果。软

弱不安使日本决计推行大陆政策；而日本方面所推行的大陆政策又加剧了中

国的软弱不安状况。d 对于这个问题，张忠绂在早期《敬告今日之学生》中，

就明确提出：中国处于世界争端之下，理应消除国家主义，保世界大同思想

谋人类之共同幸福。自世界有战争以来，损失皆巨，战后之人以国家主义为

之，人民各知有其国，而不知有人之国；各知爱其国，而不知爱人之国，于是

损人之国以利己之国，夺人之地以扩己之地——然大同和平终归空言，不能

见诸实行者也。e

从张忠绂写作取径中来看，此时他对“国家结构”具有明显的思想倾

a  张忠绂：《远东之国际秩序》，《今日评论》第 1 卷第 1 期，1939 年。

b  张忠绂：《美国远东外交的新动向》，《世界政治》第 4 卷第 1 期，1939 年。

c  张忠绂：《英美两国的远东外交政策》，《新经济》第 1 卷第 5 期，1939 年。

d  张忠绂：《论中日邦交》，《日本评论》第 8 卷第 2 期，1936 年。

e  张忠绂：《敬告今日之学生》，《癸亥级刊》第 6 期，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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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的结论是，近现代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并非受外敌入侵，而是国家内部

转型及社会变迁步伐快，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却无法跟上，而只有当国家转型、

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步伐速率相对等，即所有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

都被适时地制度化了，才不会产生国家危机，或是产生了国家危机后也均能

被高效率地解决。a 他对于国家社会结构亦有相当关注，从社会结构层面入

手，指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直接导致了新兴意识形态的崛起，各种政治势力

逐渐形成，并与社会变迁相同步，历经了数轮转化及重组，成了影响社会、

影响国家的政治势力。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当中，各种政治势力并存、角逐、

构变，既相互影响，更影响即造就着新的社会变迁及其新的社会行为方式。b 

总的来说，在张忠绂著述的“学政”各类讨论中，以讨论国是为主流，在政

治价值选择方面倾向于超越决然国民精神的民主政治，其所提出的对日政策

主张，并非一般的抽象的国际交往原则，而是以政治学人的学科视角研究外

交问题以解决现实问题。从一定程度而言，对日的主张均富有较强的预见性

及某种深度理性。在提出对日政策主张时除关注远东政局的变化以外，还强

调与英美等主张和平的国家合作抗日，重视国联等国际组织对远东和平秩序

的维持功能，同时密切关注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变化，谨防中国上当，体现

出了外交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以上可见，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在当

时，且在当代，也别出一格，颇为新颖。

这一时期，张忠绂对学科的探索实现了政治讨论与现实政治的结合，

其学科理论与国家形态的关系也最为直接，体现出一种“学术逻辑与政治

逻辑双重变奏”的特殊性格。一方面，由于政治学长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具有其自身的学术逻辑，发展遵循一定的学术规律，体现着学科纵深立体

的发展逻辑，因此随着不断的探索实践，张忠绂对于学科的认识在深层次

得到了拓展；另一方面，彼时中国政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即是国家

形态的重要体现，其学科发展必然遵循着现实逻辑与国家现实需求，也必

然受到彼时现实社会与现实政治的影响。以张忠绂为代表的政治学人，很

a  塞缪尔·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转引自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 页。

b  张忠绂：《迷惘集》，第64—65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 辑，文海出

版社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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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意识到固有书本的政治理论无助于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因而

愈加倾向于使中国的政治学科本土化（亦即政治学科的现实实践化）。同

时，这一时期对国家政治外交问题的讨论重在理论推导与价值判断方面，

且从主要回答“应该怎样”的现实问题的分析规范逐渐过渡到以客观例证

及事实判断的实然分析，并尝试回答中国国家政治“应往何处去”等一系

列蕴含现象属性的问题。最值得指出的是，传统的政治学是一门关于国家

理论与国家制度的学科，即所谓“一切政治学始于国家，也终于国家”（All 

the political science begins and ends with state），张忠绂对学科的探索在此阶

段进一步将传统的政治学延伸至某种“应用的政治学”，将对国家制度理论

的政治研究转换至政治行为，如他于 1935 年冬进入了当局最高层的视野，

七七事变后与钱端升一道陪伴胡适赴美进行抗战宣传，1938 年春从欧美回

国后，又供职于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同年 6 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

员，7 月，与胡适、钱端升一同受征召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国

际舆论的支持与同情。以上种种均体现出了政治学人与学科的互动在一定

程度上不可免于政治、现实、外交、人情的内容，而更是政治、现实、外

交、人情的一种相互表达特征。

三、夹缝时代下的觅“政”人生：政治学人及
其学科求索的特征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何谓

“时代”？何谓“夹缝时代”？这些又体现出了怎样的特质？从学理上讲，

对以上这类问题的解答是甚有必要的。“时代”乃为一个古老却又常新的论

题，指的是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揭示时代的本质及规律，所谓“时代”

既与个体相关但又与一般的时代不同，是对时代问题的一种规律性解释说

明。就中国的夹缝时代而言，系以长期纷争混乱之大动荡时代，全球人类，

思想冲突，制度变更，各国内而彼此革命，外而连接战争，而个人之渺小，

甚显沧海一粟。a 这一时代的政治学人群体呈现出几类特征：其一，古与今

a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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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冲突融合的转型时代下，学人在心理、思想、意识、情绪等层面呈现

而出的“无所适从”的感受。“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近日中国

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处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

岸之时也。”a 作为一种固有文化现象的表述与现有文化现象表述的“古”与

“今”交织b，传统卫道与现代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纠缠缠绕，西潮与东风

两者异质特性在广阔地缘中冲突撞击，加之彼时政潮风云变幻的空间背景，

多数人不可避免地挣扎于各种夹缝与紧张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试图努

力完成身份的转换及个人使命的回归，在时间轴上展开了古与今拉锯之下

的自我妥协，显现出一种心境上的“迷失感”。凡此种种外层结构及个人

主体的变动性，已非其群体单纯的文化之力所能解决。其二，近代民族国

家意识迁变重构过程中，国民意识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呈现的国家民

族意识与自由主义冲突，其中交织的中外政治冲突不能够忽视，这在政治

学人群体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近代中国，内部朝政更迭，同时于外部受

“西风”之肆意吹刮，两种冲突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相互激荡，相互交织于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特殊的主体之上，其政治的角力不仅反映了近代中

国对汹涌而来西潮的适应不良，更反映了近代中国自身内部思想矛盾日益

深化的危机。其三，近代历史时代的局限性，既表现为知识人群体个人生

存空间的相对逼仄，又表现为学人往往无法充分表达自身完整观念，从而

无法表现个体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演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现代知识人群

体自身生命历程发生历史转折的重要阶段，也体现了这种“夹缝”历史空

间不断更迭的动态性对知识人群体产生的重大影响。基于此，墨子刻曾将

中西方的知识分子相互对照，在他看来，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常常

坠落于一种“超现实”的尴尬境地之中，从中衍生而出的奢望与失望，更

加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潮涨潮落的深深无力感。c

由此而来，则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夹缝时代”下学科学人如何对

学科进行求索？政治学人如何“寻觅”自身的学术属性、政治属性？政治学

a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1901 年 6 月 26 日，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

集》之六，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b  朱其训：《文化夹缝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107 页。

c  墨子刻：《政治发展与知识分子》，《中国时报》1983 年 3 月 21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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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学科实践又呈现出何种特点？学术与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景观，本

来两者之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然而各自品格不易。学术辗转于科学与论证

之间，政治穿梭于利用与反对之间，只有此四者互相织成一张虽错综复杂但

又互相平衡的网，才能自有其生命。由于现代政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

决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投射到政治学上，更为复杂。a 具体来看，不同的学

人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限于篇幅难以全述。从微观

到宏观来看，则涉及学人、学科、时代属性三个方面，因此构成了以这三方

面为主轴的三个维度，分别为：“学人 - 学科”“学科 - 时代属性”“学人 -

时代属性”，以下试图在文中分述之。 

其一，从“学人 - 学科”的维度来看，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政治

学人具有何种特征？近现代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类人？具有何种特征？

这无疑是十分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谓，科举废除之后，“士阶层”的逐

渐消失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特

征之一。b 但脱胎于士阶层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仍然保留着传统士

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而此种社会责任感在某种特定的

社会条件下即会被激发出来，从而大多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阐抒政治士人之意见，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胸怀政治抱负以直接参与

国是投身政坛。c 显然，在近代不甚理想的社会生态中，将夹缝时代的

“出口”寄托于一种不切实际的“书斋谈学”未免显得过于羸弱，于是学

人将学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并进而转化成了一种政治资源及政治

影响力，即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根基一般是以学术的、文化的、历史的

要素为基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是依靠现实政治，其落脚点是

直接参与了政治。由此而来，一方面知识分子之于现实的作用与实际有

着极大的差距及无力感，也相信这种差距可以得以克服并使之转化；另

一方面，以张忠绂为代表的学人，尤其是政治学人在理想主义层面含有

一种高度的政治自觉性、政治积极性，即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行动

a  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 1930 年代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

b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

1999 年第 4 期。

c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2003 年 6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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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倾向，亦可称之为“以学术及政治相糅合的淑世精神”，这种精神主

要来自这一学人群体的传统儒家经世精神，以“救世”情怀投身政治以改

造污浊沉沦的国度。a

另外，要解答的是：近现代外交使节是怎样的一类人？所处的地位是

如何？这个问题可以从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驻外交使节的组成人员入手进而

分析。一般而言，近现代外交使节大多由职业外交官、国民政府党政军要

人以及学界名流或著名学人担任，以上三类人员又可分为政体内成员及政

体外成员。由于后两者的介入，打破了旧时职业外交官对整个外交界的垄

断，产生了外交官人事体系或网络结构的重组。b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

人”深具学术研究与政治功能双重属性，群体性质始终在“知识分子”与

“外交使节”之间来回穿梭。因此对于张忠绂而言，首要的职业身份本质是

学者或专家，负责现代知识的传承与思想的传播，但以张忠绂为代表的政

治学人也多会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一种是思想者，一种是行动者。作为

思想者，及作为具有学科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术为主业，以政

治学的理论为“治学”的基础，但政治学学科的特点和知识分子的使命与

责任，又使他们对政治改造抱有极大的热情，于是不由自主地成了政治学

科的行动实践者。c

两者交汇而出的则是政治活动者身份的多样性。据 1935 年《外交年鉴》

所载国民政府 86 名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其中具有国内外大学教授或研究院

资历者达 14 人，约占总数的 16.3%。d 在这部分亦学亦政的群体当中，又分

为数类：其一为归国先入大学执教，随后再转入或兼任政经外交，如卫挺生、

王化成、陈之迈、时昭瀛等；其二为投身政界，在局势更易之后又返回校

a  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b  白杰：《晚清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风采——以善耆的政治人生为线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

c  金安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2 页。

d  岳谦厚：《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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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如浦薛凤 a、沈乃正；其三为供职别处但长期或短期兼任大学教职员者，

如唐悦良、张国辉、冀朝鼎、汪世铭等；其四为纯粹的社会活动家，如罗隆

基、王造时、彭文应等。b 事实上，这四者的界限并未绝然隔阂，民国初年

的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具有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教”或是从“学而

优则教”到“学而优则仕”的经历，这一转变过程固然反映了科举废除之后

“政”与“学”关系的变化，也显示了这一时期读书人在对现实紧张的政治状

况之下，积极寻求新角色认同与身份定位的新努力。c 据不完全统计，20 世

纪 30—40 年代前后在政府当局行政系统中占有职位的学人有蔡元培、李石

曾、罗文干、王宠惠、李书华、丁文江、翁文灏、胡适、蒋梦麟、朱家骅、

王世杰、蒋廷黻、何廉、朱经农、张慰慈、陶希圣、吴景超、吴文藻、唐培

经、叶公超、张君劢、吴之椿、陈之迈、徐毓楠、钱端升、楼光来、萧公权

等。这部分学者作为政学议一体的权力结构类型学人，是现代中国极其值得

注意的一大面相。d 从学界名人角度而言，之所以出任外交官工作，并非完

全是出于“职业升级”的需要，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

身先士卒投入政治，以解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一种情感关怀；从政府方面考

量，由于这部分“学人”拥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既有尊荣的学术头衔及求学

经历，又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具有与职业外交官、国民政府党政要人相比

不具备的优势资源，因而可以借助其各方面社会声誉及学术影响力量，发挥

整合局势及重整战时颓靡的人心之效。e

其二，从“学科 - 时代属性”维度来看，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内在功能，

首先应当回应的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需要解决的是

a  浦薛凤对于学者（尤其是政治学者）入仕途，有如下观点：“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属短

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不论从政执教，予均保持学以致

用之信念，努力以赴，衷心无愧。”浦薛凤 1939 年 3 月即赴渝从政，从此担任国防最高委员

会参事共 7 年之久。浦女浦丽琳在其《浦薛凤回忆录》代序中言其“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

以学者身份从政”。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在抗战救亡背景下，投身政界并与政权发生联系，实

际上是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及抗战政策在理性上的一种认同。刘宜庆：《浦薛凤与清华学者的从

政》，《博览群书》2001 年第 3 期。

b  王振民：《法意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3 页。

c  鲁卫东：《“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学术界》2012 年第 8 期。

d  刘超：《民国文化格局中的平津知识界——一项基本性的翻案》，《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8 期。

e  岳谦厚：《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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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政外交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提供彼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解决

方案，其次回应的问题才应当是学科内部的基本问题。以张氏为代表的政治

学人，求学及在大学任教的初期，恰好是“一战”前后，因此学科生命的历

程高峰期与世界大战、国际关系呈现正相关关系。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学术

讨论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提升国家内政稳定、重振国家外交尊严为研究

土壤及理论基础的，正所谓“驾驶学问之舟于国家危难的惊涛骇浪之中”，

他们试图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国族基本命运相结合起来，从现实中解答理论问

题，从而也催生了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因而，同教育学人群体类似，以张

忠绂为代表的政治学人学术历程的发展是栖息在大学教职生涯当中，所谓耕

读生活促进学科学术的产出，自然学术历程内嵌在了所属学科的发展当中；然

而，与教育学人群体又决然不同的是，由于政治学人的学科性质天生与政治相

挂钩，意味着政治学人的学术人生必定是与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紧密联系的。

从中国历史背景来看，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中华

人民奋斗史。近代中华民族天朝大国梦碎，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国力衰微，

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新旧体制频繁地转换，东西文化的冲突、国权威严的

轰然坍塌，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可谓是一“急切时期”。与全体国民相同，学

人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在实际上正是构成了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藉，

贯穿于他们学术志业和思想的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关怀，他们秉持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承担起“救国

于危难”之际的重责进而寻求“中国之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深刻地体

现出了传统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

这种责任意识成为学人群体中最核心的情愫。在此波澜壮阔的背景下，政

治学人以笔杆为利器，主动承担起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种

种求索也反映出了一种历史理想主义的心态，这种理想主义心态是知识分

子身上传统儒家社会道德理想主义与近代国际大势变迁背景相结合的产物，

他们倾向于用“此岸的手段追求彼岸的政治理想”，但对中国政治的普遍过

于乐观的预估，使得中国的本就复杂的政治情势愈发充满了纷乱。a

其三，从“学人 - 时代属性”维度来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作为中国

a  金安平：《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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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转型期，新旧思想此消彼长，国际国内形势交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政治、文化的变动。政治学人与学科的互动与政治权力、国家行为、社会意

义等重大的时代命题息息相关，存在着权力与学科之间的控制与张力，政治

学人很难不扮演“知识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越是有理想有抱负，

就越是无法清楚地将两者进行剥离。他们是学者、学人，是政治思想的传播

者，但往往又是政治参与者、政治行动者或者职业的政治官僚，在与学科互

动的过程中提供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这一现象在政治学者这一群体

中就更加难以完全分开，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和转型时期，不同的

身份之间会有融合，同时也会有冲突。特别是，由于法政人士其学术志向及

学术训练，始终是社会变动的敏感人群，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政治领域弄潮

并因此沉浮于世则不足为奇。a 如此而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学人一次次跌入

现实政治的旋涡，被政治抛弃而“出局”？是什么原因致使徘徊于学术与政

治间的身影既成群体又显孤单？这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历久弥新的话

题。要回答这一问题，除了通常所言的“时代趋势”“政学”的精英意识（这

种精英意识在学术上注重的是提高中国学术的品质，在政治上则是“吾曹不

出如苍生何”的担当）、“会思想的芦苇精神”（指的是“大风刮来”危机时

刻关涉“气节”与“情怀”的宁折勿弯、屹立不倒的中国士人传统精神）b 以

外，恐怕还得紧扣学人与时代背景来谈。c

在晚年，张忠绂就在其回忆录《迷惘集》中对时代背景描述道：“我接

受的教育，从旧式的家庭经过教会学校、预备游学的清华学堂，至若干美国

大学，直至念完三个学位为止。耳濡目染，可以说是从最旧的到最新的。教

育与环境以及个性联合起来养成了我的主要人生观，和我认为正确的立身行

谊之道。线装书给了我初步的人生哲学，西式教育使我放宽了眼界不拘泥于

旧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d 为了深切说明以上学人与近代中国社会背景的交

a  王振民：《法意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 页。

b  陈平原：《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c  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d  张忠绂：《迷惘集》，序言第 1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

版社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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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他随之补充道：“我生长的时代中，迷惘的现象不仅限于中国，即世

界的情况亦使人迷惘。生长于此一过渡时期内，个体只能就自己的性格、教

育、环境等，做出种种抉择。守旧派背后称之为‘洋人’，笃新者又以之为

‘顽固’，随波逐流着又称之为乖僻。在此思想庞杂的时期，已无一身行谊的

社会标型，也只能行其心志所安。”a 而在思想极端动荡时期，个人处身行谊，

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既不能脱俗独立，又不愿阿世取容。脱俗独立，则不入

于道，最多也只能独善其身；阿世取容，则不入无学。以学济奸，则危害国

家与社会更甚，最低限度亦无利于他人，只图一己享受。以张忠绂为代表的

近代政治学人无疑生长在中国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由清季、北洋政府到国民

政府，幼时所受的教育思想是忠君爱国的旧式教育；民国成立以后，因学校

教育与环境关系，这部分人思想已逐渐转变。他们生长的过渡时期，内有一

个古老的家庭，外有一个新兴的中华民国。这一群体熟知个人思想与观念的

形成，正是迷惘的根源，在迷惘的环境与世界中，如能仿若柳絮随风，反倒

逍遥自在，任其飞上枝头，或堕入泥沼；这一群体若有深刻思想与坚定的观

念，则必成为苦恼的泉源。可见政治学人个体其学科求索历程，无疑是在时

代夹缝之中求得某种平衡，是一部学人成长与学术养成的纪传记录，必然经

过了这种夹缝时代特征下“紧张却又复杂”的心灵体验。

以张忠绂为代表的政治学人，曾反复强调在中国近代特殊的环境中与中

国特殊的官场氛围中，“似乎做事者必不能做官，而做官者亦必不肯做事。盖

做官者在中国无正轨可循，几于全赖交情与人缘。除裙带关系外，均建筑于

忍让与圆滑之上。忍让圆滑之人，只有假公济私而决不肯因公害私。以做事

为目的的人却不然，做事则不能不负责任，负责人则不可能完全避免因公

而开罪于人，其结果，自然不免于为人所倾轧排挤”b。他此种“君子和而不

同、决不假公济私、不愿苟同”的理念在早期留学阶段体现得淋漓尽致，他

在晚年回忆录中对中国留学生兄弟会组织即有论述，多持贬抑之辞：这些组

织——“无异于结党营私谋求个人私利而不辨是非，有学生加入兄弟会常有

a  张忠绂：《迷惘集》，第 14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社

1978 年版。

b  张忠绂：《迷惘集》，第 197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

社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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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利害关系冲突而相互仇视”。善于取巧的人则秘密加入一个以上的兄弟会，

以便争取多方面的援引。这无异于是“政客的作风”，在于投机取巧、在于

脸厚心黑。很显然，他对于以上此类行为是不屑于参与的。a 然而，究其政

治学科的本质，却意味在“君子”与“人情”之间保持两力平衡，在学科向

心力与离心力之间保持平衡，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这就是政治学人异于其他

学科学人的“政力相背”。b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治学科在政党政治中的巨

大作用是由于它的社会身份及社会品格，而其局限也主要来源于这一群体的

社会身份及社会品格。对张忠绂而言，虽曾自称身上“有一点不应有的中国

名士习气”，但对从政这项工作仍“甚有兴趣”。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说，则

是“做官应做事，不做事又何必做官”，并许诺“人若需要我，而邀我从政，

我或尚可能竭智尽忠，为国家社会做点事”。c 然而，他却在事实中不断败下

阵来，不得不感叹“做事”显然要比“做官”难，在非民主、非法治的国家

中，做事较之做官，其困苦艰难岂仅百十倍而已。d

因此，抗战结束后，张忠绂也如大多数学人一样长期不得志，继而退出

政府，晚年重操教书旧业。他自认为一概疾恶如仇，不仅容易得罪他人，还

因做事认真立身处世又不肯随和，且由于生性疾恶如仇，最容易开罪他人，

因而注定了“不是做官的材料，至少不是乱世做官的材料，也只能淡泊名利，

不与人争权夺利”。此后，即使张于1946 年被聘为东北中正大学校长e，但在

晚年却又遭遇了政治人生的“滑铁卢”以及官场中的“水土不服”。事实上，

无论是以张忠绂为代表或其他政治学人，也均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角色

扮演者”，由此政治学人与学科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免于政治、现实、

外交、人情的内容，而更是政治、现实、外交、人情的一种相互表达。对于

这一点，另一位同期政治学家鲍明钤即有阐明，他以“政治运动”说明政治

a  张忠绂：《迷惘集》，第142—144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 辑，文海

出版社 1978 年版。他在其中例举学生会组织有“F. F. ”（发起人为顾维钧等）、Cross and Sword
（或称“十字架与宝剑会”，简称“C.&S.”, 发起人为王正廷等）以及“A. L. ”和仁社等。他对

这些留学生社团多有贬抑之辞。

b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4 页。

c  张忠绂：《迷惘集》，第 142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

社 1978 年版。

d  张忠绂：《迷惘集》，第 128 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3 辑，文海出版

社 1978 年版。

e  《中央社沈阳三日电》，《申报》1946 年 8 月 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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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及其学科的关系，他在晚年自述集中指出现代的青年除了应该努力谋求

建设新的强有力的政府以及努力谋求国家教育、地方自治、交通的改善之外，

重要的是青年还应养成政治精神，尤其是养成政治运动家的精神。应具有政

治家公平的眼光、宽大的政治参与态度，像球队的竞争，胜则胜、败则败之

精神以作政治运动。倘若政治运动家没有养成如此的精神、如此的运动能力，

那么政治运动家的精神养成又该是什么？ a

a  鲍明钤：《中国青年对于现代国内政治应取的态度》，见《鲍明钤文集》，鲍丽玲、毛树章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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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政治与政治学
——六位俄罗斯学者的观点

　a

费海汀 *　编译

摘　要：2020 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影

响。疫情是对一个国家政治价值、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程序和治理绩效

的全面考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应对结果与政治学的传统认知和判断

大相径庭。这就迫使政治学界对许多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一些世界主要大国的

反省与思考尤为值得我们借鉴。为此，编者特地约请了六位俄罗斯学者从自己

的专业角度出发，就疫情与政治、疫情与政治学两个主题进行评论。六位学者

中既有来自莫斯科的，也有来自圣彼得堡的；既有来自科学院系统的，也有来

自高校系统的；既有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学者，也有具备实际从政经历的学者；

既有关注国际政治的学者，也有关注国内政治的学者。他们所点评的问题则既

包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问题、“世界政府”与“区域合作”问题、主权与人权问

题、国家与社会问题、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问题等“老问题”，也包括政治与科

技、政治与生命、政治与社会发展等“新问题”。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分歧，侧

重点也各有不同。虽然编者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但依然尝试将其尽量

完整、详尽地呈现出来，希望读者能借六位俄罗斯学者的短评管窥当代俄罗斯

政治学中的主要视角、重要议题与重点领域。

关键词：新冠疫情；应急管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政治哲学

*   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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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and prevalence of COVID-19 in 2020 had a great impact 

on human society. Such epidemic situation is in fact a comprehensive test of political 

values, political cultures,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proces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any countries. However, the response results of many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and jud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is new phenomenon forces us 

to reflect on many basic issues. Experiences and defects of some major countries attract 

are especially noteworthy. Therefore, six scholars from Russia Federation were invited 

to comment on two themes as epidemic and politics, epide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Six scholars have very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they come from Moscow 

and Saint-Petersberg; from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es of science; some focu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ome have practical political experience; some are specialis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me pay much attention to domestic politics. They 

discussed not only the “old issues” such as the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 state, “world 

governmen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weighs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social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rights, but also 

“new issues” such as problem of poli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blem of politics 

and human life,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ir 

views, but just from these differences that we hope to understand the main approaches, 

topics and area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Russia.

Key words: COVID-19, Emergency management, Nation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亚库宁 a：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挑战

尽管在 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人类社会依然在 20

a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亚库宁（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Якунин），政治学博士，俄罗斯莫斯

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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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下半叶成功应对了一些重大的疫情，例如脊髓灰质炎。即使是在“冷战”

和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各国医护人员也未曾断绝合作。他们在世界卫生

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当代人类社会和国际组织

在团结、灵活、高效治理方面表现出的水平远逊过往。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正好成了检验国际与国内既有治理体系与治理

机构在面临重大挑战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试金石”。总体而言，它对三

组关系提出了挑战：其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过程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其二，

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其三，民族国家与其公民，亦即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在上述几组关系中，处于关键位置的始终是民族国家及其政

府，这并非偶然。

（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过程与机构

“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社会笃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将会出现。而这

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丧失了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我们很少反思，我们所

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商品、人员、货币和信息的大量流通模糊了国家之间的边界，这似乎是

一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独特财富。但与此同时，一个简单的事实却又被千方

百计地掩盖了起来：所谓的“西方世界”作为全球化的鼓吹者，一开始的出

发点就是其主导地位将会亘古不变。试图限制或者调整这一进程的民族国家，

即使不被认为是反动的，那至少也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但是，正如当前疫情

危机所展示的那样，能有效承担起治理职能的全球或区域性机构还并不存在。

国家作用的不断削弱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又在疫情期间集

中地爆发了出来。各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都意识到，而且都被迫承担起抗击疫

情的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像欧盟一样的区域性机构，和像世界卫生组织一

样的全球性机构却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效率。相反，他们的声誉还因此蒙受

了严重的打击——这首先就体现在对这些组织的信任上面。

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重新审视“世界秩序”的争论。其中，

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从政治或者甚至于意

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当前世界秩序体现为美国霸权的兴衰历程。但是从制度

和机构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并没有在 “雅尔塔 - 波茨坦体系”



—  162  — —  163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体系，只是以一系列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 G 20 一样

的机构对其进行了补充。

今天，对具有调解职能的国际机构的不信任使人类社会面临威胁。这种

威胁从前曾经出现过，那时人类社会正被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阴云之

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没有任何有效运转的国际机构。同时，这种不信

任的态度也正是由那些声称领导世界的国家（如美国）所宣示的。

遗憾的是，在面对疫情时，我们在压力和焦虑的双重影响下忽视了最重

要也最显而易见的东西：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这都

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如果说当前的国际政治是由其各个局部分散承担的，

那么各个民族国家就必须在新形势下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建立建设性的关

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时应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为其他国家树

立起榜样。

（二）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

当前，那些在国际贸易时期甚至有能力主导民族国家政策的跨国公司正

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行政限制开始出现；其次，全球经济开始下滑。跨

国公司的预算往往能够超过许多民族国家。它们能够通过产品的供应链在全

球各地活动。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附加价值的主要部分都是在其“宗主国”

（Метрополия）的领土上形成的。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利润与税收也正是来

源于此。今天，跨国公司发现自己正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它们不得不高

度依赖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既能为其提供服务和进出口产品制定规则，又能

为其应对危机提供政策支持。

我们观察到，跨国公司的许多业务领域都开始出现了“国有化”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的新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金融和税收领域。特别

是在类似欧盟一样大型区域共同体中，离岸管辖逐渐减少，海关监管逐渐

加强。

这些跨国公司即将面临的战场是信息化转型。即使是一些已经是世界级

巨头的中国和美国的公司，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民族国家展开合作的条件。

这种合作首先集中在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安全方面。其次，这种合作还

会包括跨国公司在紧急情况下根据政府的指令作出快速反应。



—  162  — —  163  —

　　疫情、政治与政治学

（三）民族国家及其公民

民族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样要经受压力测试。各国政府已经动用

紧急权力以阻止疫情的传播。这总是会引起一部分国民的批评。除此之外，

当前各国政府还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潜在的经济危机。而在这一方面，公民

对国家的要求更是会高得多。这一情况很可能使政治斗争白热化，更是有可

能为民粹主义政客获得更多的选票创造条件——他们会不负责任地煽风点

火，同时对一切选民在危机中希望听到的东西作出承诺。

因此，民族国家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它必须发展自己的“基础性权

力”（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必须通过吸引民众更多地参与国家

政策与各种决定的咨询、决策和实施过程，在社会中塑造一些广泛的联盟以

支持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增加国家治理领

域的知识与能力。这也正是我们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任何危机都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我们看到，民族国家及其

机构承担了最主要的压力，而国际机构则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政治家和

官员们的任务是尽快消除这种失衡的状态。当前的世界秩序依然是全球性的，

是相互依赖的，这样的联系从未消失。当前，无论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强大，

或者经济像中国一样发达，它也绝不可能在缺乏广泛国际合作与支持的情况

下独立确保其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二、克拉夫琴科 a：新冠肺炎疫情
—— 人类如何与微观世界共处 b

当今世界呈现出非线性发展（Нелинейное развитие）的特征。系统性的

a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克拉夫琴科（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哲学博士，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b  本文全文将发表于俄罗斯政治学权威期刊《政治学研究》（Полис）2020 年第 5 期，全名为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健康的挑战——全球范围内人道主义的生命政治学是可能的吗？》

（Пандемия COVID- 19: Вызовы Здоровью Населения Мира – Возможна ли Гуманистическая 
Глоболокальная Биополити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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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反复出现。这具体表现为发展速度的起伏、发展方向的分岔以及发展

状态的不稳定。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此前这种非线性发展引起

的变化还若隐若现，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这些变化已经日益显著。

我们认为，在事关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的问题上，如果想要充分反思和认识

发展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特征，至少有三个特征尤其值得注意。

（1）正如约翰·厄里 a 指出的那样，反思和理解非线性发展的理论基础

即是“蝴蝶效应”（Эффект Бабочки）：即使在一个社会领域里发生的相对微

小的变化，也可能带来其他领域社会发展的一连串分岔和根本性转变。在这

种变化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在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中发生的事件，也可能对整

个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同时引发在其他诸如经济、贸易、就业、教育等领域

的非线性发展变化。这些事件甚至也可能对自然界产生祸福难料的影响。在

新冠肺炎的案例中，就是最初极少数感染的患者最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巨变。

（2）早在 21 世纪初，阶级分化造成的社会撕裂就已经开始令一部分人失

去自己在世界上的立锥之地。b 他们汇聚起来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新冠肺

炎疫情使他们的规模扩大了数倍。有时他们之中甚至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变种。

例如在大型游艇上享受“高端休闲”项目却被迫进行隔离和自我隔离的人们，

以及因为各国边境关闭而不得不四处漂泊寻找港口的渔民们。相应的，贸易

遭受重创，各个经济主体的收入也都出现波动。只有那些能及时调整自己的

工作与生活以符合国家利益，转入食品、卫生、医药、健康行业的人们才是

唯一的获益者。     

（3）当前的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处理科学

知识。它的导向则是注重实效和不断增殖财富。但这同时也造成了它与社会

体系及其所在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对其进行反思，人们不难发

现，人类不仅改造了细菌和病毒，同时也正被它们所改造着。“与流行病共生

的社会”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人们需要从总体上反思自己与流行病

之间的关系——毕竟艾滋病、麻疹、肝炎和其他一些传染病并未消失。人们

需要积极地适应与微生物共存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微生物对人类社会和自

然环境来说并不危险，甚至应该被看作是有益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存

a  Urry, J. ,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28, 41-42.
b  Bauman, Z.,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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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潜在的威胁。例如像阿甘本所指出的，“牲人”a（homo sacer）的出现。

如果我们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b 任由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受到政治操

弄，那么人类就会成为毫无权利的存在c。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我们认

为，必须制定与微生物和生态系统共生的战略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比以往“传统”的流行病更加复杂。它带来了一些新的风

险。这些风险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首先，它们是全球性的，并不仅仅

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空间内。其次，它们还存在人与动物相互反复影响的

趋势。现代流行病学研究还表明，病毒会产生变异。它们会出现某种形式的

变体，在将来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形态，甚至转变为全新的毒株。这意味着，

病毒已经永久性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人类必须不断寻找方法以尽量降低与

病毒接触的风险。事实上，新冠肺炎的风险具有某种变动性的特征，这也正

是其复杂性的表现。因此，新冠肺炎的疫情则正可以促使人类社会创造一种

全新的理论与方法工具，用以研究全球性的和超微观的复杂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造成人类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撕裂的力量

正在增强。仅仅停留在宣言中的欧洲价值观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国际合作

陷入停顿，对抗疫情只能依靠各个国家各自动员。而这些动员实际上也仅仅

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最初欧盟就低估了疫情的风

险，既没有开展卫生防疫宣传教育，也没有在欧盟的层次上对医疗资源进行

整合。例如在意大利，新冠肺炎的风险比在其他任何欧盟国家都高。当时意

大利还期待着欧盟方面的援助。但是欧盟陷入了瘫痪，它没有做出任何决策

以提供意大利必需的医疗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反而是由俄罗斯、中国和古

巴所提供的。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要求着人类社会利用科技创新的成就，采取新的措施

来保护自然环境，也造福人类自身。例如，在俄罗斯，在中国，在其他很多

国家，政府都在挖掘数字化的潜力，特别是在诊断感染风险方面。银行卡与

手机 SIM 卡可以判断它们的持有者是否曾到访疫情传播的风险地区，还能显

a  牲人，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概念，意指“被献祭的个体”，

被政治共同体所排除的对象，失去权利的个人。

b  生命政治学，主要探讨个体生命与其周围政治与社会语境之间关系，典型学者如福柯、阿甘本等。

c  Agamben, G.,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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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们与病毒携带者的接触情况。这些数据被收集起来，然后出于人道主义

提供给专业的卫生防疫人员和负责家庭隔离检疫的监管机构，以便他们阻止

疫情蔓延。的确，这对个人权利构成了挑战。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具体的历

史和文化语境决定着个人权利的阐述方式。我们认为，在新型疫情流行的环

境中，应该从强调社会利益的优先性，以及如何调整人类与微生物和生态环

境之间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个人权利的内涵。我们认为，对所有人文、社会

和自然科学成就进行整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三、库兹涅佐夫 a：俄罗斯与新冠肺炎疫情
—— 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良机？

至 2020 年 8 月中旬，在俄罗斯发现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超过 90 万例。

只有美国、巴西、印度等人口明显超过俄罗斯的国家，确诊病患的数字才会

更大。根据官方统计，过去半年内在俄罗斯就有超过 1.5 万人逝于感染。其

中，仅仅在莫斯科就有 4600 人。首都的统计数据表明，如果考虑到因感染新

冠肺炎合并其他基础疾病（如肿瘤）加速死亡进程的患者，这一数字至少还

要增加一倍。因此，仅就死亡人数而言，俄罗斯还要超过前面的墨西哥、英

国和意大利，居于世界第 7 位，而不是第 11 位。

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的经济也因疫情遭到重创。根据俄罗斯联邦

统计局的数据，与 2019 年同期相比，2020 年上半年俄罗斯的工业总产值下

降 3.5%，零售贸易额下降 6.4%，营利性服务业收入下降 19.9%。2020 年失

业率为 2019 年的 112.6%，达到 460 万人。然而，在这种背景下，也可以观

察到一些积极的信号，特别是俄罗斯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显著增加。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环境下，政府服务已经成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向。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建设各种公民与政府部门间的互动桥梁，但是只有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情况下，才有机会测试这些昂贵的系统在高负荷运转时

的表现。例如，莫斯科的居民就曾短暂地遇到过一个问题：通过政府提供服务

的官方入口办理进出首都的数字通行证时遭遇困难。首先，65 岁以上的申请

a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经济学博士，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代理所长、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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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难顺利获得医院的数字化检疫服务。另外，根据媒体的报道，数据库遭遇

黑客攻击的频率也出现增加。然而总的来说，俄罗斯的联邦和地方政府建立的

数字化系统还是成功地运转了起来，这些暴露出来的缺陷也迅速得到了纠正。

在 2020 年的检疫压力下，国家被迫强制使用数字技术。这一政策使得俄

罗斯的公民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来与商业实体进行交易，特别是与那

些国有的实体。例如，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Сбербанк）的网上银行一直在

发展。而国家则正是通过在俄罗斯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储蓄银行实现了对

公务人员奖金、退休金和工资的支付。通过储蓄银行的网上银行可以支付公

用事业和其他很多服务的费用。结果，2020 年第二季度，储蓄银行网上银行

的日活跃用户量上涨了 10%，达到了 2720 万人，而月活跃用户量上涨了 5%，

达到 6000 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里出租、送餐和货物快递服务，以及非食品类商

品网上订货的整合与发展。例如，2020 年第二季度 Yandex 公司的总营业额

与 2019 年同期持平，但其中 Yandex 的出租车服务营业额增加了 42%。国家

对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的限制，以及强制性的“口罩令”推动了这类民营企业

迅猛发展。同样，暂停餐饮行业运营，以及长期警示商店拥挤空间存在危险

等措施同样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也许，俄罗斯的学者同西方同行一样，略微有些夸大了新冠肺炎疫情中

信息化程度加速的情况，毕竟科学教育领域本身就是数字化进程的领头羊。

在科学与高等教育界，通过互联网广泛引进远程工作模式和进行业务往来已

经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实际上相应的技术早前已经在俄罗斯得到了应用，

但仅仅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例如，在疫情之前，只有一些年轻的妈妈

愿意进行远程办公，线上课程也只是针对再就业的短期培训项目开设。2020

年的实践表明，网络技术尽管还存在一些缺陷，但在许多情况下都的确是有

效的。并且，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它完全能对科教领域的传统互动模式起

到补充作用。

2020 年春，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首次以网络会议的形式举办了在俄罗斯

经济学界极负盛名的四月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a，这已经是该会议第21

a  四月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俄文名称为 Апрель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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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举办了。当然，并非所有在申请人中通过评选产生的与会者都愿意在网上

发言，网络会议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是，由笔者主持的“世界经济”

分论坛获得了 8 年来与传统形式相比最佳的效果。几乎所有的报告都由英文

撰写。唯一的缺憾是参会人员失去了在走廊里非正式交流的机会。但是网络

会议的优势在于，对主办方而言，邀请著名外国学者作主旨发言的成本降低

了许多，并且也有更多不同城市的听众能通过 Zoom 会议远程接入。另一个

令人意外的问题是，一些发言人自愿退会时已经提交了报告，因而担忧自己

未完成的研究结果被曝光在一些诸如 YouTube 的网站上。

视频会议对忙碌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大大节省了时间。他们不用再奔波于

漫长的旅途中，而是只需要切换一下电脑上的窗口。以往很难协调日程的各

位专家，现在都能齐聚于一次视频会议之中。例如，笔者在 2020 年夏季举办

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俄罗斯在线发布会。与

2019 年相比，发布会邀请到了更多直接投资领域的顶级专家。作为报告执笔

人之一，来自日内瓦的卡洛泰教授也作了主旨报告。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

信息研究所作为主办方，甚至都不需在宣传和广告上面花费精力以寻找听众。

之前，曾经担心上了年纪的学者无法掌握新的信息技术。但这种担心是

多余的。高校中学者的适应尤为迅速，因为年长的教授们通常都能得到年轻

同事和学生的协助。当然，过度理想化线上教育也是不必要的。首先，它只

适用于主动学习的学生，并且对于绝大多数研讨和实践类课程是效果不佳的。

同时与高校相比，在中小学采用线上教学也更加困难。其次，线上教学还要

求对许多课程进行改革，调整学生获取教学资料的途径。这方面教师们暂时

还没能适应。凡是在春季采取了隔离措施的俄罗斯地方教育机构，都必须在

一周内就转为远程教育，这就使得时间非常紧张。另外，大规模的线上教育

也暴露出了许多技术和财务问题。例如，不太富裕的家庭一般不会拥有一台

以上的计算机以及稳定的网络连接，更不用说能有几个房间，让两三个孩子

互不打扰地进行学习。特别是父母同时也需要远程办公时，这种情况就会更

加麻烦。

总而言之，需要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俄罗斯的蔓延令人震惊，同

时也凸显了许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特别是许多俄罗斯人不愿遵守严格防疫

管控措施的问题很难克服。但是，国家的竞争性优势也得到了彰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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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很愿意接受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推广。疫情结束之后，

还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消除阻碍，加速俄罗斯经济的信息化，在俄罗

斯建立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

四、叶夫列缅科 a：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

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由疫情

引发的危机不仅使新的威胁成为现实，同样也为人们窥见当代世界运转机制，

以及世界各主要大国的真实意图和行动创造了一个“真相时刻”b。

中国承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波也是最沉重的一波打击。目前，美国

的领导层努力掀起强大的信息浪潮指责中国，似乎它应该为新型病毒在世界

范围内的传播承担责任。这些指责在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看来都是完

全虚假的，是完全政治化的。现在完全可以肯定，中国已经采取了规模空前

的、彻底的措施来抗击疫情。在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第一个在抗击疫情的

战役中达到转折点的，这同样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其政治社会体制进行动员时

的潜力、能力与效率。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采取的果断措施，那么全人类

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由于这些措施，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得以

赢得更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卫生系统的动员以对抗疫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行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行

动。这些行动最初看似是为了降低疫情蔓延的威胁，随后则是表现为一系列

刺激措施，以补偿因阻止疫情在美国本土蔓延而造成的损失。美国的卫生

系统及其在极端情况下的响应机制已经被证明效率低下。而美国社会的痼

疾——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结构性的种族主义——更是集中地爆发出来。特朗

普政府企图通过将疫情责任转嫁给中国的方式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使其不再

关注自身政策的巨大失败。美国的政治精英同样利用疫情以加强与中国的对

抗，因为中国被认为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当然，除中国之外，

a  德米特里·瓦列里耶维奇·叶夫列缅科（Дмитрий Валерьевич Ефременко），政治学博士，俄

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辽宁大学客座教授。

b  真相时刻（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俄罗斯的一档社会政治类电视节目，专门探讨俄罗斯的深层社

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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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进行制裁和敌对宣传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俄罗斯。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就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问题得出一

些重要的判断。

（1）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应该加强合作，以捍

卫多边原则，特别是像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的多边机构。必须保护世界卫生组

织不受到美国带有偏见的指责与操控。同时，还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世卫组

织在疫情最初爆发阶段的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必须提出旨在提高其作为一个

全球性、权威性国际组织效率的工作建议。

（2）中国、俄罗斯与其他真正希望维护自己利益与主权的国家，必须协

调努力，以避免一个国家在抗击疫情和卫生防疫安全问题上独断专行。上海

合作组织就具有协调这类活动的潜力。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可以建立一系

列诸如疫情相互预警、快速反应和紧急情况互助的机制。这些互助和快速反

应的中心既可以建立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也可以建立在组织的伙伴国中。

在这方面，扩大科学合作也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包括卫生防疫人员和医务工

作者的协同，同样也包括各个国家应急管理专家间的合作。

（3）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内的其他国家，都必

须确保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品、疫苗、医疗设施都能向全球开放。必须

避免有关知识产权的垄断，或者西方医药公司通过垄断抬高价格。上合组织

成员国本身就具备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科技储备与生产潜力。

（4）解决疫情引发的深层次经济危机，需要各个国家更积极地展开经济

合作、紧急扶持和金融贷款。为此可以对既有的机构加以利用——如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等。或许可以建立新的机构形式

以帮助遭受疫情的国家恢复经济，并使其不必接受随之而来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华盛顿共识基础上各种机构强加的政治条件。

（5）新冠肺炎危机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大加速结构性改革的契机。全球附

加价值链的变革无论如何都会发生。这次危机则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领域

和可能性，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应该做出合理的

选择，更加坚决地降低能源密集型和有害生态环境的产业所占比例，更多地

投资发展数字经济。

（6）新冠肺炎在社会层面的一个基本特点在于，它是全球化和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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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第一次流行病。数字监控与面部识别技术在阻遏疫情蔓延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不仅是中国，许多东亚国家对这些技术的应用都证明了其高

效性。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还首先大规模采用了云应用、超级计算

机、认知计算、生物和卫生信息的数字映射，以及无人机、智能手机、个

人设备的传感器联网等多种技术。这一经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许多的

技术解决方案也在俄罗斯得到了应用。特别是在有超过 20 万名新冠肺炎感

染者的莫斯科。毫无疑问，在发展及应用数字技术以提高卫生防疫安全方

面的国际合作正在变得日益紧迫和重要。实际上，在实现“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启动一个特定的方案，使这些技术在更多的国

家中得到应用。为此，一个基本原则是应该避免出现制裁和不正当竞争的

情况，就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类似华为、中兴及其他中国 IT 公司的所

作所为。

（7）鉴于新冠肺炎危机对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加

强俄罗斯、中国和其他第三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学家的合作，也有必要扩大

智库机构、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设立专门

的基金，以资助旨在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进行评

估的联合研究。

五、孙古罗夫 a：疫情后的政治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后果，毫无疑问，已经对并且还将会对世界秩序产生

重大影响。在各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当中，我尤其赞成一种：在世界层面上，

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会议体系”（Конференция）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毕竟

疫情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可以与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了。在这样一个“会议体系”

中，需要建立全球合作的机构与工具。这些工具应该能够根据全人类的福祉

a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孙古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Юрьевич Сунгуров），生物学博士，政治学博士，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圣彼得堡分校应用政治学部教授，曾任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市议会议

员（1990—1993）、俄罗斯联邦公众院（Обш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Ф）成员（1994—
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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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决策并采取措施，而不是以邻为壑。a

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基础上建立的“会议体

系”就是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中即将尊重人权的价值固定了下来。但

是我，作为一个从放射生物学起步的学者，希望能对另一次灾难及其后果进

行总结和借鉴。这一灾难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从切尔诺贝利对我国政治生

活的影响，以及苏联最后时期外交政策“新思维”的发展角度，相信可以得

出一些经验和教训。b

我指的是，在放射性沉降物已经受风向影响扩散到周边国家时，苏联公

民和国际社会掌握的情况却是滞后的。我认为，以切尔诺贝利事件为标志，

“大改革”的发展进程和苏联领导层的观念都开始产生变化。他们意识到，政

治上需要更加开放和透明。而下一步，则是意识到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也需要

采取“新思维”。在我看来，它的意义至今为止都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

至于在当时，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c

在“大改革”年代诞生的“新思维”理论认为，在尊重主权独立、遵守

互不干涉原则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民族承认对全人类生存的共同责任。“新

思维”提出了一个根据全人类普遍价值改造世界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即是关于全人类和每一个个体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d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个国家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有识之士有

望意识到“新思维”在世界层面的必要性。世界应该借助于这一“新思维”，

找到新的、更加高效的全球治理措施。

应该指出的是，提倡“新思维”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近几年与之相反

的一些倾向正在日益增强。其中典型代表就是主权主义。主权主义，即是指

a  Кузнецов Евгений. 2020. Три болезн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которые обострил коронавирус. - Форбс. 
14. 04.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forbes.ru/biznes/ 398231-tri-bolezni-civilizacii-kotorye-obostril-
koronavirus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20）.

b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1986 г.） 1998. - Катастрофы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М.: УРСС, 1998;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лучшие материалы.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
www.kp.ru/best/msk/chernobyl_tragedy/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20）.

c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всего мира — М.: ИПЛ, 1987.
d  Пандемия как вызов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в XXI веке. Доклад. 2020.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Горбачев-Фонд»）, М.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gorby.ru/userfiles/file/doclad_gf_ 16_ 06_ 20.pdf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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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国家主权的倾向。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还是英国脱

欧，以及俄罗斯的类似现象皆属此类。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倾向只有在疫情这

类事件中才会得到改变。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是在发扬一些文化与科学

活动家所倡导的传统，比如尼古拉·洛里奇（Николай Рерих）a、弗拉基米

尔·维尔纳茨基（Владимир Вернадский）b 等等。他们认识到全球化趋势的

必然性，因此也认为，需要世界各国的精英携手努力才能避免其负面影响。

影响“新思维”的另一个思想根源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这些报告自 1968 年

起定期出版，促进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c

我们需要首先将联合国视作人类社会建立的唯一的全球性组织。联合国

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的建立意味着对个人权利普遍性的承认，意味着这一原

则比各个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事实上，正是由于“神圣的”主权原则才让

纳粹德国能“合法地”毁灭数百万公民，并随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的恐怖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也正是因此，联合国的各个创始成

员国才承认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 70 多年。过去

的战争开始被遗忘，在许多国家也再次开始强调国家主权的优先地位。回到

联合国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回想，在其建立之初就曾出现过一些意见和方案，

建议将其转化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组织。例如，通过世界人民直接投票选举

联合国大会。这将使联合国安理会同样将会根据某一特定原则由联合国大会

选出。d

这项建议当时没有被采纳。很有可能，它有些过于超前于自己的时代

a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洛里奇（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ерих）（1874—1947），俄罗

斯画家、作家、哲学家。倡导保护艺术与科学，曾发起旨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洛里奇公约》

（Roerich Pact），数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详尽介绍见 Капустин А, Баренбойм Б, Захаров А., 
Кравченко Д. Пакт Рериха как основа новой Конвенции ООН о защит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 
М.: ЛУМ, 2014。

b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茨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俄

罗斯地理与地质学家，曾提出 “ 人类圈 ”（Noosphere）和 “ 生物地球化学 ”（Biogeochemistry）
概念，认为人类生命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圈和地质圈。详尽介绍见 Вернадский В.И. 
Биосфера и ноосфера. Москва : Айрис Пресс : Рольф, 2002. C. 573。

c  Печчеи Аурилио. 2020. Архитекторы мира. Записки Римского клуба.- М.: Родина.
d  Кларк Г. и Сон Л. Б., Достижение всеобщего мира через мировое право. Дв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плана. / 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Хрестоматия - М, 2003, C. 1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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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 20 世纪的遗存，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

任理事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就导致安理会在

许多领域的效力都遭到削弱。因此，要加强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机构的作用，

最紧要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改革安理会。同时，我认为，也应该重拾 60 年前克

拉克先生（Grenville Clark）和索恩（Louis B. Sohn）先生 a 的提议，考虑联

合国大会的直接选举。

如果不向着这一方向努力，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就不可避免地将会建立许

多政治中心。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就会试图行使“保护权”，就像在伊拉克

和利比亚的情况一样。这条道路是漫长且艰难的，但必须向着这一方向努力。

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应该进行动议做出表率。值得一提的是，萨

哈罗夫院士在 1975 年就曾提议在联合国之下设立一个关于法律、社会、生态

环境与裁军问题的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b 这一委员会有权要求所有国家的

政府对质询和建议做出明确答复。这样一个委员会至今也没有建立，也许在

这一方面也需要携手努力。

当然，联合国的专家建议毫无疑问是有用的。但问题在于，各领域专家

的候选人实际上都由相应国家的政府推荐。因此，一些国家的政府很有可能

只提名忠于政府的专家。因此需要建立其他渠道，将独立专家纳入联合国和

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当中。

综上所述，提倡“新思维”的观念、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存

在一个全人类普遍价值观的观念，对世界各国共同处置“后疫情时代”包括

联合国改革、改变主权主义发展趋势等复杂问题来说都将会是卓有成效的。

a  格伦维尔·克拉克，美国律师，哈佛公司（Havard Coporation）成员，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

奖；路易斯·索恩，美国国际法学者，曾参与联合国与国际法庭的创建，曾任美国国务院法律

顾问，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克拉克与索恩二人曾合著《通过世界法实现世界和平》（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

b  Сахаров А.Д. О стране и мире //Тревога и надежда. – 2-е изд. –М.: «Интер-Верс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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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维利索夫 a：我们能从危机中获益吗？

（一）危机已经降临了吗？

2020 年 3 月，当欧洲国家开始进行检疫以防止新冠肺炎传播时，俄罗斯

似乎还是疫情中的避风港。俄罗斯的游客们也没有放弃在 3 月初妇女节期间

前往意大利度假的计划。对俄罗斯来说，情况在 4 月急剧恶化。此时，俄罗

斯正遭受着双重打击。在俄罗斯退出“欧佩克 +”协议之后，原油价格跌破

历史记录，其期货交易价格甚至跌为负数。暴跌的原因起初是人为的，主要

与沙特阿拉伯对俄罗斯的“价格战”有关。

但是，后来石油市场开始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由于疫情的原因，能

源的贸易额和产量都出现缩减，因而需求也出现急剧下降。当前，专家们正

在争论，价格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对于许多石油出口国

来说，多重危机意味着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例如，中东国家都不得不重

估本年度预算，并预计将会大幅缩减公共开支。像阿尔及利亚政府就已经宣

布，2020 年的公共开支将会大幅缩减。问题在于，如果想要平衡公共开支的

预算，那么石油价格就必须远远高于现在的水平。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需要

达到 60 美元 / 桶，而在阿尔及利亚则需要超过 100 美元 / 桶。b 俄罗斯同样

也经历了这样的问题。好在俄罗斯的预算一开始就是根据相对较低的石油预

测价格制定的。

一部分人为之震惊，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谈论对未来的预测。在这些关于

低碳或无碳能源世界以及“绿色经济”的图景中，俄罗斯通常扮演了一个不

光彩的角色。“绿色世界”的支持者和辩护者中常见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俄

罗斯就是一个“石油国家”，它利用化石能源的收入来支撑自己的地缘政治

野心。同时，“资源诅咒”的规律严重影响着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一方面，

俄罗斯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单一并缺乏竞争力，因而在危机面前就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民主化程度越来越低，因此也相应地越来越缺乏韧性和

a �马克西姆·弗拉基米洛维奇·维利索夫（Максим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лисов），政治学副博士，

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公共政策教研室副主任。

b  见《经济学人》的评估数据：The Economist（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0/07/18/
the-end-of-the-arab-worlds-oil-age-is-n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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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因此，由于化石能源的价格低迷，以及随后所有发达国家都开始撤出石

油和天然气领域或者降低其在世界能源平衡中的比例，未来等待俄罗斯的只

会是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会遭到严重削弱。如果

说，几个月前这些论断还都只是抽象和遥远的推测，那么当前这似乎已经成

了我们生活的现实。

（二）化石能源的未来

让我们来尝试弄明白，上述这些因素会导致什么结果。更重要的是，我

们还能做些什么？

由于高热值、运输便捷、广泛分布等独有的特征，石油成为 20 世纪下半

叶的重要燃料。也正因此，人类很早就对其进行过集中地分析和预测。特别

是在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当时，阿拉伯国家出于政治原因限制了向西方国

家的石油出口，由此导致油价飙升。

在不同的时期，实际上形成了预测世界原油市场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不同

理论。

“石油峰值”（Peak Oil）论认为，随着世界石油储量的不断消耗，原油开

采和供应都会在某一时刻开始减少，这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与涨价。

“石油需求峰值”（Peak Oil Demand）论认为，恰恰相反，由于其他能

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绿色能源消费的增长，对石油的需求将会达到峰值，

因此将会出现价格的下跌。

上述理论都没有得到证实。但与此同时，世界却正在见证油价的戏剧性

暴跌，以致世界各国都必须努力对其进行调控。对于俄罗斯而言，结果则不

仅表现在价格上，由于自愿减产，俄罗斯在石油的供应上也遭受了损失。这

在短期内毫无疑问是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当然，俄罗斯财政部也已经证实，

实际上可以通过加大石油储备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而从长期来看，局势却仍

不明朗：如果世界经济陷入衰退，那么石油价格就会缺乏上涨的动力。但是，

如果危机之后出现爆炸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出现改变。尽管石油作为有

害气体排放的来源，仍会受到引发气候变化的责难。

与石油不同，天然气不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考虑到生态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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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可再生能源平衡的巨大需求，以及天然气本身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较

小，很多预测甚至认为在发展绿色能源的趋势中天然气所占份额会有所增加。

而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市场上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因此，这对俄罗

斯而言威胁不大。

煤炭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几乎所有的预测方案都在呼吁减少煤炭的

消费。有些政府甚至都在酝酿削减煤炭消费的政策。但是，即使世界市场上

的煤炭贸易得到削减，对于许多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

能源安全来说，煤炭依然是一项重要的资源。俄罗斯作为一个巨大的能源出

口国，应该对此引起重视。

（三）绿色经济中的俄罗斯

绿色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使利用和污染环境的成本内在化，即令这些

成本包含在效益之中，而非排除在效益之外。从前，企业在计算利润时并没

有把这部分成本包含在内，将这些“包袱”都扔给社会处理。而现在，这一

情况则正在得到改变。例如“碳定价”（Carbon Pricing）a 和“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b 概念的应用。由于这些理念需要评估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损

害，因此它们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许多商品的价格，甚至包括能源产品本身。在

俄罗斯的情况中，这可能导致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提高。在某些情况下，会是

实质性，而不是短期的涨价。这些理念同样可能对其他俄罗斯出口产品也产生

负面影响，例如，这种影响很可能以欧盟国家关税壁垒的形式出现。

那么，难道在世界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等待俄罗斯的就是必

然的衰落吗？

前几年的经验，无论是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还是 2014—2015 年因西

方制裁和石油价格下跌引发的经济衰退，都给俄罗斯当局好好地上了一课。

它们教会了俄罗斯人通过灵活的税收、预算和货币工具应对短期危机。近年

来，俄罗斯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税收系统，因此预算收入即使在经济比较萧条

a  为碳排放规定额度，这一额度可以交易。也可以为不同的额度征收不同的税率。

b  追溯特定个人、集体或机构的碳排放集合。碳足迹越大，温室气体排放越多，反之亦然。



—  178  — —  179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的情况下也不会减少。国家福利基金 a 会动用财政储蓄来稳定金融系统、刺

激经济增长。可以说，以相对较低的经济下滑程度为标志，短期内俄罗斯已

经基本处置了当前的危机。但是，俄罗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经济

结构，因此也不会产生什么长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结构未能改变一方

面是由于出现了车向前开、轮往后转，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车轮效应”

（Эффект Колеи）。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局担忧出现过于剧烈的变化。这其

中各个领域的游说集团都施予了相当的压力。例如与德国相比。德国摆脱危

机的主要策略是依靠延续其“能源转型过渡”（Energiewende）政策。但在俄

罗斯，危机反而可能使得现有发展模式日趋保守。这首先就是由于主要政治

和经济行动者都不愿进行重大改革。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实际上在绿色经济中拥有很

大的潜力。环境成本内化的理念实际上使得俄罗斯最主要的自然财富都能被

引入经济循环当中。这些财富包括能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以及作为可再生能

源的淡水。如果采用“碳足迹”的评估方式，那么一些俄罗斯出口商品就能

显著提高自己的竞争性优势。因为这些商品的生产过程主要采用的是清洁能

源（水力发电）。这样的例子可以很多，学术界正在思考与研究这些问题。

问题在于，它们暂时还没有在决策圈达成共识，因此就很难转化为政策。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需要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毕竟

在向新能源过渡且放弃旧能源使用时，会造成一些问题。因为要对经济结构

进行大规模调整，从业者的收入会遭受损失，就业机会也会相应减少。因此

需要对这些人群进行补偿。如何在不造成社会经济重大动荡的情况下，特别

是在目前的危机中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公共管理领域专家需要研究的一个

重要问题：如何吸引和激励关键行动者，如何确保利益平衡，如何保证政策

的系统性和长期性，以及如何保证政策的最终成功。如果能成功解决这些问

题，那么俄罗斯经济就能摆脱危机，甚至从中受益。

a  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Фонд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是俄罗斯国家储备基金，是俄罗

斯联邦为其公民提供退休保障的长效机制之一，主要来源于石油天然气企业的计划外收入。危

机情况下也能对财政短缺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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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不难发现，虽然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和争论，但六位学者的评论还是

显示出了对某些问题的集中关注和基本共识。

首先，从疫情与政治的角度，六位学者的评论都再次验证了亨廷顿的一

个论断：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

程度。a 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在面对疫

情这种重大挑战时，一个制度化程度高的组织在度过初期的打击之后，都能

协调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处置并适应危机。任何一个比较复杂、相对自主，

且具有一定内聚力组织都对社会危机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不同的国家虽然应

对疫情的理念和措施有所区别，但基本都会找到一套为本国民众所接受的处

置方法。从六位学者的评论中也可以发现，此类重大社会危机对政治共同体

的考验并不仅仅在于短时应对，真正的考验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政治共同

体是否能够对社会危机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予以改革。其二，政治共同体

能否从社会危机中寻找到潜在的优势，重新定位自身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深

入改革的决心，应对压力集团影响的能力还是对社会变革速度、广度与深度

的控制，都考验着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执政者的勇气与智慧。

其次，从疫情与政治学的角度，六位学者的评论显示，新冠肺炎疫情

这类重大社会危机，除开疾病本身之外，对人类社会冲击最大的部分还是由

于其牵动起的各种政治学问题。这其中，既有一系列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

问题被重新提起，也有许多全新的、尚未获得足够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开始显

露。在“老问题”中，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问题、“世界政府”与“区域合作”

问题、主权与人权问题、国家与社会问题、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问题都已经

历了长久的讨论。各个国家、地区和政治共同体都基本找到并实践着一套适

合自己的模式。政治体制的长短与优劣之争从前更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在

“新问题”中，一些争论也尤为引人注意。其一，政治与科技之间存在何种关

系？今天的科技，已经不能被视作单纯的工具。它既是由高度组织化的机构

a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1989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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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产，同时又深刻地嵌入并改造着人类的活动与交往。其二，政治应该如

何对待人的生命？当代世界，人的生命需求早已不仅限于生存，还需追求健

康与尊严。政治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责任也就相应地突破了单纯调解人与人之

间冲突以及对自然灾害的防治。其三，政治应该如何平衡社会的各种需求？

社会的需求是多元而复杂的，且不同的需求之间还会形成叠加与联动。单纯

满足一种需求，很可能导致政治重心的失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因此，疫情这一重大的社会危机，实际上提示着人类社会必须迅速提高

对政治思想的重视，加深对政治哲学的认识。人类社会需要深刻反思与另外

两个世界的关系。其一，与非人类造物的世界，即自然的关系。其二，与人

类造物的世界，即技术的关系。

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避免人向自然的复归。现代政治的

一个重要命题即是人类的权利。“权”赋予了人类选择的可能性，在一定程

度上却也使人摆脱了“律”的约束。早在 16—17 世纪，启蒙思想家就已预

见到权利膨胀背后潜藏的威胁，因此特意强调权利根本上来自并受制于自然

法。a 人对自然的权利不能脱离“人”的范畴。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不

是自然状态下的无限掠夺，也不是如野兽一样的自取所需，而是在人类社会

约束之下的对全人类整体与每一个个体福祉的增进。对财富的过度强调、对

权利的极端理解，可能使人的行动不仅越过成文法的范畴，甚至摆脱自然法

的约束，复归于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此时的权利，不仅不

再是人类社会所掌控用以增进福祉的工具，反而会成为祸患的根源。正如 19

世纪革命思想家所指出的，这种不平等的、狭隘的“权利”会造成社会的衰

颓和灭亡，因为从社会性、正义演变而来的公道，正是人类建立社会的根本

动因，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b 社会促成权利的形成，也确保权

利的实现。当社会撕裂成不同的阶级与群体时，完整、统一、平等的权利本

身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权利的正当性需要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方可

证成，而绝不能以个人、小团体的私欲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根基。

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避免人为技术所异化。现代政治的

a  詹姆斯·塔利：《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王涛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85 页。

b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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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命题即是人类的本质。工业革命带给人类对自然前所未有的改造

能力，但同时也在冲击着人类社会对自然与自身的理解。早在 19 世纪初，思

想家们就曾警示过，机器的到来会让人也变成机器。而在现代，这一论断则

可以替换为，数据的到来可能使人变成数据。与人类社会向自然复归同样可

怕的是人向抽象概念的递变。当人类的生命只被视作一个数字，生命的活动

和痕迹仅仅被视为数据的集合，那么这毫无疑问就会造成人与人类社会的异

化。人类社会通过符号来理解世界、记忆世界。但符号系统的背后必须有意

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的存在。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在使用者手中会成为工具，

在好斗者手中则会成为武器。当人类本身完全被看作技术的目标，被解构为

数据和符号时，那么符号背后的意义系统与价值系统也就不复存在。意义与

价值泯灭的背后，潜藏着工具被用于满足私欲的威胁。奴役人，将人变成机

器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另一批人。因此，技术的正当性也需要立足于社

会正义的基础之上，也需要为人类社会所掌控，而绝不能成为一部分人所垄

断的专利。

不可忘记，政治的意义在于人的本身。正是人的生命与福祉赋予了所有

政治概念以内涵。无论是使人变成野兽，还是变成数据，都将是对政治学初

衷的最大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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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政治学评论》约稿函

《北大政治学评论》（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主办的连续出版物，计划每年出版 2—4 期。本刊秉持推动中国政治学

和公共管理研究的学术宗旨，倡导严谨治学，鼓励理论创新，关注实证研究，

主要刊登中外学者在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的最新代表性学术论文和

评论，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本刊以发表理论与实证研究性论文为主，兼及研究评论、海外译稿、学

术专访、学术动态、书评等其他相关撰述，诚邀海内外学界同仁赐稿。

1. 所有稿件须为未在任何报刊、书籍或其他出版物发表的原创作品。研

究性论文篇幅以 1—3 万字为宜；学术动态、书评等字数可在2000—5000 字；

其他类型文字不超过万字为宜。

2. 稿件请勿一稿多投。若投稿后三个月仍未接到用稿通知，可自行处理

稿件。纸质稿件恕不退还。

3. 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著作权归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所有。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有权在其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北大政治学”（PKURCCP）及

其他学术媒体上刊发。

4. 请遵守学术规范，如涉及剽窃及其他问题，文责自负。

5. 来稿请以电子版（word 文档）发到编辑部邮箱。通讯地址如下：

《北大政治学评论》编辑部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335 室，100871

邮箱地址：gzgpsr@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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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itation letter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The 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s a serial publication hosted by the School of 

Govern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planned to be published 2-4 issues per year. The 

Review upholds the academic purpose of promoting research and studie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advocates rigorous scholarship, encourag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focuses on empirical research. Seeking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 for researchers of related fields, the Review mainly publishes 

cutting-edge academic articles and commentaries written by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bout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The Review mainly publishes theoretical academic articl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rticles, as well as research commentaries, overseas contributions, academic interviews, 

academic happenings, book reviews and other related writings. We sincerely invit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o contribute manuscripts to the Review.

　•All the manuscripts should be original; they should no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other 

newspapers, books or publications. The suggested length for （1） research articles 

is 10 000 to 30 000 words; （2） academic happenings, book reviews and similar content 

is 2000 to 5000 words; and （3） all other forms of writings is less than 10 000 words.

　•Please do not submit your manuscript to multiple journals. You can make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for your writing if you do not receive a publication notification after 3 

months of submitting your manuscript. All submitted manuscripts will not be re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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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pyright of all the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Review belongs to the School of 

Govern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School has the right to publish the article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PKURCCP” and other academic mediums.

　•Please adhere to academic rules and guidelines. The author will assume all 

responsibility upon infringement of academic rules such as plagiarism.

　•Please submit your manuscript in soft copy （Microsoft Word）.

　The address is as below ：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ostage Address: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Loo Ko Guan Building Room 335. 

　　　　　　　　 Postal Code: 100871

　Email Address: gzgpsr@pku.edu.cn  

 Invitation letter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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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政治学评论》稿件规范

一、稿件要求

（一）形式要求

1. 电子文件

Microsoft Office 软件文本。

2. 纸质文件

电子文本以 A4 纸打印。

3. 基本信息

（1）文章中、英文标题；

（2）作者姓名、单位、职称或职务、通信地址、电话与电子邮箱地址。

4. 内容提要和关键词

理论文章请提供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内容提要请提供中英文版本，要求

体现作者的主要观点，行文流畅、简洁、客观、规范，篇幅以中文 300 字以

内为宜。另请提供 3—5 个中、英文关键词。

（二）文本要求

1. 正文文本

正文小 4 号宋体，单倍行距，页边距上下限、左右边距均采用 Office 软

件的默认设置。

脚注不小于 6 号字，建议用小 5 号。

2. 文章标题

标题序码一律用中文标示，如：一、二、三……；再下面的标题序码，

依层次分别用（一）（二）（三）……，1.2.3.……，（1）（2）（3）……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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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一（第一级）

（一）（第二级）

1.（第三级）

（1）（第四级）

3. 图表文件

（1）表或图，应遵循先见文字后见表或图的原则；表或图中反映的信息

应与正文表述一致。

（2）统计表、统计图或其他示意图等，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后加

空格并注明图表名称。

（3）表号及表题名须标注于表的上方且居中，资料来源标于表下。

（4）图号及图题名须标注于图的下方，且末尾不加标点符号，其他信息

依次下排。

示例如下：

表1　天津都市区单中心密度函数拟合结果

区域  函数形式 1990 年 2000 年

天津

 负指数 —6.0E —006 *    —9.1E —006

Pareto 函数  —0.329 —0.364

平方根负指数 —0.005 ** —0.006

注：无标注的参数估计的显著水平为 p ≤ 0.001，标注 * 代表参数估计不显著，标注 **

代表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水平为 p ≤ 0.0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发展报告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年版。

二、注释规范

本刊一般采取页下注（脚注）的方式，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示。



—  190  — —  191  —

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8 辑）

文章或作者所作的说明性脚注，用星号（﹡）标示，以区别于正文注释。

注释格式如下：

（一）中文

1. 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书名 / 卷册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

（初版除外）/ 页码。〔注：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

不可省略（下同，不再标注）；责任者本人的选集、文集等可省略责任者。〕

示例：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 页。

倪世雄主编：《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四川人民出

版社 1988 年版，第 71 页。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

出版社 1995 年版。（视同中文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8 年版》，世界知

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68 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8—89 页。

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3 页。

2. 报刊文章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所引文章名 / 所载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

月）。责任者 / 所引文章名 / 所载报纸名称 / 出版年、月、日及版别。

示例：

符福渊、周德武：《安理会通过科索沃问题决议》，《人民日报》1999 年

6 月 11 日第 1 版。

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

第 28 卷第 1 期（1976 年 1 月）。



—  190  — —  191  —

　　《北大政治学评论》稿件规范

3. 论文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文献题名 / 论文性质 / 地点或学校 / 文献形成时间 /

页码。

示例：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提交给“全球化与亚

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天津，南开大学，2000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

第 2 页。

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 20 年：1979—1999》，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所 , 硕士学位论文，2000 年，第 39 页。

4. 古文献等

（1）刻本示例：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关西道·夏州》，清金陵书局线装本。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9 页 a。

（2）点校本、整理本示例：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83 年标点本，第××页。

（3）影印本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五，辽沈书社 1991 年影印本，上册，第

461 页下栏。

《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3 册，第 3080 页下栏。

（4）析出文献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齐鲁书社 1997 年影印本，子部，第 88 册，第 73 页。

（5）地方志示例：

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第 7 页 b。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一《疆域》，第 10 页 b。

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五《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

志汇刊》，中国书店 1992 年影印本，第 42 册 , 第 367 页。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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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

《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中华书局 1975 年标点本，第 233 页。

《方苞集》卷六《答程夔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标点本，上册，

第 166 页。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示例 :

《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五，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第 6 册，第 727 页。

5. 未刊文献、手稿等示例

“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陈云致王明信，1937 年 5 月 16 日，缩微胶卷，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

保管与研究中心藏，495/74/290。

6. 电子文献示例

陈旭阳：《关于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及其战略的研究》，2003 年 11 月，

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index.htm）。

李向平：《大寨造大庙，信仰大转型》（http//xschina.org/show.php?id=10672）。

（二）译文

1. 著作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03 年，导言，第 15 页。

亚历山大·罗森伯格：《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如何》，见罗杰·E. 巴克

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 通讯

《和平、繁荣与民主》，美新署，华盛顿 1994 年 2 月 24 日英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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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 

1. 著作

Morgenthau, Hans J.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p. 389-392. 

Keohane, Robert & Nye, Joseph,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77, pp.45-46. 

2. 编著

Baldwin, David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6.

Knorr, Klause ＆ Rosenau, James N.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25-227. 

3. 文章

Levaold, Robert, “Soveit Learning in the 1980s,” in George W. Breslauer ＆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27. 

Van Evera, Stephen,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1990/1991. 

Jones, Clayton, “Japanese Link Increased Acid Rain to Distant Coal Plants in 

Chin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6, 1992, p. 4. （报纸名用斜体；

此处 p.4 指第 4 版。）

“Beijing Media Urge to Keep Taiwan by Force,” Xinhua, July 19, 1995.

4. 政府出版物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Handbook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88,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p. 74.

5. 国际组织出版物

报告：United Nation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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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UN General Assembly Document A/48/344, October 11, 1993.

决议：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87, April 3, 1991. （决议的注释应

当包括两项内容：发布机构和决议号、生效日期。）

6. 论文

Tretyakava, Albina, “Fuel and Energy in the CIS,” paper delivered to 

Ecology’ 90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irlie House, Virginia, April 19-22, 1990.

Flank, Steven, Reconstructing Rocket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Military 

Technologies in Brazil, Indian and Israel, Ph.D. dissertation, MIT, 1993.

7. 互联网资料

Forland, Astrid, “Norway’s Nuclear Odyssey,”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4 （Winter 1997）, http://cns.miis.edu/npr/forland.htm. 

8. 转引

Bailey, F. G. （ed.）, Gifts and Poisons: The Politics of Reput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1, p. 4, cited from Paul Ian Midford, Making the Best of A Bad 

Reputation: Japanese and Russian Grand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Dissertation, 

UMI, No. 9998195, 2001,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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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

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

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

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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